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1年度訴字第1012號

112年7月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台灣百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謝長安（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  律師

            葛百鈴  律師

            吳宗奇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許銘春（部長）

訴訟代理人  徐婉蘭  律師

參  加  人  台灣百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工會

代  表  人  邱泰亮(理事長)

訴訟代理人  郭家祺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

111年5月27日110年勞裁字第40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提起

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裁決決定主文第三項部分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參加人於民國110年11月8日（被告收文日）主張原告於109

年變更生產力獎金辦法以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

算辦法，因此導致原告減少發給參加人理事長邱泰亮（下稱

邱君）109年生產力獎金及110年2月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

EP績效獎金等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

之不當勞動行為，向被告提起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申請。嗣

經被告所屬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裁決會）110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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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7日110年勞裁字第40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下稱原

裁決）：「一、確認相對人（即原告，下同）於110年2月變

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

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二、確認相對人自110年2月起

至111年2月之期間，發給申請人（即參加人，下同）代表人

邱泰亮各月份如附表一所列PEP績效獎金金額之行為，構成

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三、相

對人應於本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依『PEP績效獎金計算

辦法』計算PEP績效獎金時，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

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並發給附表二所列之

申請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並將

前開發給證明送交勞動部存查。四、申請人其他裁決申請駁

回。」原告不服原裁決關於主文第1項、第2項及第3項部

分，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1項規定，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1

項規定提出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請求，準用工會法第39條第

2項規定，參加人應於知悉之次日起90日內提出裁決申請。

原裁決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形同讓未於法定90日申請裁決

期間內提出裁決申請之其他參加人理監事，藉由該救濟命令

之發布達到相同目的，等同架空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2

項除斥期間規定之功能，應予撤銷。

　㈡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04號判決意旨，工會對於

個別勞工因參加工會活動而受到不利益待遇，究有何工會權

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若無，即無工會法第35條第1

項第1款或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申請權，同條項第3款、第4

款亦同。本件依據參加人主張，係因邱君之PEP績效獎金金

額減少，而主張原告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從參加人裁決申請

書觀之，參加人並未具體敘明其有何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

款之工會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亦無具體敘明有何

工會活動受到影響，其申請法律上顯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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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原裁決主文第3項部分，顯係就當事人未請求裁決、辯論之

事項而為裁決，有違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並

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⒈參照本院104年度訴更二字第45號判決，裁決決定之救濟命

令，並非毫無限制，而應遵守相關法律原則，否則即與法律

保留原則有違。本件裁決時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辦法所規定之

正當法律程序，除要求裁決委員於調查終結前，應給予當事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將當事人所為聲明或陳述之要點記載

於調查報告，將調查報告送交裁決會外，尚有要求裁決會作

成裁決決定前，應通知當事人以言詞陳述意見進行詢問程

序，則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程序實已至少具備準司法機關之性

質。

　⒉參加人自始僅針對邱君之每月PEP績效獎金為請求，從而縱

使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3月之期間，按月隨工資發給邱

君的每月PEP績效獎金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

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並請求被告作成「相對人發給

申請人代表人邱君之每月PEP績效獎金，在工會理事長任期

內（即109年2月27日起至113年2月26日止），應不得低於10

9年10月份以前之平均金額」之救濟命令。然被告之救濟命

令亦僅得於糾正此部分之支配介入的效果，或為回復正常的

集體勞資關係秩序而加以發布救濟命令，然並非得逸脫當事

人請求裁決事項而為救濟命令之發布。

　⒊被告所援引之旭ダイヤモンド工業事件，日本最高法院第三

小法庭昭和61年6月10日判決，係該工會已針對其工會會員

請求救濟時，始得在勞工無積極反對之情況下加以請求。本

件不僅係參加人之其他理監事並未同時提出裁決申請，參加

人更從未曾針對其他理監事之部分請求被告做成相關之救濟

命令（蓋每位工會理監事狀況請會務假狀況未必相同，自應

先經原告與參加人在裁決程序進行攻防，裁決庭亦應就此部

分為調查後，由原告與參加人於裁決詢問程序為陳述），原

告亦無從在裁決調查及詢問程序，針對參加人之其他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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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PEP績效獎金發放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或應為如何之救

濟命令陳述意見並為辯論，原裁決顯已有違正當法律程序。

被告逾越參加人之請求裁決事項之範圍而作成救濟命令，原

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逕命原告將參加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

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並發給包含殷世明

在內之原裁決附表二所列之申請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

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未能給予原告與參加人在裁決程序進

行攻防，逕就未受當事人請求裁決辯論之事項而為裁決，有

違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並違反正當法律程

序。

　㈣原裁決主文第1項、第2項認定原告構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

款、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確有違誤：

　⒈原告係因應11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嚴重之缺工危機，為鼓

勵所有作業員積極投入生產以彌補短缺之人力，針對國內生

產線之作業員部分，原告公司即將原先之PEP績效獎金計算

方式調整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

『（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

扣項並予以調整）」，其中「特定比例」之詳細計算方式如

下：若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標準時數，即為「『團體分數×8

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

時數』×1」，惟若上班生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則為「『團

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

數）÷標準時數÷15』」。上開計算公式所增加之「+『（生

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部分，係在獎

勵產能貢獻度更大的員工，此處唯一之標準乃客觀上個人投

入生產時數之指標，且完全一體適用於原告全部之生產作業

員，亦即包含邱君和其他所有非工會會員之作業員。

　⒉就PEP績效獎金辦法部分，係原告用以提高及獎勵作業員投

入生產之誘因制度，以彌補人力短缺之問題，並使作業員投

入之產能貢獻可以直接反映在其PEP績效獎金之上，且原告

與參加人間先前亦無達成變更獎金計算方式必須先與工會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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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之任何協議，自無先與工會協商之必要，亦為參加人所自

承，顯見PEP績效獎金確係專屬於原告營業決策之事項，應

尊重原告經營管理之利益衡量。並不構成對於勞工擔任工會

職務，而為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亦無不當影響、妨礙

或限制工會之活動。況PEP績效獎金本來就是依照各該員工

之績效而發給，參加人自承邱君於108年10月份因個人心肌

梗塞裝置血管支架而無法加班，此更與原告之PEP績效獎金

之計算方式調整無關，參加人不得請求原告應給予邱君如同

請求裁決事項第2項之與其貢獻度顯不相當之PEP績效獎金。

　⒊此外，原裁決所引用之日本シェーリング救済命令取消東京

地方法院平成2年3月8日，其案例事實乃將「出勤率80%」作

為調整薪資之要件，因該案例係將會務公假納入調整薪資之

考慮因素，而薪資乃基本勞動條件，故可能構成工會法第35

條。反觀本件，邱君縱使請再多會務公假，其每月所受領之

薪資並不會因此受到影響，已符合工會法就工會理監事為辦

理會務予以會務公假之立法意旨相符。然工會法所規範之會

務公假亦應僅限於此有關工資給付之部分，亦即會務公假之

保障並不及於其他非工資之獎金，蓋會務假並非要使「請會

務假實質上工作量、表現較少、貢獻度較低的勞工，得以此

等績效表現，取得比其他勞工相同甚至更好的獎金福利、業

務發展與升遷機會」。換言之，PEP績效獎金僅是在反映各

該勞工對原告公司之實質貢獻，蓋原告主要之獲利係依靠勞

工投入工時、產出商品進而販售，則未投入工時於生產活動

一事，自然應該反映在PEP績效獎金。從而，被告裁決決定

所引用之日本シェーリング救済命令取消東京地方法院平成

2年3月8日，與本件事實迥然不同，自不應比附援引。

　㈤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僅記載「將申請人理監

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原告雖認為救

濟命令尚未清楚，然為了避免遭受裁罰，採取原公式中被除

數與除數中之「標準時數」，皆扣除「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

公假時數」之計算方式。則依此計算方式理解原裁決主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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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項，將使有請會務公假之工會幹部相較於其他未請公務假

之員工，受有不合理之更優越待遇，形成同工不同酬之不平

等待遇，此與工會法之目的有違。顯見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

項之救濟命令，已逾越樹立公平勞資關係之必要性及相當

性，而嚴重偏頗有請會務公假之工會幹部。　

　㈥況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後，除邱君

外，幾乎所有參加人理監事所獲得之PEP績效獎金皆有所增

加（除林文琪外），可證明PEP績效獎金辦法修正並未導致

參加人理監事因請會務假處理工會會務，而受到不利之待

遇。且係優於依110年變更前之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所計算

出之PEP績效獎金，該8名工會幹部亦取得各自之獎金明細而

知悉上情，且其等並未曾有向原告為放棄上述利益之意思表

示，是原裁決救濟命令不得逕命原告針對上述10位工會幹部

重新依救濟命令計算PEP績效獎金，否則有逸脫當事人請求

裁決事項而為救濟命令發布之違誤。

　㈦聲明求為判決：原裁決決定主文第1項、第2項及第3項部分

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工會的存在是為團結勞工，乃工會法第1條明文揭櫫之立法

目的，同法第35條第1項之各款規定，也是在維護勞工的團

結權，所以工會與其會員（勞工）間的利益，本即有所重

疊，難以區隔。以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對於勞工組織

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

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即知工會也

是直接受害，因此，勞工及工會均應有申請人資格。

　㈡原裁決主文第1項認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

法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

動行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⒈工會法第36條第2項規定明定會務假為公假，依勞工請假規

則第8條及第9條規定，應給予公假者，雇主應照給工資且不

得扣發全勤獎金，期使企業工會之理、監事有申請公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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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會務之意願，進而促進企業工會之組織及發展。原告從

110年2月起，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標準公式中之「月KP

I」，系爭計算公式所增之加扣項部分，就所設定的「標準

時數」，並未扣除會務公假時數，必將使請會務假的理、監

事陷於難達「標準時數」而實質薪資收入減少之不利狀態，

有害渠等請會務假去處理工會事務之意願，有違工會法第36

條第2項賦予會務假為公假之立法目的。

　⒉為保障勞工集體勞動權，雇主在考勤上本即應將會務公假時

數納入考量，以免對請會務假處理工會會務之理監事產生實

質薪資減少之不利對待，有害渠等處理工會會務之意願，不

利工會之組織與發展。被告裁決會作出主文第3項救濟命

令，就是為了衡平原告在考勤上未將會務公假時數納入考量

之不利對待。原裁決認定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及5款

之不當勞動行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自無被撤銷之理由。

　⒊原告對PEP績效獎金之計算方式修正，就其變更後所設定的

「標準時數」未扣除會務公假時數，已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故其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發給邱君各月份如附

表一所列PEP績效獎金金額之行為，自亦屬不當勞動行為。

原裁決主文第2項認原告上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

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認事用法亦無違誤。

　㈢原裁決之救濟命令並未逾越裁量權：

　⒈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1項、第2項規定，裁決會「得」命

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處分（即救濟命令），且前提

是裁決會肯認申請人之請求裁決事項成立，若裁決會駁回請

求裁決事項，自無作成救濟命令之理。再者，勞資爭議處理

法對於裁決救濟命令之方式，未設有限制，裁決會享有廣泛

之裁量權，不受當事人請求之拘束，亦無「辯論程序」之規

定。故假設在被告裁決會肯認申請人請求裁決事項成立之情

況下，其是否核發救濟命令？或核發何種內容之救濟命令？

仍須個別裁量。非謂被告裁決會一旦肯認申請人之請求裁決

事項成立，即「應」按申請人之請求核發救濟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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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參加人之請求裁決事項第5項為「相對人發給申請人代表人

邱君之每月PEP績效獎金以及年度生產力獎金，在工會理事

長任期内（即109年2月27日起至113年2月26日止），應不得

低於109年10月份以前之平均金額」，屬救濟命令之請求，

對裁決會並無拘束力，僅屬建議性質，裁決會乃參考日本旭

ダイヤモンド工業事件，日本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昭和61年

6月10日判決，考量於本件中，邱君以參加人代表人身分表

明救濟之意，參加人理事林麗娟亦擔任參加人代理人，復查

無其他任何參加人理監事有反對受救濟之意思表示，爰作成

原裁決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自無被

撤銷之理。

　⒊至原告宣稱，除參加人理事長外，其他理監事並未要求補給

PEP績效獎金差額，原裁決之救濟命令有過度裁量云云。惟

原裁決主文第3項發布之救濟命令，係在回復主文第1項之勞

資關係，不問參加人有無提出主文第2項的裁決申請，均不

影響該救濟命令的內容。

　⒋另從原告在裁決程序中提出之理監事會務假時數，加入理事

長邱君在同一時期（109年3月至111年2月）的會務假時數，

將二者彙整後整理統計分析後，可證明110年2月原告變更PE

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後，除吳福祥、呂杏娟、林文琪及邱君

的會務假時數有增長外，其餘8名理監事的會務假時數都下

滑，導致全年度請會務假的時數更加集中於邱君一人身上；

全體理監事會務假時數加總也較前一年度減少，顯不利於工

會組織之發展與運作。故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所發布之救

濟命令確有其必要。　

  ⒌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所謂「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

數自『標準時數』中扣扣除」，是指原告制定之PEP績效獎

金計算辦法中公式「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

「（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

扣項並予以調整），其中的兩處「標準時數」都要扣除「公

假時數」。該救濟命令之所以採調整「標準時數」而非採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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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生產時數」，係認為即便如原告聲稱會務假不能代表生

產時數，但至少在標準時數的設定中也應將會務假時數排

除，方不至於產生不利待遇。如本院認該救濟命令恐造成請

會務假勞工可能得到「優於」其他勞工之PEP績效獎金；而

認應改採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較

妥，亦請依法調整。蓋若改採不變動標準時數，而將該公式

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算法，以原告舉例而

言，以每周標準工時40小時而言，一名工作50小時的員工

（即加班10小時），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

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得出0.25【計算式：〔（50

＋0)－40〕÷40＝10÷40＝0.25】。而請會務公假20小時、工

作30小時(同樣加班10小時）之工會幹部，就「〔（生產時

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亦得出0.

25【計算式：〔（30＋20)－40〕÷40＝10÷40＝0.25】。本

案確有以救濟命令去調整PEP績效獎金公式之必要，始能避

免雇主將會務公假時數視為勞工沒有貢獻時數，導致適用PE

P績效獎金辦法的勞工因實質薪資減少而降低參與工會會務

之意願。

　⒍工會法之目的在保障勞工不因參與工會而受不利益之待遇，

故原告110年變更後之PEP績效獎金計算法，即便對大部分勞

工而言可能優於110年變更前之計算法，但如其會導致參與

工會的勞工因會務假時數而受有實質薪資受損之不利益待遇

時，仍受工會法第35條的規範。仍以一名請會務公假20小

時、工作30小時(同樣加班10小時）之工會幹部為例，如未

將會務公假時數加計入生產時數，就「（生產時數-標準時

數）÷標準時數」部分，就會得出負數-0.25之結果【計算

式:（30－40)÷40＝-10÷40＝-0.25】。而且會務假時數越多

者，用該計算式得出的數據就會越差，導致實質薪資收入也

變得越差。倘該工會幹部要得到同樣的0.25數字，就必須要

另外再多加班至等同其會務公假時數的20小時。其結果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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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工會幹部請會務假來投入工會事務之意願降低，有害工會

會務之進行。

　㈣為此，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參加人陳述略以：

　㈠裁決會係具專業及獨立性之專家委員會，就是否構成不當勞

動行為之裁決決定應有判斷餘地，法院審查時應予以尊重。

本件於裁決程序中，歷經調查會議5次、詢問會議1次，並有

傳喚證人，勞資雙方均已充分攻擊防禦及辯論、裁決會亦詳

盡調查後做出裁決，並無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規違誤之情

形，原告之訴難認有理由。

　㈡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辧法，原告並無須先經過參加人同

意。參加人工會理事長與其他理監事辧理會務，是以有實際

會務辧理需要時，才向原告申請會務公假，而且需檢附證

明。本次PEP績效獎金計算方法變更後造成獎金會隨會務公

假時數而減少，參加人工會的理事長及理監事也不能因此放

著會務不管，為了工會能正常運作，仍然依實際需要去申請

會務公假。在論理上，由於不利益待遇也是對於工會之侵害

行為，蓋不利益待遇將使工會會員減少參與工會活動的意

思，結果上將對於工會之組織與活動將產生重大影響，故應

肯定工會亦得為不利益待遇之申請人，故參加人應有工會法

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申請權。

　㈢原告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

為：

　⒈雇主基於勞務提供程度之差異或實際出勤之日數，訂定考核

標準及方式，雖非不可，惟不得將法律上保障之假別納入其

中，而為較差之評價並予不利之待遇。對此，工會法第35條

第1項第1款、第36條第2項及勞工請假規則第8條與第9條規

範，勞工依法令規定應給予公假者，工資照給且雇主不得扣

發全勤獎金，於會務公假期間，雇主乃是免除請會務假之勞

工的工作義務而續付工資，並非是給付其因辦理會務之對

價，而有工資照給之規範，以防止勞工因懼於工資遭減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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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承擔員工代表之職務，並保障勞工不因申請會務公假以

參與工會活動而受到不利之待遇。而所謂不利之待遇，至少

包含有關勞動關係之締結維持，或勞動條件之給與，為與勞

動關係或條件直接相關且可由雇主發動主導以致勞工遭受不

利益者而言。

　⒉既然工會會務假基於保障工會活動及辦理日常會務之目的而

受法律所保障，故縱使雇主基於其企業管理權限可得制定員

工之績效考核標準，在標準之制定中，亦應考慮到工會幹部

辦理會務而請會務假之法律保障而有所相應之處理，不可僅

將其視為一般缺勤並進而予以不利益待遇。原告於110年2月

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在「個人分數」的指標上僅考

量個人投入生產時數（實際時數），並無其他額外因素，則

若工會理監事申請會務假，將必然導致生產時數較無申請會

務假之員工為少的結果，則在生產時數低致「『（生產時數

－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得出負數結果下，員

工將得出更差之獎金績效分數。

　⒊再者，原告將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日數列為未出勤日數之計

算方式，將使會務公假期間之缺勤，相較於過往之績效標

準，受到更不利之評價。而將造成參加人代表人以及其他理

監事，在辦理會務向雇主請會務公假時，更產生可能會因此

薪資獎金減少之心理壓力，而相較於自104年以來之績效標

準更致使其降低參與工會會務意願及產生寧願少辦理會務之

後果，豈非容任雇主以操作報酬給付之方式，來左右勞工參

與工會之意願，從而使工會法第36條第2項對於企業工會會

務公假保障之立法目的喪失，而形同虛文。故原告於110年2

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顯構成工會法第35條

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㈣原裁決之救濟命令並無逾越裁量：

　⒈裁決會已認定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

並據以計算並發給邱君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

P績效獎金之行為，分別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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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則原告自不宜繼續執行該新版PEP績效

獎金計算辧法，以免對於工會之組織與活動將繼續產生不當

之影響，因此，裁決會命原告應於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

依「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計算PEP績效獎金時，將參加人

工會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

計算發給其附表二所列之參加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

月間PEP績效獎金，並將前開發給證明送交被告存查，均屬

保障及回復勞工權益之必要處置措施，既符合救濟命令勞資

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2項立法目的，亦具公平性合理性。

　⒉雖工會理監事並未同時提出裁決申請，但考量不利益待遇也

是對於工會之侵害行為，蓋不利益待遇將使工會會員減少參

與工會活動的意思，結果上將對於工會之組織與活動將產生

重大影響，故於工會基於其固有救濟利益申請救濟時，即使

涉及個別勞工勞動契約上之權益，只要該勞工未積極地為放

棄權利的意思表示，裁決會為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對工會的支

配介入效果，必要時仍得命雇主回復個別勞工之權益。於本

件中，邱君以工會代表人身分表明救濟之意，參加人理事林

麗娟亦擔任代理人，顯無積極放棄救濟之意思，復查無其他

任何參加人理監事有反對受救濟之意思表示，故本件救濟命

令之內容，應屬適當。

　⒊依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的意旨，計算公式中分子及分母要

素中的「標準時數」，同時都需「將參加人理監事之會務公

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並非只有做為分母要素中的標

準時數須將會務公假時數扣除，顯然已有充分考量公平原則

等語。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列爭執事項外，其餘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參加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書（原

裁決卷第1至6頁）、原裁決（本院卷107第至158頁）等影本

在卷可稽，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㈠參加人

請求裁決事項是否已逾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2項規定之9

0日申請期間？㈡原裁決認事用法是否有誤？㈢原告是否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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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㈣若

成立不當勞動行為，則原裁決之救濟命令是否有裁量濫用之

違法？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規定：「（第1項）勞工因工會法

第35條第2項規定所生爭議，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

（第2項）前項裁決之申請，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35條

第2項規定之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90日內為之。」第51

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

及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

第39條、第40條、第41條第1項、第43條至第47條規定。

（第2項）前項處分並得令當事人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

為。」此為有關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之規定，其立法目的

旨在確實保障勞工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避

免雇主以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行使法律所賦予之團結

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

動之不當勞動行為，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除對於具

體個案認定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外，尚藉命當事人為一定

行為或不行為之方式，以為快速有效之救濟命令，俾迅速排

除不當勞動行為，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及集體勞動關

係之正常運作。查參加人係於110年11月8日（被告收文日）

向被告為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主張原告於109年變

更生產力獎金辦法以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

法，因此導致原告減少發給參加人理事長邱君109年生產力

獎金及110年2月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P績效獎金等行

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

為，且陳稱：原告變更PEP績效獎金之計算公式，並未先公

告周知，參加人直至110年9月1日臺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

會議時，由原告代理人即人事經理周芸竹具體說明PEP績效

獎金變更之計算公式始知悉等情，此有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

決申請書暨附件、上開勞資爭議調解記錄及周芸竹出具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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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獎金勞資爭議資方主張）在卷可稽（見原裁決卷第1

至15頁）。而原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因對其而言，PEP績

效獎金是基於自己的權限給予的優惠獎金，一切調整都是基

於營運的考量，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時並没有公告，

是參加人理事長拿到薪資單時發現獎金數字大幅下降才感覺

有變更，故其就參加人於110年11月5日提起本件裁決申請並

未逾90日法定期間乙事不再爭執等語（本院卷第444至445頁

之筆錄）。基此，原裁決認定參加人知悉原告每月PEP績效

獎金變更之時點，應以110年9月1日為準，參加人於110年11

月8日提出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並未逾90日申請期

間之規定，係於法有據，應堪認定屬實，合先敘明。

　㈡次按「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

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

遇。……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

動。」工會法第3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本法第35條第1

項第1款及第3款所稱其他不利之待遇，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

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

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亦有

明定。依此可知，工會法第35條係為保障勞工之團結權，及

保護團體協商功能之發揮，對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人

之行為限制規定；其第1項第1款之規定，係為避免雇主對勞

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為

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其他不利之待遇；其第1項

第5款之概括性規範，乃為避免雇主以其他不當方式影響、

妨礙工會成立、組織或活動，致妨礙工會運作及自主性。再

按工會法第35條第1第5款規定：「雇主不得不當影響、妨礙

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該禁止支配介入之行為

本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雇主之主觀意思已經被

置入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只要證明雇主支配介入行為之存

在，即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不需再個別證明雇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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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積極的意思。此由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僅以客觀之

事實作為要件，而無如同條項第1款、第3款、第4款以針對

勞工參與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之主觀意思要件即明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63號判決意旨、106年度判字

第222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祇要從該勞資關係之脈絡

中可以推知雇主對於其行為可能造成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

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之結果有所認識，即為已

足。

　㈢原告雖主張：參加人係因邱君之PEP績效獎金金額減少而申

請裁決原告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但並未具體敘明其有何工會

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工會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

亦無具體敘明有何工會活動受到影響，其為本件不當勞動裁

決申請，法律上顯無理由云云。惟依前揭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條第1項、第51條第1項規定之文義，得就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2項規定所生爭議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者，固以

受不當勞動行為之「勞工」為限，惟因工會係由勞工所組成

之社會團體，勞工參與工會組織及活動，為行使憲法所保障

之結社及集會自由暨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

體爭議權之具體表現，可知，工會組織及其活動為勞工之集

合體及其集體意志之展現。而工會法有關不當勞動行為禁止

之立法目的，旨在避免雇主以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行

使上開自由權利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

行為，故於參與工會組織或活動之勞工遭受不當勞動行為

時，工會亦將因而受有直接之侵害，則基於上開立法目的及

舉輕以明重之法理，工會自得類推適用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

條第1項、第51條第1項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10

6年度判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參與工會組織或

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之勞工，受有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

所定之不利益待遇，將使工會會員減少參與工會活動，對工

會組織與活動將產生重大影響，亦屬對工會之侵害行為，因

認工會亦得申請裁決。是以，本件參加人以原告於109年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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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產力獎金辦法以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

法，因此導致原告減少發給參加人理事長邱君109年生產力

獎金及110年2月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P績效獎金等行

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

為，向被告提起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核屬於法有

據，為適格之申請人。

　㈣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構成工

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⒈原告主張：其為因應11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嚴重之缺工危

機，自110年2月起對PEP績效獎金之計算方式的修正，係為

鼓勵所有作業員積極投入生產以彌補短缺之人力，係完全一

體適用於原告全部之生產作業員，且參加人代表人理事長所

屬之同一生產線部門之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在

原告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後，渠等之月PEP績效獎金平

均相較於原先之計算方式亦有所增加，並非針對參加人代表

人理事長身分或因參加人代表人請會務假特意量身制定之規

範，且原告與參加人間先前亦無達成變更獎金計算方式必須

先與工會協商之任何協議，自無先與工會協商之必要，顯見

PEP績效獎金確係專屬於原告營業決策之事項，應尊重原告

經營管理之利益衡量，而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

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

　⒉經查，就原告之PEP績效獎金之計算辦法，其公式區分為新

制及舊制：前者為月薪x12個月×8.33%+12個月×月KPI；後者

則為月薪×13個月×8%＋12個月×月KPI。就本件所爭執之PEP

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更改，係原告變更公式中績效計算標準

（即月KPI)，由104年以來之PEP績效獎金之KPI，即績效計

算方式：「『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如有加

扣項並予以調整）」，於110年2月起修正為「『團體分數×8

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一標準時數）÷標準

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細譯本件P

EP績效獎金計算標準（即月KPI)之變更，為在原本104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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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如有加扣項並

予以調整）」之公式上，加上『（生產時數－標準時數）÷

標準時數×特定比例』之公式，其中之「團體分數」的指標

包含PlantKPI、TeamKPI、SafetyKPI等三項指標，而在考量

員工個人工作狀況的變項上，其中「個人分數」的指標則依

據個人投入生產時數，亦即PEP績效獎金個人分數20%的部分

僅考量個人生產時數（實際服勞務時數），並無其他額外因

素。再者，關於「特定比例」之計算，又區分「上班生產時

數未大於雇主設定之標準時數」以及「上班生產時數大於雇

主設定之標準時數」，若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標準時數，即

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

－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若上班生產時數大於標準時

數，則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

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5』」。依照該公式之邏

輯，若勞工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雇主設定標準時數時，在公

式計算下，因為『（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

定比例』會得出負數結果，是故若其他條件相同情況下，會

相較於104年以來「『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

0%』」之公式，得出更差之獎金績效分數。反之，上班生產

時數大於雇主設定之標準時數則會得到比變更前更多之獎

金。

　⒊雖然雇主基於勞務提供程度之差異或實際出勤之日數，訂定

考核標準及方式，並非不可，惟不得將法律上保障之假別納

入其中，而為較差之評價並予不利之待遇。而按工會法第36

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工會之理事、監事於

『工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

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第2項）企業工會與雇主間

無前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全日，其他理事或監

事得於每月50小時之範圍内，請公假辦理會務。」而依勞工

請假規則第8條與第9條之規範，勞工依法令規定應給予公假

者，工資照給且雇主不得因勞工請公假而扣發全勤獎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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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立法均為立法者透過法律之明文保障，賦與企業工會之

理、監事申請公假以辦理會務之權利，以促進企業工會之組

織與發展。於會務公假期間，雇主乃是免除請會務假之勞工

的工作義務而續付工資，並非是給付其因辦理會務之對價，

而有工資照給之規範，以防止勞工因懼於工資遭減損而不願

承擔員工代表之職務，並保障勞工不因申請會務公假以參與

工會活動而受到不利之待遇。且所謂不利之待遇，並非只限

於減薪、降調等，尚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

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

待（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規定參照）。依此，既然

會務假基於保障工會活動及辦理日常會務之目的而受法律所

保障，故縱使雇主基於其企業管理權限可得制定員工之績效

考核標準，在標準之制定中，亦應考慮到工會幹部辦理會務

而請會務假之法律保障而有所相應之處理，不可僅將其視為

一般缺勤並進而予以不利益待遇。換言之，正當的工會活

動、罷工權、團體協商權之行使係憲法或工會法所承認之當

然權利的行使，以此等事項所致之未服勞務做為計算勞動率

之基礎，係對勞動者的前揭權利行使為顯著之限制，影響工

會發展，對勞工直接為不利之對待，難認具有合理性。依上

開意旨，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在

「個人分數」的指標上僅考量個人投入生產時數（實際服勞

務時數），並無其他額外因素，若工會理監事申請會務假，

將必然導致其等之「生產時數」較無申請會務假之員工為少

的結果，則在生產時數低即導致「（生產時數－標準時數）

÷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得出負數結果下，員工將得出更差

之獎金績效分數。而原告對於勞工個人總分數之評定結果，

將關係到勞工PEP績效獎金之領取，若原告因其員工申請會

務公假之法定假別日數列為未出勤日數，而給予績效考核上

較差之評價（相較於過往之績效標準），受到更不利之評

價，自當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禁止之不利益待遇

之不當勞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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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原告尚主張：會務公假之保障並不及於其他非工資之獎金，

會務假並非要使請會務假實質工作量、表現較少、貢獻度較

低的勞工得以此等績效表現，取得比其他勞工相同甚至更好

的福利云云。惟按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

詞，定義如下：……。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

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

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

均屬之。」查原告既坦稱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是反映各勞

工對原告之實質貢獻，投入工時於生產活動多寡會反映在PE

P績效獎金多寡，由此可知，PEP績效獎金，為勞工因工作而

獲得之報酬，核屬經常性給與，符合前揭勞動基準法第2條

第3款規定之工資定義。而工會法第36條明文對於給予會務

公假之保障，目的並非在要求取得比其他勞工更好的福利，

而是要求雇主不能將因請會務假以致未服勞務做為計算其勞

動率之基礎。本件原告將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日數列為未出

勤服勞務日數之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將使會務假期間之缺

勤，相較於過往之績效標準，受到更不利之評價，並將造成

參加人代表人以及其他理監事，在辦理會務向雇主請會務公

假時，更產生可能會因此PEP績效獎金減少之心理壓力，而

相較於自104年以來之績效標準，更致使其等降低參與工會

會務之意願，及產生寧願少辦理會務之後果，且若雇主一方

面給予勞工會務假，另一方面又以勞工提供之勞務較未申請

會務假時少，從而評定員工之貢獻度較低而影響員工之報

酬，豈非容任雇主以操作獎金報酬給付之方式，來左右勞工

參與工會之意願，從而使工會法第36條第2項對於企業工會

會務公假保障之立法目的喪失，故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

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對行使會務假之工會法上所保障

之權利造成顯著之限制，其後果將造成原告員工不願意申請

會務假以推展參加人之工會活動，核屬對工會組織或活動有

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之行為，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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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是以，原告上開主張，係其一己主

觀之見解，並非可採。

　⒌酌以參加人提出之「邱君請假紀錄與月PEP對照表」（原裁

決卷第7至8頁），其中109年度以及110年度之月PEP績效獎

金對照表，參加人代表人邱君之月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於1

10年2月變更前，數額平均每月皆高於3,000元，但於原告11

0年2月變更計算方式後，卻突降至每月平均不超過兩千元。

再觀之原告所提出之參加人工會理監事會務假時數表（原裁

決卷第412頁）可知，參加人理監事吳福祥、呂幸娟、林文

琪、林麗娟、邵純麗、殷世明、張淑琴、陳牡丹、陳蓁蓁、

黃鈺涵、楊玉芳等11人之各月份所請會務假時數，有不少均

為0小時，而參加人代表人110年2月迄次年2月間每月會務假

少則32小時，多則有128小時。由此可知，在參加人代表人

在擔任工會理事長後，主要負責辦理工會會務，故其會務假

時數遠高於其他工會幹部。基此，變更後之月PEP績效獎金

計算辦法，因為其在月KPI計算之個人分數部分，僅考量個

人生產時數，故在參加人代表人會務假時數顯高於其他工會

幹部之情況，當然將導致其相對於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

效獎金在110年2月起有所大幅縮減。而參加人代表人邱君於

工作時間內為辦理會務而向被告請公假時，有依勞工請假規

則辦理請假手續，此有原告提出之邱君109年1月-111年2月

會務假記錄在卷可稽（原裁決卷第115至119頁），是原告對

於參加人代表人邱君會務假時數遠高於其他工會幹部乙節，

自應知之甚詳，則原告對於邱君因所請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

日數被列為未出勤在生產線服勞務之生產日數，會導致其相

對於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在110年2月起有所大幅

縮減，而受不利益對待乙事，自應有所認識。是以，儘管參

加人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較原先之計算方式或有

所增加，但因其他工會幹部之會務假時數顯少於參加人代表

人之事實，此有原告提出之參加人理監事PEP獎金計算比較

表、參加人理監事PEP獎金計算比較明細表在卷可佐（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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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363頁、第401至405頁），故仍不得依此即認月PEP績效

獎金計算辦法之變更與會務假無關而不構成不利益待遇。從

而，原告主張變更後之月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不會使勞工

擔任工會職務而有不利待遇云云，乃是以偏概全，實無可

採。

　⒍至原告主張110年2月起修正之PEP績效計算標準係為因應110

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嚴重之缺工危機，而為鼓勵所有作業員

積極投入生產以彌補短缺之人力，完全一體適用於原告，並

無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意圖云云。惟如前開所述，工會法上

不利益待遇之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不以故意為限，只

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即為已足。基此，原告自

承PEP績效獎金績效標準中個人分數，並不區分會務公假時

數而一律以個人投入生產時數作為指標（原裁決卷第15頁、

第374至375頁），而在績效標準於110年2月起變更時，進一

步擴大績效標準中實際出勤生產之時數對獎金發給之影響，

實難謂原告對於110年2月起變更之PEP績效獎金標準，將有

可能造成原告員工申請會務公假以推展參加人之工會活動之

意願降低，而壓縮到工會辦理會務、工會活動之情形無所認

識。是以，原告此部分主張，無足影響上述認定成立工會法

第35條第1項第1款與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的結果。

  ㈤原告發給參加人代表人邱君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期間的

PEP績效獎金金額（詳如原裁決附表一所示）之行為，構成

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⒈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乃構成

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已如前

述。而參加人代表人為參加人主要申請會務假以辦理會務之

人，依該獎金之計算方式所給付之PEP績效獎金，難謂不會

因此而有減少，並影響到參加人代表人辦理會務參與工會活

動之意願。至原告主張參加人代表人係因於108年10月份個

人心肌梗塞無法配合加班才導致獎金給付變低云云。然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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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諸參加人提出之邱君請假紀錄與月PEP對照表（原裁決卷

第7至8頁）可知，邱君於109年12月及110年9月各該月所請

公假及特休時數合計均為104小時，前者適用舊PEP績效獎金

公式計算之月PEP績效金額為2,715元，後者適用變更後PEP

績效獎金公式計算之月PEP績效獎金金額則為2,003元，且自

108年10月份至110年1月，邱君之月PEP績效獎金金額均未低

於110年2月至同年10月各月之月PEP績效獎金金額。由此足

徵，邱君之PEP績效獎金給付自110年2月起變低，並非肇因

於邱君個人心肌梗塞無法配合加班所致。

　⒉經細譯前開「『（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

比例」之公式可知，加班固然會對於PEP績效獎金之影響，

使得生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每月160小時）而增加額外的

績效，然而，就算未加班，若其他條件相同（亦即無其他請

假時數之變異因素影響）之情況下，理應亦只會使得績效持

平（亦即生產＜到勤服勞務＞時數與標準時數，二者相減差

數等於零，則上開差數乘上特定比例恆等於零（0×特定比例

＝0，不會得出正或負數結果），不會導致績效獎金金額變

低。再參酌原告所提出之製造部加班時數統計（原裁決卷第

380頁），其中2021年2月至12月之總加班時為92,420小時，

又按原告所自陳其製造部截至2021年12月有336名員工（原

裁決卷第393頁），依此計算原告製造部員工每月每人平均

加班時數約為25小時（92,420小時÷11個月÷336人≒25小

時），相較於參加人代表人所請之會務假時數，就算參加人

代表人每月都加班至製造部門平均加班時數，另酌以參加人

代表人邱君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期間所申請會務假之時數

依序為48小時、80小時、72小時、40小時、40小時、32小

時、64小時、88小時、128小時、96小時、80小時、72小時

與48小時（原裁決卷第124至125頁），則依照變更後PEP績

效獎金績效計算標準計算其獎金時，仍無法抵銷邱君因請會

務假而不能依變更後PEP績效獎金辦法計入生產時數之不利

影響。基此可知，造成參加人代表人減少獎金給付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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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應係「（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之

公式對於請會務假的額外影響，原告係將法律上所保障之會

務假別納入計算PEP績效獎金標準的不利因子（亦即上班時

數須扣減會務假時數之差數，才能計入生產時數），而為較

差之評價並予不利之待遇。而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既陳稱：此

次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只有變更生產線上的作業員P

EP績效獎金，倉儲人員的PEP績效獎金沒有變更；對原告而

言，PEP績效獎金是基於自己的權限給予的優惠獎金，一開

始就沒有公告，一切調整都是基於營運的考量而調整等語

（本院卷第444頁之筆錄）。依此可知，原告基於自身營運

考量而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後，其對該變更之適用對

象、影響層面及效果，均已有所預見。由此益證原告對於11

0年2月起變更之PEP績效獎金標準，將有可能造成參加人代

表人邱君因其為處理工會會務所申請公假時數，無法被納入

實際出勤生產之時數，以致其所受領之PEP績效獎金變少之

不利益，亦有所認識。從而，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

之期間，發給參加人代表人邱君各該月份PEP績效獎金依序

為1,796元、1,381元、1,215元、915元、1,355元、1,938

元、1,887元、2,003元、653元、662元、820元、984元、1,

040元（詳如原裁決附表一所示）之行為，應堪認構成工會

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⒊另就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按月計算並隨工

資發給參加人代表人邱君的之每月PEP績效獎金，其計算公

式在個人分數上僅考量實際「生產時數」，並未排除參加人

代表人辦理會務之「會務假時數」，在此計算標準下將對於

參加人幹部於往後申請會務假時，產生月PEP績效獎金縮減

之不利影響，進而可能導致工會會員參與工會活動之意願降

低，並因而壓縮到工會辦理會務、工會活動之情形。是以，

堪認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按月隨工資發給

參加人代表人邱君的每月PEP績效獎金之行為，亦構成工會

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支配介入之不當勞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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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係有裁量濫用之違誤：

　⒈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2項規定賦予主管機關得發布救

濟命令，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權限。考量不當勞

動行為態樣眾多，排除其侵害之方式不一而足，難以窮盡列

舉，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除於具體個案認定是否構

成不當勞動行為外，尚藉由賦予裁決會為救濟命令之裁量，

課予雇主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義務，矯正雇主涉及勞工權利

事項所為之不利決定，以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回復受侵

害勞工之相關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且為因應不

同個案之具體情事及必要性，法律對於救濟命令之範疇及方

法未為規範，顯然亦授權主管機關為裁量，衡情茍無裁量違

法情事，法院為審查時，亦應予以尊重（最高行政法院110

年度上字第42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行政機關依裁

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

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原處分或決定經判決撤銷

後，機關須重為處分或決定者，應依判決意旨為之，行政訴

訟法第201條及第21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被告雖

有發布救濟命令，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處分權

限，但並非漫無限制，仍不得違反強行法規或善良風俗，救

濟命令之內容必須具體、確定、可能，應審酌裁決救濟制度

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團體爭議權

等基本權，以及透過此等保障來形塑應有的公平的集體勞資

關係，並須符合為樹立公平勞資關係所必要及相當之裁量原

則，如其所為救濟命令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行政法院即得

依法予以撤銷，另由主管機關依行政法院判決意旨，重為適

法之救濟命令。

　⒉查原裁決主文第3項係記載「依『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計

算PEP績效獎金時，將參加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

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並發給附表二所列之參加人理

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並將前開發給

證明送交勞動部存查」。然而，原告變更後之PEP績效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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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辦法，乃是新增「（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

特定比例」公式，已如前述，且依原告在裁決程序中之說

明，其中所謂「特定比例」之詳細計算方式又分為：⑴若上

班生產時數未大於標準時數，即為「『團體分數×80%』＋

『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

數』×1」。⑵若上班生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則為「『團體

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

數）÷標準時數÷15』」。而被告於本院訴訟中具狀陳稱：原

裁決主文第3項所謂「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

準時數中扣扣除」，是指原告制定之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

中公式「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

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

整）的兩處「標準時數」都要扣除「公假時數」等語（本院

卷第413頁）。則若依原裁決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將「申

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上開計算式的兩處「標準時

數」中扣除，將使有請會務公假之工會幹部相較於其他未請

公務假之員工，受有不合理之更優越待遇。蓋因，PEP績效

獎金計算公式為「（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

比例」，其中位在該公式之分母（除數），若依救濟命令即

為「(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則有請公務公假之工會

幹部，其分母（除數）因此變小，則分子（被除數）除以分

母（除數）所得出之商數會變大，所計算出之PEP績效獎金

亦隨之連動而變大。舉例而言，以每周標準工時40小時而

言，一名工作50小時的員工（即加班10小時），就「〔生產

時數—(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會務公

假時數)」部分，所得為0.25【計算式：〔50－(40－0)〕÷

(40－0)＝50－40÷40=10÷40=0.25】，然而僅工作30小時

（同樣加班10小時），並請會務公假20小時之工會幹部，其

「〔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

－會務公假時數)」部分，卻可獲得0.5之結果【計算式：

〔30－(40－20)〕÷(40－20)=〔30－20〕÷20＝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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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形成同工不同酬之不平等待遇。但工會法之目的僅在

保障勞工不因參與工會而受不利益之待遇，以迅速排除不當

勞動行為，並非使得工會幹部受有優於一般非工會幹部員工

之待遇，由此可見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的適用

結果，反而是過度有利於有請會務假之工會幹部，已逾越被

告為樹立公平勞資關係的正常運作所必要及相當之程度，核

與比例原則有違。

　⒊且被告另陳稱：本案確有以救濟命令去調整PEP績效獎金公

式之必要，始能避免雇主將會務公假時數視為勞工沒有貢獻

時數，導致適用PEP績效獎金辦法的勞工因實質薪資減少而

降低參與工會會務之意願；如本院認該救濟命令恐造成請會

務假勞工可能得到「優於」其他勞工之PEP績效獎金，而認

應改採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較妥，

亦請本院依法調整；蓋若改採不變動標準時數，而將該公式

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算法，以原告所舉之例

而言，若以每周標準工時40小時，一名工作50小時的員工

（即加班10小時），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

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得出0.25【計算式：〔（50

＋0)－40〕÷40＝10÷40＝0.25】；而請會務公假20小時、工

作30小時(同樣加班10小時）之工會幹部，就「〔（生產時

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亦得出0.

25【計算式：〔（30＋20)－40〕÷40＝10÷40＝0.25】等語

（本院卷第414頁）。由此可見，被告既稱作成救濟命令之

目的係為避免雇主將會務公假時數視為勞工沒有貢獻時數，

則其並非不可選擇命原告將「會務公假時數」併計入「生產

時數」之救濟方式，相較之下，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

濟命令所採取調整PEP績效獎金公式中之「標準時數」，顯

非達到其所欲樹立本件之公平勞資關係抑或回復受侵害勞工

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正常運作之必要方法，而有上述瑕疵可

指，致有不符比例原則之情形，核屬裁量濫用之違法。又原

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雖因有上述違法而應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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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因相關法律對於救濟命令之範疇及方法未為規範，裁決會

認定原告之上述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時，究應發布何種救

濟命令以迅速排除該不當勞動行為，回復受侵害勞工之領受

PEP績效獎金相關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裁決會

仍享有本於本件具體個案之公平勞資關係所必要、相當之裁

量原則，另為適法及妥當的救濟命令之裁量權限，其裁量並

未達減縮至零之程度，本院自無從代裁決會為救濟命令。是

以，原告主張如本院認應改採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

計「公假時數」較妥，亦請本院依法調整云云，係於法無

據，並非可採。

　⒋此外，原告於本院訴訟中具狀陳稱：原裁決附表二所列參加

人理監事，其中殷世明屬倉運人員，其月倉運PEP績效獎金

金額計算方式為「同仁計算獎金基礎金額（即月薪×l2×8.3

3%）×KPI得分」，而該獎金評核指標主要包含出勤時數、工

作配合度、工作態度，以及工作效率等面向，由主管綜合考

量後提案當月KPI得分，並經由再上層主管審核以決定同仁K

PI分數；陳蓁蓁因負責供應規劃，為間接人員，領季獎金，

季獎金發給與實際生產時數無關等語（本院卷第397至398

頁），並提出季獎金指標資料以佐其說（本院卷第407

頁）。又參加人亦於本院訴訟中具狀陳稱：殷世明的薪資明

細中，有「月PEP」項目，但殷世明並不清楚其「月PEP」項

目計算方式與其他人員之PEP績效獎金有何不同；陳蓁蓁的

薪資明細中，並無「月PEP」項目，但有「季PEP獎金」項目

及金額，陳蓁蓁並不清楚其薪資明細「季PEP獎金」計算方

式與其他人員之PEP績效獎金有何不同等情（本院卷第421

頁）。由此可知，陳蓁蓁所領得之季獎金並非按月依「PEP

績效獎金計算辦法」計算得出，則原告自無重新計算並補發

給陳蓁蓁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之問題，

況且既然殷世明迄至本院審理時仍不清楚其「月PEP」項目

計算方式究與其他人之PEP績效獎金有何差異，陳蓁蓁亦不

清楚其薪資明細「季PEP獎金」計算方式究為何，衡情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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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無可能於裁決程序中就月PEP績效獎金為放棄或反對受救

濟之表示。由此可見，裁決會在作成本件救濟命令之前，顯

未就參加人理監事所擔任的工作內容逐一為調查，且未詳細

區辨原裁決附表二所示參加人理監事所領績效獎金之具體評

核標準未盡相同，並非可一體適用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以

計算其等之績效獎金，以致原裁決並未將不適用PEP績效獎

金計算辦法之參加人理監事予以明示排除在救濟命令之外，

以使其救濟命令之內容更臻具體、確定及可能，俾供原告日

後之履行。基上，益徵裁決會於裁決程序並未詳實調查，即

以查無其他任何參加人理監事有反對受救濟之意思表示為

由，決定逕命原告依裁決會所作上述救濟命令之方式，據以

重新計算並發給原裁決附表二所列之參加人理監事110年2月

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實屬恣意之裁量。

七、綜上所述，原裁決決定主文第1項、第2項，經核於法並無不

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被告依勞資爭

議處理法第51條第2項規定作成之原裁決主文第3項部分，係

有上述違誤，原告請求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

如主文所示。又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部分既經撤銷，回復

至參加人向被告申請裁決之程序時被告尚未依職權作成救濟

命令之狀態，應由被告依本院判決見解，另為內容具體、確

定、可能並合義務性裁量之適法救濟命令，自不待言。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

    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淑婷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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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委任

律師為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

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

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

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

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

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

情形之一，經最

高行政法院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

上訴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

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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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弘毅

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

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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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1年度訴字第1012號
112年7月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台灣百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謝長安（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  律師
            葛百鈴  律師
            吳宗奇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許銘春（部長）
訴訟代理人  徐婉蘭  律師
參  加  人  台灣百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工會
代  表  人  邱泰亮(理事長)
訴訟代理人  郭家祺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110年勞裁字第40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裁決決定主文第三項部分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參加人於民國110年11月8日（被告收文日）主張原告於109年變更生產力獎金辦法以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因此導致原告減少發給參加人理事長邱泰亮（下稱邱君）109年生產力獎金及110年2月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P績效獎金等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向被告提起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申請。嗣經被告所屬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裁決會）110年5月27日110年勞裁字第40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下稱原裁決）：「一、確認相對人（即原告，下同）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二、確認相對人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發給申請人（即參加人，下同）代表人邱泰亮各月份如附表一所列PEP績效獎金金額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三、相對人應於本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依『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計算PEP績效獎金時，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並發給附表二所列之申請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並將前開發給證明送交勞動部存查。四、申請人其他裁決申請駁回。」原告不服原裁決關於主文第1項、第2項及第3項部分，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1項規定，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規定提出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請求，準用工會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參加人應於知悉之次日起90日內提出裁決申請。原裁決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形同讓未於法定90日申請裁決期間內提出裁決申請之其他參加人理監事，藉由該救濟命令之發布達到相同目的，等同架空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2項除斥期間規定之功能，應予撤銷。
　㈡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04號判決意旨，工會對於個別勞工因參加工會活動而受到不利益待遇，究有何工會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若無，即無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或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申請權，同條項第3款、第4款亦同。本件依據參加人主張，係因邱君之PEP績效獎金金額減少，而主張原告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從參加人裁決申請書觀之，參加人並未具體敘明其有何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工會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亦無具體敘明有何工會活動受到影響，其申請法律上顯無理由。
　㈢原裁決主文第3項部分，顯係就當事人未請求裁決、辯論之事項而為裁決，有違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⒈參照本院104年度訴更二字第45號判決，裁決決定之救濟命令，並非毫無限制，而應遵守相關法律原則，否則即與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本件裁決時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辦法所規定之正當法律程序，除要求裁決委員於調查終結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將當事人所為聲明或陳述之要點記載於調查報告，將調查報告送交裁決會外，尚有要求裁決會作成裁決決定前，應通知當事人以言詞陳述意見進行詢問程序，則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程序實已至少具備準司法機關之性質。
　⒉參加人自始僅針對邱君之每月PEP績效獎金為請求，從而縱使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3月之期間，按月隨工資發給邱君的每月PEP績效獎金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並請求被告作成「相對人發給申請人代表人邱君之每月PEP績效獎金，在工會理事長任期內（即109年2月27日起至113年2月26日止），應不得低於109年10月份以前之平均金額」之救濟命令。然被告之救濟命令亦僅得於糾正此部分之支配介入的效果，或為回復正常的集體勞資關係秩序而加以發布救濟命令，然並非得逸脫當事人請求裁決事項而為救濟命令之發布。
　⒊被告所援引之旭ダイヤモンド工業事件，日本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昭和61年6月10日判決，係該工會已針對其工會會員請求救濟時，始得在勞工無積極反對之情況下加以請求。本件不僅係參加人之其他理監事並未同時提出裁決申請，參加人更從未曾針對其他理監事之部分請求被告做成相關之救濟命令（蓋每位工會理監事狀況請會務假狀況未必相同，自應先經原告與參加人在裁決程序進行攻防，裁決庭亦應就此部分為調查後，由原告與參加人於裁決詢問程序為陳述），原告亦無從在裁決調查及詢問程序，針對參加人之其他理監事之PEP績效獎金發放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或應為如何之救濟命令陳述意見並為辯論，原裁決顯已有違正當法律程序。被告逾越參加人之請求裁決事項之範圍而作成救濟命令，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逕命原告將參加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並發給包含殷世明在內之原裁決附表二所列之申請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未能給予原告與參加人在裁決程序進行攻防，逕就未受當事人請求裁決辯論之事項而為裁決，有違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㈣原裁決主文第1項、第2項認定原告構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確有違誤：
　⒈原告係因應11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嚴重之缺工危機，為鼓勵所有作業員積極投入生產以彌補短缺之人力，針對國內生產線之作業員部分，原告公司即將原先之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調整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其中「特定比例」之詳細計算方式如下：若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標準時數，即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惟若上班生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則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5』」。上開計算公式所增加之「+『（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部分，係在獎勵產能貢獻度更大的員工，此處唯一之標準乃客觀上個人投入生產時數之指標，且完全一體適用於原告全部之生產作業員，亦即包含邱君和其他所有非工會會員之作業員。
　⒉就PEP績效獎金辦法部分，係原告用以提高及獎勵作業員投入生產之誘因制度，以彌補人力短缺之問題，並使作業員投入之產能貢獻可以直接反映在其PEP績效獎金之上，且原告與參加人間先前亦無達成變更獎金計算方式必須先與工會協商之任何協議，自無先與工會協商之必要，亦為參加人所自承，顯見PEP績效獎金確係專屬於原告營業決策之事項，應尊重原告經營管理之利益衡量。並不構成對於勞工擔任工會職務，而為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亦無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活動。況PEP績效獎金本來就是依照各該員工之績效而發給，參加人自承邱君於108年10月份因個人心肌梗塞裝置血管支架而無法加班，此更與原告之PEP績效獎金之計算方式調整無關，參加人不得請求原告應給予邱君如同請求裁決事項第2項之與其貢獻度顯不相當之PEP績效獎金。
　⒊此外，原裁決所引用之日本シェーリング救済命令取消東京地方法院平成2年3月8日，其案例事實乃將「出勤率80%」作為調整薪資之要件，因該案例係將會務公假納入調整薪資之考慮因素，而薪資乃基本勞動條件，故可能構成工會法第35條。反觀本件，邱君縱使請再多會務公假，其每月所受領之薪資並不會因此受到影響，已符合工會法就工會理監事為辦理會務予以會務公假之立法意旨相符。然工會法所規範之會務公假亦應僅限於此有關工資給付之部分，亦即會務公假之保障並不及於其他非工資之獎金，蓋會務假並非要使「請會務假實質上工作量、表現較少、貢獻度較低的勞工，得以此等績效表現，取得比其他勞工相同甚至更好的獎金福利、業務發展與升遷機會」。換言之，PEP績效獎金僅是在反映各該勞工對原告公司之實質貢獻，蓋原告主要之獲利係依靠勞工投入工時、產出商品進而販售，則未投入工時於生產活動一事，自然應該反映在PEP績效獎金。從而，被告裁決決定所引用之日本シェーリング救済命令取消東京地方法院平成2年3月8日，與本件事實迥然不同，自不應比附援引。
　㈤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僅記載「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原告雖認為救濟命令尚未清楚，然為了避免遭受裁罰，採取原公式中被除數與除數中之「標準時數」，皆扣除「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之計算方式。則依此計算方式理解原裁決主文第3項，將使有請會務公假之工會幹部相較於其他未請公務假之員工，受有不合理之更優越待遇，形成同工不同酬之不平等待遇，此與工會法之目的有違。顯見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已逾越樹立公平勞資關係之必要性及相當性，而嚴重偏頗有請會務公假之工會幹部。　
　㈥況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後，除邱君外，幾乎所有參加人理監事所獲得之PEP績效獎金皆有所增加（除林文琪外），可證明PEP績效獎金辦法修正並未導致參加人理監事因請會務假處理工會會務，而受到不利之待遇。且係優於依110年變更前之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所計算出之PEP績效獎金，該8名工會幹部亦取得各自之獎金明細而知悉上情，且其等並未曾有向原告為放棄上述利益之意思表示，是原裁決救濟命令不得逕命原告針對上述10位工會幹部重新依救濟命令計算PEP績效獎金，否則有逸脫當事人請求裁決事項而為救濟命令發布之違誤。
　㈦聲明求為判決：原裁決決定主文第1項、第2項及第3項部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工會的存在是為團結勞工，乃工會法第1條明文揭櫫之立法目的，同法第35條第1項之各款規定，也是在維護勞工的團結權，所以工會與其會員（勞工）間的利益，本即有所重疊，難以區隔。以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即知工會也是直接受害，因此，勞工及工會均應有申請人資格。
　㈡原裁決主文第1項認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⒈工會法第36條第2項規定明定會務假為公假，依勞工請假規則第8條及第9條規定，應給予公假者，雇主應照給工資且不得扣發全勤獎金，期使企業工會之理、監事有申請公假辦理工會會務之意願，進而促進企業工會之組織及發展。原告從110年2月起，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標準公式中之「月KPI」，系爭計算公式所增之加扣項部分，就所設定的「標準時數」，並未扣除會務公假時數，必將使請會務假的理、監事陷於難達「標準時數」而實質薪資收入減少之不利狀態，有害渠等請會務假去處理工會事務之意願，有違工會法第36條第2項賦予會務假為公假之立法目的。
　⒉為保障勞工集體勞動權，雇主在考勤上本即應將會務公假時數納入考量，以免對請會務假處理工會會務之理監事產生實質薪資減少之不利對待，有害渠等處理工會會務之意願，不利工會之組織與發展。被告裁決會作出主文第3項救濟命令，就是為了衡平原告在考勤上未將會務公假時數納入考量之不利對待。原裁決認定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及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自無被撤銷之理由。
　⒊原告對PEP績效獎金之計算方式修正，就其變更後所設定的「標準時數」未扣除會務公假時數，已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故其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發給邱君各月份如附表一所列PEP績效獎金金額之行為，自亦屬不當勞動行為。原裁決主文第2項認原告上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認事用法亦無違誤。
　㈢原裁決之救濟命令並未逾越裁量權：
　⒈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1項、第2項規定，裁決會「得」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處分（即救濟命令），且前提是裁決會肯認申請人之請求裁決事項成立，若裁決會駁回請求裁決事項，自無作成救濟命令之理。再者，勞資爭議處理法對於裁決救濟命令之方式，未設有限制，裁決會享有廣泛之裁量權，不受當事人請求之拘束，亦無「辯論程序」之規定。故假設在被告裁決會肯認申請人請求裁決事項成立之情況下，其是否核發救濟命令？或核發何種內容之救濟命令？仍須個別裁量。非謂被告裁決會一旦肯認申請人之請求裁決事項成立，即「應」按申請人之請求核發救濟命令。
　⒉參加人之請求裁決事項第5項為「相對人發給申請人代表人邱君之每月PEP績效獎金以及年度生產力獎金，在工會理事長任期内（即109年2月27日起至113年2月26日止），應不得低於109年10月份以前之平均金額」，屬救濟命令之請求，對裁決會並無拘束力，僅屬建議性質，裁決會乃參考日本旭ダイヤモンド工業事件，日本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昭和61年6月10日判決，考量於本件中，邱君以參加人代表人身分表明救濟之意，參加人理事林麗娟亦擔任參加人代理人，復查無其他任何參加人理監事有反對受救濟之意思表示，爰作成原裁決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自無被撤銷之理。
　⒊至原告宣稱，除參加人理事長外，其他理監事並未要求補給PEP績效獎金差額，原裁決之救濟命令有過度裁量云云。惟原裁決主文第3項發布之救濟命令，係在回復主文第1項之勞資關係，不問參加人有無提出主文第2項的裁決申請，均不影響該救濟命令的內容。
　⒋另從原告在裁決程序中提出之理監事會務假時數，加入理事長邱君在同一時期（109年3月至111年2月）的會務假時數，將二者彙整後整理統計分析後，可證明110年2月原告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後，除吳福祥、呂杏娟、林文琪及邱君的會務假時數有增長外，其餘8名理監事的會務假時數都下滑，導致全年度請會務假的時數更加集中於邱君一人身上；全體理監事會務假時數加總也較前一年度減少，顯不利於工會組織之發展與運作。故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所發布之救濟命令確有其必要。　
  ⒌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所謂「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扣除」，是指原告制定之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中公式「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其中的兩處「標準時數」都要扣除「公假時數」。該救濟命令之所以採調整「標準時數」而非採調整「生產時數」，係認為即便如原告聲稱會務假不能代表生產時數，但至少在標準時數的設定中也應將會務假時數排除，方不至於產生不利待遇。如本院認該救濟命令恐造成請會務假勞工可能得到「優於」其他勞工之PEP績效獎金；而認應改採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較妥，亦請依法調整。蓋若改採不變動標準時數，而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算法，以原告舉例而言，以每周標準工時40小時而言，一名工作50小時的員工（即加班10小時），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得出0.25【計算式：〔（50＋0)－40〕÷40＝10÷40＝0.25】。而請會務公假20小時、工作30小時(同樣加班10小時）之工會幹部，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亦得出0.25【計算式：〔（30＋20)－40〕÷40＝10÷40＝0.25】。本案確有以救濟命令去調整PEP績效獎金公式之必要，始能避免雇主將會務公假時數視為勞工沒有貢獻時數，導致適用PEP績效獎金辦法的勞工因實質薪資減少而降低參與工會會務之意願。
　⒍工會法之目的在保障勞工不因參與工會而受不利益之待遇，故原告110年變更後之PEP績效獎金計算法，即便對大部分勞工而言可能優於110年變更前之計算法，但如其會導致參與工會的勞工因會務假時數而受有實質薪資受損之不利益待遇時，仍受工會法第35條的規範。仍以一名請會務公假20小時、工作30小時(同樣加班10小時）之工會幹部為例，如未將會務公假時數加計入生產時數，就「（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就會得出負數-0.25之結果【計算式:（30－40)÷40＝-10÷40＝-0.25】。而且會務假時數越多者，用該計算式得出的數據就會越差，導致實質薪資收入也變得越差。倘該工會幹部要得到同樣的0.25數字，就必須要另外再多加班至等同其會務公假時數的20小時。其結果將導致工會幹部請會務假來投入工會事務之意願降低，有害工會會務之進行。
　㈣為此，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參加人陳述略以：
　㈠裁決會係具專業及獨立性之專家委員會，就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決定應有判斷餘地，法院審查時應予以尊重。本件於裁決程序中，歷經調查會議5次、詢問會議1次，並有傳喚證人，勞資雙方均已充分攻擊防禦及辯論、裁決會亦詳盡調查後做出裁決，並無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規違誤之情形，原告之訴難認有理由。
　㈡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辧法，原告並無須先經過參加人同意。參加人工會理事長與其他理監事辧理會務，是以有實際會務辧理需要時，才向原告申請會務公假，而且需檢附證明。本次PEP績效獎金計算方法變更後造成獎金會隨會務公假時數而減少，參加人工會的理事長及理監事也不能因此放著會務不管，為了工會能正常運作，仍然依實際需要去申請會務公假。在論理上，由於不利益待遇也是對於工會之侵害行為，蓋不利益待遇將使工會會員減少參與工會活動的意思，結果上將對於工會之組織與活動將產生重大影響，故應肯定工會亦得為不利益待遇之申請人，故參加人應有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申請權。
　㈢原告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⒈雇主基於勞務提供程度之差異或實際出勤之日數，訂定考核標準及方式，雖非不可，惟不得將法律上保障之假別納入其中，而為較差之評價並予不利之待遇。對此，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36條第2項及勞工請假規則第8條與第9條規範，勞工依法令規定應給予公假者，工資照給且雇主不得扣發全勤獎金，於會務公假期間，雇主乃是免除請會務假之勞工的工作義務而續付工資，並非是給付其因辦理會務之對價，而有工資照給之規範，以防止勞工因懼於工資遭減損而不願承擔員工代表之職務，並保障勞工不因申請會務公假以參與工會活動而受到不利之待遇。而所謂不利之待遇，至少包含有關勞動關係之締結維持，或勞動條件之給與，為與勞動關係或條件直接相關且可由雇主發動主導以致勞工遭受不利益者而言。
　⒉既然工會會務假基於保障工會活動及辦理日常會務之目的而受法律所保障，故縱使雇主基於其企業管理權限可得制定員工之績效考核標準，在標準之制定中，亦應考慮到工會幹部辦理會務而請會務假之法律保障而有所相應之處理，不可僅將其視為一般缺勤並進而予以不利益待遇。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在「個人分數」的指標上僅考量個人投入生產時數（實際時數），並無其他額外因素，則若工會理監事申請會務假，將必然導致生產時數較無申請會務假之員工為少的結果，則在生產時數低致「『（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得出負數結果下，員工將得出更差之獎金績效分數。
　⒊再者，原告將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日數列為未出勤日數之計算方式，將使會務公假期間之缺勤，相較於過往之績效標準，受到更不利之評價。而將造成參加人代表人以及其他理監事，在辦理會務向雇主請會務公假時，更產生可能會因此薪資獎金減少之心理壓力，而相較於自104年以來之績效標準更致使其降低參與工會會務意願及產生寧願少辦理會務之後果，豈非容任雇主以操作報酬給付之方式，來左右勞工參與工會之意願，從而使工會法第36條第2項對於企業工會會務公假保障之立法目的喪失，而形同虛文。故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顯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㈣原裁決之救濟命令並無逾越裁量：
　⒈裁決會已認定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並據以計算並發給邱君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P績效獎金之行為，分別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則原告自不宜繼續執行該新版PEP績效獎金計算辧法，以免對於工會之組織與活動將繼續產生不當之影響，因此，裁決會命原告應於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依「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計算PEP績效獎金時，將參加人工會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發給其附表二所列之參加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並將前開發給證明送交被告存查，均屬保障及回復勞工權益之必要處置措施，既符合救濟命令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2項立法目的，亦具公平性合理性。
　⒉雖工會理監事並未同時提出裁決申請，但考量不利益待遇也是對於工會之侵害行為，蓋不利益待遇將使工會會員減少參與工會活動的意思，結果上將對於工會之組織與活動將產生重大影響，故於工會基於其固有救濟利益申請救濟時，即使涉及個別勞工勞動契約上之權益，只要該勞工未積極地為放棄權利的意思表示，裁決會為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對工會的支配介入效果，必要時仍得命雇主回復個別勞工之權益。於本件中，邱君以工會代表人身分表明救濟之意，參加人理事林麗娟亦擔任代理人，顯無積極放棄救濟之意思，復查無其他任何參加人理監事有反對受救濟之意思表示，故本件救濟命令之內容，應屬適當。
　⒊依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的意旨，計算公式中分子及分母要素中的「標準時數」，同時都需「將參加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並非只有做為分母要素中的標準時數須將會務公假時數扣除，顯然已有充分考量公平原則等語。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列爭執事項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參加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書（原裁決卷第1至6頁）、原裁決（本院卷107第至158頁）等影本在卷可稽，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㈠參加人請求裁決事項是否已逾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2項規定之90日申請期間？㈡原裁決認事用法是否有誤？㈢原告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㈣若成立不當勞動行為，則原裁決之救濟命令是否有裁量濫用之違法？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規定：「（第1項）勞工因工會法第35條第2項規定所生爭議，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第2項）前項裁決之申請，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2項規定之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90日內為之。」第5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及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39條、第40條、第41條第1項、第43條至第47條規定。（第2項）前項處分並得令當事人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此為有關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之規定，其立法目的旨在確實保障勞工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避免雇主以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行使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除對於具體個案認定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外，尚藉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方式，以為快速有效之救濟命令，俾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查參加人係於110年11月8日（被告收文日）向被告為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主張原告於109年變更生產力獎金辦法以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因此導致原告減少發給參加人理事長邱君109年生產力獎金及110年2月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P績效獎金等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且陳稱：原告變更PEP績效獎金之計算公式，並未先公告周知，參加人直至110年9月1日臺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時，由原告代理人即人事經理周芸竹具體說明PEP績效獎金變更之計算公式始知悉等情，此有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書暨附件、上開勞資爭議調解記錄及周芸竹出具之說明書（獎金勞資爭議資方主張）在卷可稽（見原裁決卷第1至15頁）。而原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因對其而言，PEP績效獎金是基於自己的權限給予的優惠獎金，一切調整都是基於營運的考量，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時並没有公告，是參加人理事長拿到薪資單時發現獎金數字大幅下降才感覺有變更，故其就參加人於110年11月5日提起本件裁決申請並未逾90日法定期間乙事不再爭執等語（本院卷第444至445頁之筆錄）。基此，原裁決認定參加人知悉原告每月PEP績效獎金變更之時點，應以110年9月1日為準，參加人於110年11月8日提出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並未逾90日申請期間之規定，係於法有據，應堪認定屬實，合先敘明。
　㈡次按「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一、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工會法第3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本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所稱其他不利之待遇，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亦有明定。依此可知，工會法第35條係為保障勞工之團結權，及保護團體協商功能之發揮，對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人之行為限制規定；其第1項第1款之規定，係為避免雇主對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為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其他不利之待遇；其第1項第5款之概括性規範，乃為避免雇主以其他不當方式影響、妨礙工會成立、組織或活動，致妨礙工會運作及自主性。再按工會法第35條第1第5款規定：「雇主不得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該禁止支配介入之行為本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雇主之主觀意思已經被置入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只要證明雇主支配介入行為之存在，即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不需再個別證明雇主是否有積極的意思。此由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僅以客觀之事實作為要件，而無如同條項第1款、第3款、第4款以針對勞工參與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之主觀意思要件即明(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63號判決意旨、106年度判字第222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祇要從該勞資關係之脈絡中可以推知雇主對於其行為可能造成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之結果有所認識，即為已足。
　㈢原告雖主張：參加人係因邱君之PEP績效獎金金額減少而申請裁決原告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但並未具體敘明其有何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工會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亦無具體敘明有何工會活動受到影響，其為本件不當勞動裁決申請，法律上顯無理由云云。惟依前揭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1項、第51條第1項規定之文義，得就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規定所生爭議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者，固以受不當勞動行為之「勞工」為限，惟因工會係由勞工所組成之社會團體，勞工參與工會組織及活動，為行使憲法所保障之結社及集會自由暨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之具體表現，可知，工會組織及其活動為勞工之集合體及其集體意志之展現。而工會法有關不當勞動行為禁止之立法目的，旨在避免雇主以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行使上開自由權利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故於參與工會組織或活動之勞工遭受不當勞動行為時，工會亦將因而受有直接之侵害，則基於上開立法目的及舉輕以明重之法理，工會自得類推適用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1項、第51條第1項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106年度判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參與工會組織或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之勞工，受有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不利益待遇，將使工會會員減少參與工會活動，對工會組織與活動將產生重大影響，亦屬對工會之侵害行為，因認工會亦得申請裁決。是以，本件參加人以原告於109年變更生產力獎金辦法以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因此導致原告減少發給參加人理事長邱君109年生產力獎金及110年2月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P績效獎金等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向被告提起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核屬於法有據，為適格之申請人。
　㈣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⒈原告主張：其為因應11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嚴重之缺工危機，自110年2月起對PEP績效獎金之計算方式的修正，係為鼓勵所有作業員積極投入生產以彌補短缺之人力，係完全一體適用於原告全部之生產作業員，且參加人代表人理事長所屬之同一生產線部門之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在原告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後，渠等之月PEP績效獎金平均相較於原先之計算方式亦有所增加，並非針對參加人代表人理事長身分或因參加人代表人請會務假特意量身制定之規範，且原告與參加人間先前亦無達成變更獎金計算方式必須先與工會協商之任何協議，自無先與工會協商之必要，顯見PEP績效獎金確係專屬於原告營業決策之事項，應尊重原告經營管理之利益衡量，而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
　⒉經查，就原告之PEP績效獎金之計算辦法，其公式區分為新制及舊制：前者為月薪x12個月×8.33%+12個月×月KPI；後者則為月薪×13個月×8%＋12個月×月KPI。就本件所爭執之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更改，係原告變更公式中績效計算標準（即月KPI)，由104年以來之PEP績效獎金之KPI，即績效計算方式：「『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於110年2月起修正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一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細譯本件PEP績效獎金計算標準（即月KPI)之變更，為在原本104年以來「『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之公式上，加上『（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之公式，其中之「團體分數」的指標包含PlantKPI、TeamKPI、SafetyKPI等三項指標，而在考量員工個人工作狀況的變項上，其中「個人分數」的指標則依據個人投入生產時數，亦即PEP績效獎金個人分數20%的部分僅考量個人生產時數（實際服勞務時數），並無其他額外因素。再者，關於「特定比例」之計算，又區分「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雇主設定之標準時數」以及「上班生產時數大於雇主設定之標準時數」，若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標準時數，即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若上班生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則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5』」。依照該公式之邏輯，若勞工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雇主設定標準時數時，在公式計算下，因為『（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會得出負數結果，是故若其他條件相同情況下，會相較於104年以來「『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之公式，得出更差之獎金績效分數。反之，上班生產時數大於雇主設定之標準時數則會得到比變更前更多之獎金。
　⒊雖然雇主基於勞務提供程度之差異或實際出勤之日數，訂定考核標準及方式，並非不可，惟不得將法律上保障之假別納入其中，而為較差之評價並予不利之待遇。而按工會法第36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工會之理事、監事於『工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第2項）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前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全日，其他理事或監事得於每月50小時之範圍内，請公假辦理會務。」而依勞工請假規則第8條與第9條之規範，勞工依法令規定應給予公假者，工資照給且雇主不得因勞工請公假而扣發全勤獎金，上開立法均為立法者透過法律之明文保障，賦與企業工會之理、監事申請公假以辦理會務之權利，以促進企業工會之組織與發展。於會務公假期間，雇主乃是免除請會務假之勞工的工作義務而續付工資，並非是給付其因辦理會務之對價，而有工資照給之規範，以防止勞工因懼於工資遭減損而不願承擔員工代表之職務，並保障勞工不因申請會務公假以參與工會活動而受到不利之待遇。且所謂不利之待遇，並非只限於減薪、降調等，尚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規定參照）。依此，既然會務假基於保障工會活動及辦理日常會務之目的而受法律所保障，故縱使雇主基於其企業管理權限可得制定員工之績效考核標準，在標準之制定中，亦應考慮到工會幹部辦理會務而請會務假之法律保障而有所相應之處理，不可僅將其視為一般缺勤並進而予以不利益待遇。換言之，正當的工會活動、罷工權、團體協商權之行使係憲法或工會法所承認之當然權利的行使，以此等事項所致之未服勞務做為計算勞動率之基礎，係對勞動者的前揭權利行使為顯著之限制，影響工會發展，對勞工直接為不利之對待，難認具有合理性。依上開意旨，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在「個人分數」的指標上僅考量個人投入生產時數（實際服勞務時數），並無其他額外因素，若工會理監事申請會務假，將必然導致其等之「生產時數」較無申請會務假之員工為少的結果，則在生產時數低即導致「（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得出負數結果下，員工將得出更差之獎金績效分數。而原告對於勞工個人總分數之評定結果，將關係到勞工PEP績效獎金之領取，若原告因其員工申請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日數列為未出勤日數，而給予績效考核上較差之評價（相較於過往之績效標準），受到更不利之評價，自當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禁止之不利益待遇之不當勞動行為。
　⒋原告尚主張：會務公假之保障並不及於其他非工資之獎金，會務假並非要使請會務假實質工作量、表現較少、貢獻度較低的勞工得以此等績效表現，取得比其他勞工相同甚至更好的福利云云。惟按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查原告既坦稱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是反映各勞工對原告之實質貢獻，投入工時於生產活動多寡會反映在PEP績效獎金多寡，由此可知，PEP績效獎金，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核屬經常性給與，符合前揭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定義。而工會法第36條明文對於給予會務公假之保障，目的並非在要求取得比其他勞工更好的福利，而是要求雇主不能將因請會務假以致未服勞務做為計算其勞動率之基礎。本件原告將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日數列為未出勤服勞務日數之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將使會務假期間之缺勤，相較於過往之績效標準，受到更不利之評價，並將造成參加人代表人以及其他理監事，在辦理會務向雇主請會務公假時，更產生可能會因此PEP績效獎金減少之心理壓力，而相較於自104年以來之績效標準，更致使其等降低參與工會會務之意願，及產生寧願少辦理會務之後果，且若雇主一方面給予勞工會務假，另一方面又以勞工提供之勞務較未申請會務假時少，從而評定員工之貢獻度較低而影響員工之報酬，豈非容任雇主以操作獎金報酬給付之方式，來左右勞工參與工會之意願，從而使工會法第36條第2項對於企業工會會務公假保障之立法目的喪失，故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對行使會務假之工會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造成顯著之限制，其後果將造成原告員工不願意申請會務假以推展參加人之工會活動，核屬對工會組織或活動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之行為，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是以，原告上開主張，係其一己主觀之見解，並非可採。
　⒌酌以參加人提出之「邱君請假紀錄與月PEP對照表」（原裁決卷第7至8頁），其中109年度以及110年度之月PEP績效獎金對照表，參加人代表人邱君之月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於110年2月變更前，數額平均每月皆高於3,000元，但於原告110年2月變更計算方式後，卻突降至每月平均不超過兩千元。再觀之原告所提出之參加人工會理監事會務假時數表（原裁決卷第412頁）可知，參加人理監事吳福祥、呂幸娟、林文琪、林麗娟、邵純麗、殷世明、張淑琴、陳牡丹、陳蓁蓁、黃鈺涵、楊玉芳等11人之各月份所請會務假時數，有不少均為0小時，而參加人代表人110年2月迄次年2月間每月會務假少則32小時，多則有128小時。由此可知，在參加人代表人在擔任工會理事長後，主要負責辦理工會會務，故其會務假時數遠高於其他工會幹部。基此，變更後之月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因為其在月KPI計算之個人分數部分，僅考量個人生產時數，故在參加人代表人會務假時數顯高於其他工會幹部之情況，當然將導致其相對於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在110年2月起有所大幅縮減。而參加人代表人邱君於工作時間內為辦理會務而向被告請公假時，有依勞工請假規則辦理請假手續，此有原告提出之邱君109年1月-111年2月會務假記錄在卷可稽（原裁決卷第115至119頁），是原告對於參加人代表人邱君會務假時數遠高於其他工會幹部乙節，自應知之甚詳，則原告對於邱君因所請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日數被列為未出勤在生產線服勞務之生產日數，會導致其相對於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在110年2月起有所大幅縮減，而受不利益對待乙事，自應有所認識。是以，儘管參加人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較原先之計算方式或有所增加，但因其他工會幹部之會務假時數顯少於參加人代表人之事實，此有原告提出之參加人理監事PEP獎金計算比較表、參加人理監事PEP獎金計算比較明細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363頁、第401至405頁），故仍不得依此即認月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變更與會務假無關而不構成不利益待遇。從而，原告主張變更後之月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不會使勞工擔任工會職務而有不利待遇云云，乃是以偏概全，實無可採。
　⒍至原告主張110年2月起修正之PEP績效計算標準係為因應11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嚴重之缺工危機，而為鼓勵所有作業員積極投入生產以彌補短缺之人力，完全一體適用於原告，並無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意圖云云。惟如前開所述，工會法上不利益待遇之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不以故意為限，只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即為已足。基此，原告自承PEP績效獎金績效標準中個人分數，並不區分會務公假時數而一律以個人投入生產時數作為指標（原裁決卷第15頁、第374至375頁），而在績效標準於110年2月起變更時，進一步擴大績效標準中實際出勤生產之時數對獎金發給之影響，實難謂原告對於110年2月起變更之PEP績效獎金標準，將有可能造成原告員工申請會務公假以推展參加人之工會活動之意願降低，而壓縮到工會辦理會務、工會活動之情形無所認識。是以，原告此部分主張，無足影響上述認定成立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與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的結果。
  ㈤原告發給參加人代表人邱君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期間的PEP績效獎金金額（詳如原裁決附表一所示）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⒈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乃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已如前述。而參加人代表人為參加人主要申請會務假以辦理會務之人，依該獎金之計算方式所給付之PEP績效獎金，難謂不會因此而有減少，並影響到參加人代表人辦理會務參與工會活動之意願。至原告主張參加人代表人係因於108年10月份個人心肌梗塞無法配合加班才導致獎金給付變低云云。然查，
　　觀諸參加人提出之邱君請假紀錄與月PEP對照表（原裁決卷第7至8頁）可知，邱君於109年12月及110年9月各該月所請公假及特休時數合計均為104小時，前者適用舊PEP績效獎金公式計算之月PEP績效金額為2,715元，後者適用變更後PEP績效獎金公式計算之月PEP績效獎金金額則為2,003元，且自108年10月份至110年1月，邱君之月PEP績效獎金金額均未低於110年2月至同年10月各月之月PEP績效獎金金額。由此足徵，邱君之PEP績效獎金給付自110年2月起變低，並非肇因於邱君個人心肌梗塞無法配合加班所致。
　⒉經細譯前開「『（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之公式可知，加班固然會對於PEP績效獎金之影響，使得生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每月160小時）而增加額外的績效，然而，就算未加班，若其他條件相同（亦即無其他請假時數之變異因素影響）之情況下，理應亦只會使得績效持平（亦即生產＜到勤服勞務＞時數與標準時數，二者相減差數等於零，則上開差數乘上特定比例恆等於零（0×特定比例＝0，不會得出正或負數結果），不會導致績效獎金金額變低。再參酌原告所提出之製造部加班時數統計（原裁決卷第380頁），其中2021年2月至12月之總加班時為92,420小時，又按原告所自陳其製造部截至2021年12月有336名員工（原裁決卷第393頁），依此計算原告製造部員工每月每人平均加班時數約為25小時（92,420小時÷11個月÷336人≒25小時），相較於參加人代表人所請之會務假時數，就算參加人代表人每月都加班至製造部門平均加班時數，另酌以參加人代表人邱君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期間所申請會務假之時數依序為48小時、80小時、72小時、40小時、40小時、32小時、64小時、88小時、128小時、96小時、80小時、72小時與48小時（原裁決卷第124至125頁），則依照變更後PEP績效獎金績效計算標準計算其獎金時，仍無法抵銷邱君因請會務假而不能依變更後PEP績效獎金辦法計入生產時數之不利影響。基此可知，造成參加人代表人減少獎金給付之原因，仍應係「（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之公式對於請會務假的額外影響，原告係將法律上所保障之會務假別納入計算PEP績效獎金標準的不利因子（亦即上班時數須扣減會務假時數之差數，才能計入生產時數），而為較差之評價並予不利之待遇。而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既陳稱：此次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只有變更生產線上的作業員PEP績效獎金，倉儲人員的PEP績效獎金沒有變更；對原告而言，PEP績效獎金是基於自己的權限給予的優惠獎金，一開始就沒有公告，一切調整都是基於營運的考量而調整等語（本院卷第444頁之筆錄）。依此可知，原告基於自身營運考量而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後，其對該變更之適用對象、影響層面及效果，均已有所預見。由此益證原告對於110年2月起變更之PEP績效獎金標準，將有可能造成參加人代表人邱君因其為處理工會會務所申請公假時數，無法被納入實際出勤生產之時數，以致其所受領之PEP績效獎金變少之不利益，亦有所認識。從而，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發給參加人代表人邱君各該月份PEP績效獎金依序為1,796元、1,381元、1,215元、915元、1,355元、1,938元、1,887元、2,003元、653元、662元、820元、984元、1,040元（詳如原裁決附表一所示）之行為，應堪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⒊另就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按月計算並隨工資發給參加人代表人邱君的之每月PEP績效獎金，其計算公式在個人分數上僅考量實際「生產時數」，並未排除參加人代表人辦理會務之「會務假時數」，在此計算標準下將對於參加人幹部於往後申請會務假時，產生月PEP績效獎金縮減之不利影響，進而可能導致工會會員參與工會活動之意願降低，並因而壓縮到工會辦理會務、工會活動之情形。是以，堪認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按月隨工資發給參加人代表人邱君的每月PEP績效獎金之行為，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支配介入之不當勞動行為。
　㈥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係有裁量濫用之違誤：
　⒈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2項規定賦予主管機關得發布救濟命令，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權限。考量不當勞動行為態樣眾多，排除其侵害之方式不一而足，難以窮盡列舉，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除於具體個案認定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外，尚藉由賦予裁決會為救濟命令之裁量，課予雇主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義務，矯正雇主涉及勞工權利事項所為之不利決定，以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且為因應不同個案之具體情事及必要性，法律對於救濟命令之範疇及方法未為規範，顯然亦授權主管機關為裁量，衡情茍無裁量違法情事，法院為審查時，亦應予以尊重（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2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原處分或決定經判決撤銷後，機關須重為處分或決定者，應依判決意旨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01條及第21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被告雖有發布救濟命令，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處分權限，但並非漫無限制，仍不得違反強行法規或善良風俗，救濟命令之內容必須具體、確定、可能，應審酌裁決救濟制度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團體爭議權等基本權，以及透過此等保障來形塑應有的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並須符合為樹立公平勞資關係所必要及相當之裁量原則，如其所為救濟命令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行政法院即得依法予以撤銷，另由主管機關依行政法院判決意旨，重為適法之救濟命令。
　⒉查原裁決主文第3項係記載「依『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計算PEP績效獎金時，將參加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並發給附表二所列之參加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並將前開發給證明送交勞動部存查」。然而，原告變更後之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乃是新增「（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公式，已如前述，且依原告在裁決程序中之說明，其中所謂「特定比例」之詳細計算方式又分為：⑴若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標準時數，即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⑵若上班生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則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5』」。而被告於本院訴訟中具狀陳稱：原裁決主文第3項所謂「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扣除」，是指原告制定之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中公式「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的兩處「標準時數」都要扣除「公假時數」等語（本院卷第413頁）。則若依原裁決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上開計算式的兩處「標準時數」中扣除，將使有請會務公假之工會幹部相較於其他未請公務假之員工，受有不合理之更優越待遇。蓋因，PEP績效獎金計算公式為「（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其中位在該公式之分母（除數），若依救濟命令即為「(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則有請公務公假之工會幹部，其分母（除數）因此變小，則分子（被除數）除以分母（除數）所得出之商數會變大，所計算出之PEP績效獎金亦隨之連動而變大。舉例而言，以每周標準工時40小時而言，一名工作50小時的員工（即加班10小時），就「〔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部分，所得為0.25【計算式：〔50－(40－0)〕÷(40－0)＝50－40÷40=10÷40=0.25】，然而僅工作30小時（同樣加班10小時），並請會務公假20小時之工會幹部，其「〔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部分，卻可獲得0.5之結果【計算式：〔30－(40－20)〕÷(40－20)=〔30－20〕÷20＝10÷20＝0.5】，形成同工不同酬之不平等待遇。但工會法之目的僅在保障勞工不因參與工會而受不利益之待遇，以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並非使得工會幹部受有優於一般非工會幹部員工之待遇，由此可見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的適用結果，反而是過度有利於有請會務假之工會幹部，已逾越被告為樹立公平勞資關係的正常運作所必要及相當之程度，核與比例原則有違。
　⒊且被告另陳稱：本案確有以救濟命令去調整PEP績效獎金公式之必要，始能避免雇主將會務公假時數視為勞工沒有貢獻時數，導致適用PEP績效獎金辦法的勞工因實質薪資減少而降低參與工會會務之意願；如本院認該救濟命令恐造成請會務假勞工可能得到「優於」其他勞工之PEP績效獎金，而認應改採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較妥，亦請本院依法調整；蓋若改採不變動標準時數，而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算法，以原告所舉之例而言，若以每周標準工時40小時，一名工作50小時的員工（即加班10小時），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得出0.25【計算式：〔（50＋0)－40〕÷40＝10÷40＝0.25】；而請會務公假20小時、工作30小時(同樣加班10小時）之工會幹部，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亦得出0.25【計算式：〔（30＋20)－40〕÷40＝10÷40＝0.25】等語（本院卷第414頁）。由此可見，被告既稱作成救濟命令之目的係為避免雇主將會務公假時數視為勞工沒有貢獻時數，則其並非不可選擇命原告將「會務公假時數」併計入「生產時數」之救濟方式，相較之下，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所採取調整PEP績效獎金公式中之「標準時數」，顯非達到其所欲樹立本件之公平勞資關係抑或回復受侵害勞工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正常運作之必要方法，而有上述瑕疵可指，致有不符比例原則之情形，核屬裁量濫用之違法。又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雖因有上述違法而應撤銷，惟因相關法律對於救濟命令之範疇及方法未為規範，裁決會認定原告之上述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時，究應發布何種救濟命令以迅速排除該不當勞動行為，回復受侵害勞工之領受PEP績效獎金相關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裁決會仍享有本於本件具體個案之公平勞資關係所必要、相當之裁量原則，另為適法及妥當的救濟命令之裁量權限，其裁量並未達減縮至零之程度，本院自無從代裁決會為救濟命令。是以，原告主張如本院認應改採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較妥，亦請本院依法調整云云，係於法無據，並非可採。
　⒋此外，原告於本院訴訟中具狀陳稱：原裁決附表二所列參加人理監事，其中殷世明屬倉運人員，其月倉運PEP績效獎金金額計算方式為「同仁計算獎金基礎金額（即月薪×l2×8.33%）×KPI得分」，而該獎金評核指標主要包含出勤時數、工作配合度、工作態度，以及工作效率等面向，由主管綜合考量後提案當月KPI得分，並經由再上層主管審核以決定同仁KPI分數；陳蓁蓁因負責供應規劃，為間接人員，領季獎金，季獎金發給與實際生產時數無關等語（本院卷第397至398頁），並提出季獎金指標資料以佐其說（本院卷第407頁）。又參加人亦於本院訴訟中具狀陳稱：殷世明的薪資明細中，有「月PEP」項目，但殷世明並不清楚其「月PEP」項目計算方式與其他人員之PEP績效獎金有何不同；陳蓁蓁的薪資明細中，並無「月PEP」項目，但有「季PEP獎金」項目及金額，陳蓁蓁並不清楚其薪資明細「季PEP獎金」計算方式與其他人員之PEP績效獎金有何不同等情（本院卷第421頁）。由此可知，陳蓁蓁所領得之季獎金並非按月依「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計算得出，則原告自無重新計算並補發給陳蓁蓁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之問題，況且既然殷世明迄至本院審理時仍不清楚其「月PEP」項目計算方式究與其他人之PEP績效獎金有何差異，陳蓁蓁亦不清楚其薪資明細「季PEP獎金」計算方式究為何，衡情其等自無可能於裁決程序中就月PEP績效獎金為放棄或反對受救濟之表示。由此可見，裁決會在作成本件救濟命令之前，顯未就參加人理監事所擔任的工作內容逐一為調查，且未詳細區辨原裁決附表二所示參加人理監事所領績效獎金之具體評核標準未盡相同，並非可一體適用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以計算其等之績效獎金，以致原裁決並未將不適用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參加人理監事予以明示排除在救濟命令之外，以使其救濟命令之內容更臻具體、確定及可能，俾供原告日後之履行。基上，益徵裁決會於裁決程序並未詳實調查，即以查無其他任何參加人理監事有反對受救濟之意思表示為由，決定逕命原告依裁決會所作上述救濟命令之方式，據以重新計算並發給原裁決附表二所列之參加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實屬恣意之裁量。
七、綜上所述，原裁決決定主文第1項、第2項，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被告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2項規定作成之原裁決主文第3項部分，係有上述違誤，原告請求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又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部分既經撤銷，回復至參加人向被告申請裁決之程序時被告尚未依職權作成救濟命令之狀態，應由被告依本院判決見解，另為內容具體、確定、可能並合義務性裁量之適法救濟命令，自不待言。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
    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淑婷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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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1年度訴字第1012號

112年7月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台灣百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謝長安（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  律師

            葛百鈴  律師

            吳宗奇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許銘春（部長）

訴訟代理人  徐婉蘭  律師

參  加  人  台灣百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工會

代  表  人  邱泰亮(理事長)

訴訟代理人  郭家祺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

111年5月27日110年勞裁字第40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提起

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裁決決定主文第三項部分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參加人於民國110年11月8日（被告收文日）主張原告於109

    年變更生產力獎金辦法以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

    算辦法，因此導致原告減少發給參加人理事長邱泰亮（下稱

    邱君）109年生產力獎金及110年2月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

    EP績效獎金等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

    之不當勞動行為，向被告提起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申請。嗣

    經被告所屬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裁決會）110年5

    月27日110年勞裁字第40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下稱原

    裁決）：「一、確認相對人（即原告，下同）於110年2月變

    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

    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二、確認相對人自110年2月起

    至111年2月之期間，發給申請人（即參加人，下同）代表人

    邱泰亮各月份如附表一所列PEP績效獎金金額之行為，構成

    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三、相

    對人應於本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依『PEP績效獎金計算辦

    法』計算PEP績效獎金時，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

    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並發給附表二所列之申請

    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並將前開

    發給證明送交勞動部存查。四、申請人其他裁決申請駁回。

    」原告不服原裁決關於主文第1項、第2項及第3項部分，遂

    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1項規定，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1

    項規定提出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請求，準用工會法第39條第

    2項規定，參加人應於知悉之次日起90日內提出裁決申請。

    原裁決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形同讓未於法定90日申請裁決

    期間內提出裁決申請之其他參加人理監事，藉由該救濟命令

    之發布達到相同目的，等同架空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2

    項除斥期間規定之功能，應予撤銷。

　㈡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04號判決意旨，工會對於

    個別勞工因參加工會活動而受到不利益待遇，究有何工會權

    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若無，即無工會法第35條第1

    項第1款或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申請權，同條項第3款、第4

    款亦同。本件依據參加人主張，係因邱君之PEP績效獎金金

    額減少，而主張原告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從參加人裁決申請

    書觀之，參加人並未具體敘明其有何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

    款之工會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亦無具體敘明有何

    工會活動受到影響，其申請法律上顯無理由。

　㈢原裁決主文第3項部分，顯係就當事人未請求裁決、辯論之事

    項而為裁決，有違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並違

    反正當法律程序：

　⒈參照本院104年度訴更二字第45號判決，裁決決定之救濟命令

    ，並非毫無限制，而應遵守相關法律原則，否則即與法律保

    留原則有違。本件裁決時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辦法所規定之正

    當法律程序，除要求裁決委員於調查終結前，應給予當事人

    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將當事人所為聲明或陳述之要點記載於

    調查報告，將調查報告送交裁決會外，尚有要求裁決會作成

    裁決決定前，應通知當事人以言詞陳述意見進行詢問程序，

    則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程序實已至少具備準司法機關之性質。

　⒉參加人自始僅針對邱君之每月PEP績效獎金為請求，從而縱使

    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3月之期間，按月隨工資發給邱君

    的每月PEP績效獎金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

    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並請求被告作成「相對人發給申

    請人代表人邱君之每月PEP績效獎金，在工會理事長任期內

    （即109年2月27日起至113年2月26日止），應不得低於109

    年10月份以前之平均金額」之救濟命令。然被告之救濟命令

    亦僅得於糾正此部分之支配介入的效果，或為回復正常的集

    體勞資關係秩序而加以發布救濟命令，然並非得逸脫當事人

    請求裁決事項而為救濟命令之發布。

　⒊被告所援引之旭ダイヤモンド工業事件，日本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

    昭和61年6月10日判決，係該工會已針對其工會會員請求救

    濟時，始得在勞工無積極反對之情況下加以請求。本件不僅

    係參加人之其他理監事並未同時提出裁決申請，參加人更從

    未曾針對其他理監事之部分請求被告做成相關之救濟命令（

    蓋每位工會理監事狀況請會務假狀況未必相同，自應先經原

    告與參加人在裁決程序進行攻防，裁決庭亦應就此部分為調

    查後，由原告與參加人於裁決詢問程序為陳述），原告亦無

    從在裁決調查及詢問程序，針對參加人之其他理監事之PEP

    績效獎金發放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或應為如何之救濟命令

    陳述意見並為辯論，原裁決顯已有違正當法律程序。被告逾

    越參加人之請求裁決事項之範圍而作成救濟命令，原裁決決

    定主文第3項，逕命原告將參加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

    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並發給包含殷世明在內之

    原裁決附表二所列之申請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

    PEP績效獎金，未能給予原告與參加人在裁決程序進行攻防

    ，逕就未受當事人請求裁決辯論之事項而為裁決，有違憲法

    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㈣原裁決主文第1項、第2項認定原告構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

    款、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確有違誤：

　⒈原告係因應11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嚴重之缺工危機，為鼓勵

    所有作業員積極投入生產以彌補短缺之人力，針對國內生產

    線之作業員部分，原告公司即將原先之PEP績效獎金計算方

    式調整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

    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

    ）」，其中「特定比例」之詳細計算方式如下：若上班生產

    時數未大於標準時數，即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

    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惟若上班生

    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則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

    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5』」。上開計算

    公式所增加之「+『（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

    比例」部分，係在獎勵產能貢獻度更大的員工，此處唯一之

    標準乃客觀上個人投入生產時數之指標，且完全一體適用於

    原告全部之生產作業員，亦即包含邱君和其他所有非工會會

    員之作業員。

　⒉就PEP績效獎金辦法部分，係原告用以提高及獎勵作業員投入

    生產之誘因制度，以彌補人力短缺之問題，並使作業員投入

    之產能貢獻可以直接反映在其PEP績效獎金之上，且原告與

    參加人間先前亦無達成變更獎金計算方式必須先與工會協商

    之任何協議，自無先與工會協商之必要，亦為參加人所自承

    ，顯見PEP績效獎金確係專屬於原告營業決策之事項，應尊

    重原告經營管理之利益衡量。並不構成對於勞工擔任工會職

    務，而為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亦無不當影響、妨礙或

    限制工會之活動。況PEP績效獎金本來就是依照各該員工之

    績效而發給，參加人自承邱君於108年10月份因個人心肌梗

    塞裝置血管支架而無法加班，此更與原告之PEP績效獎金之

    計算方式調整無關，參加人不得請求原告應給予邱君如同請

    求裁決事項第2項之與其貢獻度顯不相當之PEP績效獎金。

　⒊此外，原裁決所引用之日本シェーリング救済命令取消東京地方法

    院平成2年3月8日，其案例事實乃將「出勤率80%」作為調整

    薪資之要件，因該案例係將會務公假納入調整薪資之考慮因

    素，而薪資乃基本勞動條件，故可能構成工會法第35條。反

    觀本件，邱君縱使請再多會務公假，其每月所受領之薪資並

    不會因此受到影響，已符合工會法就工會理監事為辦理會務

    予以會務公假之立法意旨相符。然工會法所規範之會務公假

    亦應僅限於此有關工資給付之部分，亦即會務公假之保障並

    不及於其他非工資之獎金，蓋會務假並非要使「請會務假實

    質上工作量、表現較少、貢獻度較低的勞工，得以此等績效

    表現，取得比其他勞工相同甚至更好的獎金福利、業務發展

    與升遷機會」。換言之，PEP績效獎金僅是在反映各該勞工

    對原告公司之實質貢獻，蓋原告主要之獲利係依靠勞工投入

    工時、產出商品進而販售，則未投入工時於生產活動一事，

    自然應該反映在PEP績效獎金。從而，被告裁決決定所引用

    之日本シェーリング救済命令取消東京地方法院平成2年3月8日，

    與本件事實迥然不同，自不應比附援引。

　㈤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僅記載「將申請人理監事

    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原告雖認為救濟命

    令尚未清楚，然為了避免遭受裁罰，採取原公式中被除數與

    除數中之「標準時數」，皆扣除「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

    時數」之計算方式。則依此計算方式理解原裁決主文第3項

    ，將使有請會務公假之工會幹部相較於其他未請公務假之員

    工，受有不合理之更優越待遇，形成同工不同酬之不平等待

    遇，此與工會法之目的有違。顯見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

    救濟命令，已逾越樹立公平勞資關係之必要性及相當性，而

    嚴重偏頗有請會務公假之工會幹部。　

　㈥況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後，除邱君外，

    幾乎所有參加人理監事所獲得之PEP績效獎金皆有所增加（

    除林文琪外），可證明PEP績效獎金辦法修正並未導致參加

    人理監事因請會務假處理工會會務，而受到不利之待遇。且

    係優於依110年變更前之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所計算出之PE

    P績效獎金，該8名工會幹部亦取得各自之獎金明細而知悉上

    情，且其等並未曾有向原告為放棄上述利益之意思表示，是

    原裁決救濟命令不得逕命原告針對上述10位工會幹部重新依

    救濟命令計算PEP績效獎金，否則有逸脫當事人請求裁決事

    項而為救濟命令發布之違誤。

　㈦聲明求為判決：原裁決決定主文第1項、第2項及第3項部分撤

    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工會的存在是為團結勞工，乃工會法第1條明文揭櫫之立法目

    的，同法第35條第1項之各款規定，也是在維護勞工的團結

    權，所以工會與其會員（勞工）間的利益，本即有所重疊，

    難以區隔。以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對於勞工組織工會

    、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

    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即知工會也是直

    接受害，因此，勞工及工會均應有申請人資格。

　㈡原裁決主文第1項認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

    法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

    動行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⒈工會法第36條第2項規定明定會務假為公假，依勞工請假規則

    第8條及第9條規定，應給予公假者，雇主應照給工資且不得

    扣發全勤獎金，期使企業工會之理、監事有申請公假辦理工

    會會務之意願，進而促進企業工會之組織及發展。原告從11

    0年2月起，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標準公式中之「月KPI」，

    系爭計算公式所增之加扣項部分，就所設定的「標準時數」

    ，並未扣除會務公假時數，必將使請會務假的理、監事陷於

    難達「標準時數」而實質薪資收入減少之不利狀態，有害渠

    等請會務假去處理工會事務之意願，有違工會法第36條第2

    項賦予會務假為公假之立法目的。

　⒉為保障勞工集體勞動權，雇主在考勤上本即應將會務公假時

    數納入考量，以免對請會務假處理工會會務之理監事產生實

    質薪資減少之不利對待，有害渠等處理工會會務之意願，不

    利工會之組織與發展。被告裁決會作出主文第3項救濟命令

    ，就是為了衡平原告在考勤上未將會務公假時數納入考量之

    不利對待。原裁決認定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及5款之

    不當勞動行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自無被撤銷之理由。

　⒊原告對PEP績效獎金之計算方式修正，就其變更後所設定的「

    標準時數」未扣除會務公假時數，已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故

    其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發給邱君各月份如附表

    一所列PEP績效獎金金額之行為，自亦屬不當勞動行為。原

    裁決主文第2項認原告上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

    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認事用法亦無違誤。

　㈢原裁決之救濟命令並未逾越裁量權：

　⒈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1項、第2項規定，裁決會「得」命

    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處分（即救濟命令），且前提

    是裁決會肯認申請人之請求裁決事項成立，若裁決會駁回請

    求裁決事項，自無作成救濟命令之理。再者，勞資爭議處理

    法對於裁決救濟命令之方式，未設有限制，裁決會享有廣泛

    之裁量權，不受當事人請求之拘束，亦無「辯論程序」之規

    定。故假設在被告裁決會肯認申請人請求裁決事項成立之情

    況下，其是否核發救濟命令？或核發何種內容之救濟命令？

    仍須個別裁量。非謂被告裁決會一旦肯認申請人之請求裁決

    事項成立，即「應」按申請人之請求核發救濟命令。

　⒉參加人之請求裁決事項第5項為「相對人發給申請人代表人邱

    君之每月PEP績效獎金以及年度生產力獎金，在工會理事長

    任期内（即109年2月27日起至113年2月26日止），應不得低

    於109年10月份以前之平均金額」，屬救濟命令之請求，對

    裁決會並無拘束力，僅屬建議性質，裁決會乃參考日本旭ダイ

    ヤモンド工業事件，日本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昭和61年6月10日

    判決，考量於本件中，邱君以參加人代表人身分表明救濟之

    意，參加人理事林麗娟亦擔任參加人代理人，復查無其他任

    何參加人理監事有反對受救濟之意思表示，爰作成原裁決主

    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自無被撤銷之理

    。

　⒊至原告宣稱，除參加人理事長外，其他理監事並未要求補給P

    EP績效獎金差額，原裁決之救濟命令有過度裁量云云。惟原

    裁決主文第3項發布之救濟命令，係在回復主文第1項之勞資

    關係，不問參加人有無提出主文第2項的裁決申請，均不影

    響該救濟命令的內容。

　⒋另從原告在裁決程序中提出之理監事會務假時數，加入理事

    長邱君在同一時期（109年3月至111年2月）的會務假時數，

    將二者彙整後整理統計分析後，可證明110年2月原告變更PE

    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後，除吳福祥、呂杏娟、林文琪及邱君

    的會務假時數有增長外，其餘8名理監事的會務假時數都下

    滑，導致全年度請會務假的時數更加集中於邱君一人身上；

    全體理監事會務假時數加總也較前一年度減少，顯不利於工

    會組織之發展與運作。故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所發布之救

    濟命令確有其必要。　

  ⒌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所謂「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

    自『標準時數』中扣扣除」，是指原告制定之PEP績效獎金計

    算辦法中公式「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

    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扣項並予

    以調整），其中的兩處「標準時數」都要扣除「公假時數」

    。該救濟命令之所以採調整「標準時數」而非採調整「生產

    時數」，係認為即便如原告聲稱會務假不能代表生產時數，

    但至少在標準時數的設定中也應將會務假時數排除，方不至

    於產生不利待遇。如本院認該救濟命令恐造成請會務假勞工

    可能得到「優於」其他勞工之PEP績效獎金；而認應改採將

    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較妥，亦請依法

    調整。蓋若改採不變動標準時數，而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

    數」加計「公假時數」算法，以原告舉例而言，以每周標準

    工時40小時而言，一名工作50小時的員工（即加班10小時）

    ，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

    」部分，得出0.25【計算式：〔（50＋0)－40〕÷40＝10÷40＝0.25

    】。而請會務公假20小時、工作30小時(同樣加班10小時）

    之工會幹部，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

    標準時數」部分，亦得出0.25【計算式：〔（30＋20)－40〕÷40

    ＝10÷40＝0.25】。本案確有以救濟命令去調整PEP績效獎金公

    式之必要，始能避免雇主將會務公假時數視為勞工沒有貢獻

    時數，導致適用PEP績效獎金辦法的勞工因實質薪資減少而

    降低參與工會會務之意願。

　⒍工會法之目的在保障勞工不因參與工會而受不利益之待遇，

    故原告110年變更後之PEP績效獎金計算法，即便對大部分勞

    工而言可能優於110年變更前之計算法，但如其會導致參與

    工會的勞工因會務假時數而受有實質薪資受損之不利益待遇

    時，仍受工會法第35條的規範。仍以一名請會務公假20小時

    、工作30小時(同樣加班10小時）之工會幹部為例，如未將

    會務公假時數加計入生產時數，就「（生產時數-標準時數

    ）÷標準時數」部分，就會得出負數-0.25之結果【計算式:

    （30－40)÷40＝-10÷40＝-0.25】。而且會務假時數越多者，用

    該計算式得出的數據就會越差，導致實質薪資收入也變得越

    差。倘該工會幹部要得到同樣的0.25數字，就必須要另外再

    多加班至等同其會務公假時數的20小時。其結果將導致工會

    幹部請會務假來投入工會事務之意願降低，有害工會會務之

    進行。

　㈣為此，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參加人陳述略以：

　㈠裁決會係具專業及獨立性之專家委員會，就是否構成不當勞

    動行為之裁決決定應有判斷餘地，法院審查時應予以尊重。

    本件於裁決程序中，歷經調查會議5次、詢問會議1次，並有

    傳喚證人，勞資雙方均已充分攻擊防禦及辯論、裁決會亦詳

    盡調查後做出裁決，並無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規違誤之情

    形，原告之訴難認有理由。

　㈡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辧法，原告並無須先經過參加人同意。

    參加人工會理事長與其他理監事辧理會務，是以有實際會務

    辧理需要時，才向原告申請會務公假，而且需檢附證明。本

    次PEP績效獎金計算方法變更後造成獎金會隨會務公假時數

    而減少，參加人工會的理事長及理監事也不能因此放著會務

    不管，為了工會能正常運作，仍然依實際需要去申請會務公

    假。在論理上，由於不利益待遇也是對於工會之侵害行為，

    蓋不利益待遇將使工會會員減少參與工會活動的意思，結果

    上將對於工會之組織與活動將產生重大影響，故應肯定工會

    亦得為不利益待遇之申請人，故參加人應有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申請權。

　㈢原告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⒈雇主基於勞務提供程度之差異或實際出勤之日數，訂定考核

    標準及方式，雖非不可，惟不得將法律上保障之假別納入其

    中，而為較差之評價並予不利之待遇。對此，工會法第35條

    第1項第1款、第36條第2項及勞工請假規則第8條與第9條規

    範，勞工依法令規定應給予公假者，工資照給且雇主不得扣

    發全勤獎金，於會務公假期間，雇主乃是免除請會務假之勞

    工的工作義務而續付工資，並非是給付其因辦理會務之對價

    ，而有工資照給之規範，以防止勞工因懼於工資遭減損而不

    願承擔員工代表之職務，並保障勞工不因申請會務公假以參

    與工會活動而受到不利之待遇。而所謂不利之待遇，至少包

    含有關勞動關係之締結維持，或勞動條件之給與，為與勞動

    關係或條件直接相關且可由雇主發動主導以致勞工遭受不利

    益者而言。

　⒉既然工會會務假基於保障工會活動及辦理日常會務之目的而

    受法律所保障，故縱使雇主基於其企業管理權限可得制定員

    工之績效考核標準，在標準之制定中，亦應考慮到工會幹部

    辦理會務而請會務假之法律保障而有所相應之處理，不可僅

    將其視為一般缺勤並進而予以不利益待遇。原告於110年2月

    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在「個人分數」的指標上僅考

    量個人投入生產時數（實際時數），並無其他額外因素，則

    若工會理監事申請會務假，將必然導致生產時數較無申請會

    務假之員工為少的結果，則在生產時數低致「『（生產時數－

    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得出負數結果下，員工

    將得出更差之獎金績效分數。

　⒊再者，原告將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日數列為未出勤日數之計

    算方式，將使會務公假期間之缺勤，相較於過往之績效標準

    ，受到更不利之評價。而將造成參加人代表人以及其他理監

    事，在辦理會務向雇主請會務公假時，更產生可能會因此薪

    資獎金減少之心理壓力，而相較於自104年以來之績效標準

    更致使其降低參與工會會務意願及產生寧願少辦理會務之後

    果，豈非容任雇主以操作報酬給付之方式，來左右勞工參與

    工會之意願，從而使工會法第36條第2項對於企業工會會務

    公假保障之立法目的喪失，而形同虛文。故原告於110年2月

    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顯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

    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㈣原裁決之救濟命令並無逾越裁量：

　⒈裁決會已認定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並

    據以計算並發給邱君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P

    績效獎金之行為，分別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則原告自不宜繼續執行該新版PEP績效

    獎金計算辧法，以免對於工會之組織與活動將繼續產生不當

    之影響，因此，裁決會命原告應於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

    依「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計算PEP績效獎金時，將參加人

    工會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

    計算發給其附表二所列之參加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

    月間PEP績效獎金，並將前開發給證明送交被告存查，均屬

    保障及回復勞工權益之必要處置措施，既符合救濟命令勞資

    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2項立法目的，亦具公平性合理性。

　⒉雖工會理監事並未同時提出裁決申請，但考量不利益待遇也

    是對於工會之侵害行為，蓋不利益待遇將使工會會員減少參

    與工會活動的意思，結果上將對於工會之組織與活動將產生

    重大影響，故於工會基於其固有救濟利益申請救濟時，即使

    涉及個別勞工勞動契約上之權益，只要該勞工未積極地為放

    棄權利的意思表示，裁決會為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對工會的支

    配介入效果，必要時仍得命雇主回復個別勞工之權益。於本

    件中，邱君以工會代表人身分表明救濟之意，參加人理事林

    麗娟亦擔任代理人，顯無積極放棄救濟之意思，復查無其他

    任何參加人理監事有反對受救濟之意思表示，故本件救濟命

    令之內容，應屬適當。

　⒊依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的意旨，計算公式中分子及分母要素

    中的「標準時數」，同時都需「將參加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

    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並非只有做為分母要素中的標準

    時數須將會務公假時數扣除，顯然已有充分考量公平原則等

    語。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列爭執事項外，其餘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參加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書（原

    裁決卷第1至6頁）、原裁決（本院卷107第至158頁）等影本

    在卷可稽，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㈠參加人

    請求裁決事項是否已逾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2項規定之9

    0日申請期間？㈡原裁決認事用法是否有誤？㈢原告是否構成

    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㈣若成立

    不當勞動行為，則原裁決之救濟命令是否有裁量濫用之違法

    ？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規定：「（第1項）勞工因工會法第

    35條第2項規定所生爭議，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

    第2項）前項裁決之申請，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2

    項規定之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90日內為之。」第51條第

    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及團

    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39

    條、第40條、第41條第1項、第43條至第47條規定。（第2項

    ）前項處分並得令當事人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此為有

    關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之規定，其立法目的旨在確實保障

    勞工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避免雇主以其經

    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行使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體協商

    權及集體爭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

    行為，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除對於具體個案認定是

    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外，尚藉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

    之方式，以為快速有效之救濟命令，俾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

    為，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

    。查參加人係於110年11月8日（被告收文日）向被告為本件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主張原告於109年變更生產力獎金

    辦法以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因此導致

    原告減少發給參加人理事長邱君109年生產力獎金及110年2

    月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P績效獎金等行為，構成工會法

    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且陳稱：原告

    變更PEP績效獎金之計算公式，並未先公告周知，參加人直

    至110年9月1日臺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時，由原告代

    理人即人事經理周芸竹具體說明PEP績效獎金變更之計算公

    式始知悉等情，此有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書暨附件、

    上開勞資爭議調解記錄及周芸竹出具之說明書（獎金勞資爭

    議資方主張）在卷可稽（見原裁決卷第1至15頁）。而原告

    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因對其而言，PEP績效獎金是基於自己

    的權限給予的優惠獎金，一切調整都是基於營運的考量，變

    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時並没有公告，是參加人理事長拿

    到薪資單時發現獎金數字大幅下降才感覺有變更，故其就參

    加人於110年11月5日提起本件裁決申請並未逾90日法定期間

    乙事不再爭執等語（本院卷第444至445頁之筆錄）。基此，

    原裁決認定參加人知悉原告每月PEP績效獎金變更之時點，

    應以110年9月1日為準，參加人於110年11月8日提出本件不

    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並未逾90日申請期間之規定，係於法

    有據，應堪認定屬實，合先敘明。

　㈡次按「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

    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

    遇。……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

    。」工會法第3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本法第35條第1項

    第1款及第3款所稱其他不利之待遇，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

    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接

    或間接不利之對待。」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亦有明

    定。依此可知，工會法第35條係為保障勞工之團結權，及保

    護團體協商功能之發揮，對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人之

    行為限制規定；其第1項第1款之規定，係為避免雇主對勞工

    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為拒

    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其他不利之待遇；其第1項第5

    款之概括性規範，乃為避免雇主以其他不當方式影響、妨礙

    工會成立、組織或活動，致妨礙工會運作及自主性。再按工

    會法第35條第1第5款規定：「雇主不得不當影響、妨礙或限

    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該禁止支配介入之行為本即

    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雇主之主觀意思已經被置入

    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只要證明雇主支配介入行為之存在，

    即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不需再個別證明雇主是否有

    積極的意思。此由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僅以客觀之事實

    作為要件，而無如同條項第1款、第3款、第4款以針對勞工

    參與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之主觀意思要件即明(最高

    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63號判決意旨、106年度判字第222

    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祇要從該勞資關係之脈絡中可以

    推知雇主對於其行為可能造成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

    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之結果有所認識，即為已足。

　㈢原告雖主張：參加人係因邱君之PEP績效獎金金額減少而申請

    裁決原告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但並未具體敘明其有何工會法

    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工會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亦

    無具體敘明有何工會活動受到影響，其為本件不當勞動裁決

    申請，法律上顯無理由云云。惟依前揭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

    條第1項、第51條第1項規定之文義，得就工會法第35條第1

    項、第2項規定所生爭議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者，固以

    受不當勞動行為之「勞工」為限，惟因工會係由勞工所組成

    之社會團體，勞工參與工會組織及活動，為行使憲法所保障

    之結社及集會自由暨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

    體爭議權之具體表現，可知，工會組織及其活動為勞工之集

    合體及其集體意志之展現。而工會法有關不當勞動行為禁止

    之立法目的，旨在避免雇主以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行

    使上開自由權利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

    行為，故於參與工會組織或活動之勞工遭受不當勞動行為時

    ，工會亦將因而受有直接之侵害，則基於上開立法目的及舉

    輕以明重之法理，工會自得類推適用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

    第1項、第51條第1項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106

    年度判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參與工會組織或

    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之勞工，受有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

    所定之不利益待遇，將使工會會員減少參與工會活動，對工

    會組織與活動將產生重大影響，亦屬對工會之侵害行為，因

    認工會亦得申請裁決。是以，本件參加人以原告於109年變

    更生產力獎金辦法以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

    法，因此導致原告減少發給參加人理事長邱君109年生產力

    獎金及110年2月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P績效獎金等行為

    ，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向被告提起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核屬於法有據，為

    適格之申請人。

　㈣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構成工會

    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⒈原告主張：其為因應11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嚴重之缺工危機

    ，自110年2月起對PEP績效獎金之計算方式的修正，係為鼓

    勵所有作業員積極投入生產以彌補短缺之人力，係完全一體

    適用於原告全部之生產作業員，且參加人代表人理事長所屬

    之同一生產線部門之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在原

    告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後，渠等之月PEP績效獎金平均

    相較於原先之計算方式亦有所增加，並非針對參加人代表人

    理事長身分或因參加人代表人請會務假特意量身制定之規範

    ，且原告與參加人間先前亦無達成變更獎金計算方式必須先

    與工會協商之任何協議，自無先與工會協商之必要，顯見PE

    P績效獎金確係專屬於原告營業決策之事項，應尊重原告經

    營管理之利益衡量，而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

　⒉經查，就原告之PEP績效獎金之計算辦法，其公式區分為新制

    及舊制：前者為月薪x12個月×8.33%+12個月×月KPI；後者則

    為月薪×13個月×8%＋12個月×月KPI。就本件所爭執之PEP績效

    獎金計算方式更改，係原告變更公式中績效計算標準（即月

    KPI)，由104年以來之PEP績效獎金之KPI，即績效計算方式

    ：「『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如有加扣項並予以

    調整）」，於110年2月起修正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

    數×20%』＋『（生產時數一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

    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細譯本件PEP績效獎金計算標

    準（即月KPI)之變更，為在原本104年以來「『團體分數×80%

    』＋『個人分數×20%』（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之公式上，

    加上『（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之公式

    ，其中之「團體分數」的指標包含PlantKPI、TeamKPI、Saf

    etyKPI等三項指標，而在考量員工個人工作狀況的變項上，

    其中「個人分數」的指標則依據個人投入生產時數，亦即PE

    P績效獎金個人分數20%的部分僅考量個人生產時數（實際服

    勞務時數），並無其他額外因素。再者，關於「特定比例」

    之計算，又區分「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雇主設定之標準時數

    」以及「上班生產時數大於雇主設定之標準時數」，若上班

    生產時數未大於標準時數，即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

    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若上班生

    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則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

    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5』」。依照該公

    式之邏輯，若勞工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雇主設定標準時數時

    ，在公式計算下，因為『（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

    特定比例』會得出負數結果，是故若其他條件相同情況下，

    會相較於104年以來「『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之

    公式，得出更差之獎金績效分數。反之，上班生產時數大於

    雇主設定之標準時數則會得到比變更前更多之獎金。

　⒊雖然雇主基於勞務提供程度之差異或實際出勤之日數，訂定

    考核標準及方式，並非不可，惟不得將法律上保障之假別納

    入其中，而為較差之評價並予不利之待遇。而按工會法第36

    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工會之理事、監事於『工

    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由雇

    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第2項）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前

    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全日，其他理事或監事得

    於每月50小時之範圍内，請公假辦理會務。」而依勞工請假

    規則第8條與第9條之規範，勞工依法令規定應給予公假者，

    工資照給且雇主不得因勞工請公假而扣發全勤獎金，上開立

    法均為立法者透過法律之明文保障，賦與企業工會之理、監

    事申請公假以辦理會務之權利，以促進企業工會之組織與發

    展。於會務公假期間，雇主乃是免除請會務假之勞工的工作

    義務而續付工資，並非是給付其因辦理會務之對價，而有工

    資照給之規範，以防止勞工因懼於工資遭減損而不願承擔員

    工代表之職務，並保障勞工不因申請會務公假以參與工會活

    動而受到不利之待遇。且所謂不利之待遇，並非只限於減薪

    、降調等，尚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

    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工

    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規定參照）。依此，既然會務假

    基於保障工會活動及辦理日常會務之目的而受法律所保障，

    故縱使雇主基於其企業管理權限可得制定員工之績效考核標

    準，在標準之制定中，亦應考慮到工會幹部辦理會務而請會

    務假之法律保障而有所相應之處理，不可僅將其視為一般缺

    勤並進而予以不利益待遇。換言之，正當的工會活動、罷工

    權、團體協商權之行使係憲法或工會法所承認之當然權利的

    行使，以此等事項所致之未服勞務做為計算勞動率之基礎，

    係對勞動者的前揭權利行使為顯著之限制，影響工會發展，

    對勞工直接為不利之對待，難認具有合理性。依上開意旨，

    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在「個人分數

    」的指標上僅考量個人投入生產時數（實際服勞務時數），

    並無其他額外因素，若工會理監事申請會務假，將必然導致

    其等之「生產時數」較無申請會務假之員工為少的結果，則

    在生產時數低即導致「（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

    特定比例』」得出負數結果下，員工將得出更差之獎金績效

    分數。而原告對於勞工個人總分數之評定結果，將關係到勞

    工PEP績效獎金之領取，若原告因其員工申請會務公假之法

    定假別日數列為未出勤日數，而給予績效考核上較差之評價

    （相較於過往之績效標準），受到更不利之評價，自當構成

    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禁止之不利益待遇之不當勞動行

    為。

　⒋原告尚主張：會務公假之保障並不及於其他非工資之獎金，

    會務假並非要使請會務假實質工作量、表現較少、貢獻度較

    低的勞工得以此等績效表現，取得比其他勞工相同甚至更好

    的福利云云。惟按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

    ，定義如下：……。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

    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

    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

    之。」查原告既坦稱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是反映各勞工對

    原告之實質貢獻，投入工時於生產活動多寡會反映在PEP績

    效獎金多寡，由此可知，PEP績效獎金，為勞工因工作而獲

    得之報酬，核屬經常性給與，符合前揭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

    款規定之工資定義。而工會法第36條明文對於給予會務公假

    之保障，目的並非在要求取得比其他勞工更好的福利，而是

    要求雇主不能將因請會務假以致未服勞務做為計算其勞動率

    之基礎。本件原告將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日數列為未出勤服

    勞務日數之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將使會務假期間之缺勤，相

    較於過往之績效標準，受到更不利之評價，並將造成參加人

    代表人以及其他理監事，在辦理會務向雇主請會務公假時，

    更產生可能會因此PEP績效獎金減少之心理壓力，而相較於

    自104年以來之績效標準，更致使其等降低參與工會會務之

    意願，及產生寧願少辦理會務之後果，且若雇主一方面給予

    勞工會務假，另一方面又以勞工提供之勞務較未申請會務假

    時少，從而評定員工之貢獻度較低而影響員工之報酬，豈非

    容任雇主以操作獎金報酬給付之方式，來左右勞工參與工會

    之意願，從而使工會法第36條第2項對於企業工會會務公假

    保障之立法目的喪失，故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

    計算辦法之行為，對行使會務假之工會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造

    成顯著之限制，其後果將造成原告員工不願意申請會務假以

    推展參加人之工會活動，核屬對工會組織或活動有不當影響

    、妨礙或限制之行為，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

    當勞動行為。是以，原告上開主張，係其一己主觀之見解，

    並非可採。

　⒌酌以參加人提出之「邱君請假紀錄與月PEP對照表」（原裁決

    卷第7至8頁），其中109年度以及110年度之月PEP績效獎金

    對照表，參加人代表人邱君之月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於110

    年2月變更前，數額平均每月皆高於3,000元，但於原告110

    年2月變更計算方式後，卻突降至每月平均不超過兩千元。

    再觀之原告所提出之參加人工會理監事會務假時數表（原裁

    決卷第412頁）可知，參加人理監事吳福祥、呂幸娟、林文

    琪、林麗娟、邵純麗、殷世明、張淑琴、陳牡丹、陳蓁蓁、

    黃鈺涵、楊玉芳等11人之各月份所請會務假時數，有不少均

    為0小時，而參加人代表人110年2月迄次年2月間每月會務假

    少則32小時，多則有128小時。由此可知，在參加人代表人

    在擔任工會理事長後，主要負責辦理工會會務，故其會務假

    時數遠高於其他工會幹部。基此，變更後之月PEP績效獎金

    計算辦法，因為其在月KPI計算之個人分數部分，僅考量個

    人生產時數，故在參加人代表人會務假時數顯高於其他工會

    幹部之情況，當然將導致其相對於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

    效獎金在110年2月起有所大幅縮減。而參加人代表人邱君於

    工作時間內為辦理會務而向被告請公假時，有依勞工請假規

    則辦理請假手續，此有原告提出之邱君109年1月-111年2月

    會務假記錄在卷可稽（原裁決卷第115至119頁），是原告對

    於參加人代表人邱君會務假時數遠高於其他工會幹部乙節，

    自應知之甚詳，則原告對於邱君因所請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

    日數被列為未出勤在生產線服勞務之生產日數，會導致其相

    對於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在110年2月起有所大幅

    縮減，而受不利益對待乙事，自應有所認識。是以，儘管參

    加人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較原先之計算方式或有

    所增加，但因其他工會幹部之會務假時數顯少於參加人代表

    人之事實，此有原告提出之參加人理監事PEP獎金計算比較

    表、參加人理監事PEP獎金計算比較明細表在卷可佐（本院

    卷第363頁、第401至405頁），故仍不得依此即認月PEP績效

    獎金計算辦法之變更與會務假無關而不構成不利益待遇。從

    而，原告主張變更後之月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不會使勞工

    擔任工會職務而有不利待遇云云，乃是以偏概全，實無可採

    。

　⒍至原告主張110年2月起修正之PEP績效計算標準係為因應110

    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嚴重之缺工危機，而為鼓勵所有作業員

    積極投入生產以彌補短缺之人力，完全一體適用於原告，並

    無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意圖云云。惟如前開所述，工會法上

    不利益待遇之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不以故意為限，只

    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即為已足。基此，原告自

    承PEP績效獎金績效標準中個人分數，並不區分會務公假時

    數而一律以個人投入生產時數作為指標（原裁決卷第15頁、

    第374至375頁），而在績效標準於110年2月起變更時，進一

    步擴大績效標準中實際出勤生產之時數對獎金發給之影響，

    實難謂原告對於110年2月起變更之PEP績效獎金標準，將有

    可能造成原告員工申請會務公假以推展參加人之工會活動之

    意願降低，而壓縮到工會辦理會務、工會活動之情形無所認

    識。是以，原告此部分主張，無足影響上述認定成立工會法

    第35條第1項第1款與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的結果。

  ㈤原告發給參加人代表人邱君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期間的P

    EP績效獎金金額（詳如原裁決附表一所示）之行為，構成工

    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⒈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乃構成工

    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已如前述

    。而參加人代表人為參加人主要申請會務假以辦理會務之人

    ，依該獎金之計算方式所給付之PEP績效獎金，難謂不會因

    此而有減少，並影響到參加人代表人辦理會務參與工會活動

    之意願。至原告主張參加人代表人係因於108年10月份個人

    心肌梗塞無法配合加班才導致獎金給付變低云云。然查，

　　觀諸參加人提出之邱君請假紀錄與月PEP對照表（原裁決卷

    第7至8頁）可知，邱君於109年12月及110年9月各該月所請

    公假及特休時數合計均為104小時，前者適用舊PEP績效獎金

    公式計算之月PEP績效金額為2,715元，後者適用變更後PEP

    績效獎金公式計算之月PEP績效獎金金額則為2,003元，且自

    108年10月份至110年1月，邱君之月PEP績效獎金金額均未低

    於110年2月至同年10月各月之月PEP績效獎金金額。由此足

    徵，邱君之PEP績效獎金給付自110年2月起變低，並非肇因

    於邱君個人心肌梗塞無法配合加班所致。

　⒉經細譯前開「『（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

    」之公式可知，加班固然會對於PEP績效獎金之影響，使得

    生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每月160小時）而增加額外的績效

    ，然而，就算未加班，若其他條件相同（亦即無其他請假時

    數之變異因素影響）之情況下，理應亦只會使得績效持平（

    亦即生產＜到勤服勞務＞時數與標準時數，二者相減差數等於

    零，則上開差數乘上特定比例恆等於零（0×特定比例＝0，不

    會得出正或負數結果），不會導致績效獎金金額變低。再參

    酌原告所提出之製造部加班時數統計（原裁決卷第380頁）

    ，其中2021年2月至12月之總加班時為92,420小時，又按原

    告所自陳其製造部截至2021年12月有336名員工（原裁決卷

    第393頁），依此計算原告製造部員工每月每人平均加班時

    數約為25小時（92,420小時÷11個月÷336人≒25小時），相較

    於參加人代表人所請之會務假時數，就算參加人代表人每月

    都加班至製造部門平均加班時數，另酌以參加人代表人邱君

    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期間所申請會務假之時數依序為48小

    時、80小時、72小時、40小時、40小時、32小時、64小時、

    88小時、128小時、96小時、80小時、72小時與48小時（原

    裁決卷第124至125頁），則依照變更後PEP績效獎金績效計

    算標準計算其獎金時，仍無法抵銷邱君因請會務假而不能依

    變更後PEP績效獎金辦法計入生產時數之不利影響。基此可

    知，造成參加人代表人減少獎金給付之原因，仍應係「（生

    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之公式對於請會

    務假的額外影響，原告係將法律上所保障之會務假別納入計

    算PEP績效獎金標準的不利因子（亦即上班時數須扣減會務

    假時數之差數，才能計入生產時數），而為較差之評價並予

    不利之待遇。而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既陳稱：此次變更PEP績

    效獎金計算方式，只有變更生產線上的作業員PEP績效獎金

    ，倉儲人員的PEP績效獎金沒有變更；對原告而言，PEP績效

    獎金是基於自己的權限給予的優惠獎金，一開始就沒有公告

    ，一切調整都是基於營運的考量而調整等語（本院卷第444

    頁之筆錄）。依此可知，原告基於自身營運考量而變更PEP

    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後，其對該變更之適用對象、影響層面及

    效果，均已有所預見。由此益證原告對於110年2月起變更之

    PEP績效獎金標準，將有可能造成參加人代表人邱君因其為

    處理工會會務所申請公假時數，無法被納入實際出勤生產之

    時數，以致其所受領之PEP績效獎金變少之不利益，亦有所

    認識。從而，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發給參

    加人代表人邱君各該月份PEP績效獎金依序為1,796元、1,38

    1元、1,215元、915元、1,355元、1,938元、1,887元、2,00

    3元、653元、662元、820元、984元、1,040元（詳如原裁決

    附表一所示）之行為，應堪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

    之不當勞動行為。

　⒊另就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按月計算並隨工

    資發給參加人代表人邱君的之每月PEP績效獎金，其計算公

    式在個人分數上僅考量實際「生產時數」，並未排除參加人

    代表人辦理會務之「會務假時數」，在此計算標準下將對於

    參加人幹部於往後申請會務假時，產生月PEP績效獎金縮減

    之不利影響，進而可能導致工會會員參與工會活動之意願降

    低，並因而壓縮到工會辦理會務、工會活動之情形。是以，

    堪認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按月隨工資發給

    參加人代表人邱君的每月PEP績效獎金之行為，亦構成工會

    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支配介入之不當勞動行為。

　㈥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係有裁量濫用之違誤：

　⒈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2項規定賦予主管機關得發布救濟

    命令，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權限。考量不當勞動

    行為態樣眾多，排除其侵害之方式不一而足，難以窮盡列舉

    ，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除於具體個案認定是否構成

    不當勞動行為外，尚藉由賦予裁決會為救濟命令之裁量，課

    予雇主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義務，矯正雇主涉及勞工權利事

    項所為之不利決定，以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回復受侵害

    勞工之相關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且為因應不同

    個案之具體情事及必要性，法律對於救濟命令之範疇及方法

    未為規範，顯然亦授權主管機關為裁量，衡情茍無裁量違法

    情事，法院為審查時，亦應予以尊重（最高行政法院110年

    度上字第42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行政機關依裁量

    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

    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原處分或決定經判決撤銷後，

    機關須重為處分或決定者，應依判決意旨為之，行政訴訟法

    第201條及第21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被告雖有發

    布救濟命令，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處分權限，但

    並非漫無限制，仍不得違反強行法規或善良風俗，救濟命令

    之內容必須具體、確定、可能，應審酌裁決救濟制度之立法

    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團體爭議權等基本

    權，以及透過此等保障來形塑應有的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

    並須符合為樹立公平勞資關係所必要及相當之裁量原則，如

    其所為救濟命令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行政法院即得依法予

    以撤銷，另由主管機關依行政法院判決意旨，重為適法之救

    濟命令。

　⒉查原裁決主文第3項係記載「依『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計算P

    EP績效獎金時，將參加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

    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並發給附表二所列之參加人理監事

    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並將前開發給證明

    送交勞動部存查」。然而，原告變更後之PEP績效獎金計算

    辦法，乃是新增「（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

    比例」公式，已如前述，且依原告在裁決程序中之說明，其

    中所謂「特定比例」之詳細計算方式又分為：⑴若上班生產

    時數未大於標準時數，即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

    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⑵若上班生

    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則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

    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5』」。而被告於

    本院訴訟中具狀陳稱：原裁決主文第3項所謂「將申請人理

    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扣除」，是指原告制定

    之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中公式「團體分數×80%」＋「個人分

    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

    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的兩處「標準時數」都要扣除「公

    假時數」等語（本院卷第413頁）。則若依原裁決主文第3項

    之救濟命令，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上開計

    算式的兩處「標準時數」中扣除，將使有請會務公假之工會

    幹部相較於其他未請公務假之員工，受有不合理之更優越待

    遇。蓋因，PEP績效獎金計算公式為「（生產時數－標準時數

    ）÷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其中位在該公式之分母（除數）

    ，若依救濟命令即為「(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則有

    請公務公假之工會幹部，其分母（除數）因此變小，則分子

    （被除數）除以分母（除數）所得出之商數會變大，所計算

    出之PEP績效獎金亦隨之連動而變大。舉例而言，以每周標

    準工時40小時而言，一名工作50小時的員工（即加班10小時

    ），就「〔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

    數－會務公假時數)」部分，所得為0.25【計算式：〔50－(40－

    0)〕÷(40－0)＝50－40÷40=10÷40=0.25】，然而僅工作30小時（

    同樣加班10小時），並請會務公假20小時之工會幹部，其「

    〔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會務

    公假時數)」部分，卻可獲得0.5之結果【計算式：〔30－(40－

    20)〕÷(40－20)=〔30－20〕÷20＝10÷20＝0.5】，形成同工不同酬

    之不平等待遇。但工會法之目的僅在保障勞工不因參與工會

    而受不利益之待遇，以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並非使得工

    會幹部受有優於一般非工會幹部員工之待遇，由此可見原裁

    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的適用結果，反而是過度有利

    於有請會務假之工會幹部，已逾越被告為樹立公平勞資關係

    的正常運作所必要及相當之程度，核與比例原則有違。

　⒊且被告另陳稱：本案確有以救濟命令去調整PEP績效獎金公式

    之必要，始能避免雇主將會務公假時數視為勞工沒有貢獻時

    數，導致適用PEP績效獎金辦法的勞工因實質薪資減少而降

    低參與工會會務之意願；如本院認該救濟命令恐造成請會務

    假勞工可能得到「優於」其他勞工之PEP績效獎金，而認應

    改採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較妥，亦

    請本院依法調整；蓋若改採不變動標準時數，而將該公式中

    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算法，以原告所舉之例而

    言，若以每周標準工時40小時，一名工作50小時的員工（即

    加班10小時），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

    數〕÷標準時數」部分，得出0.25【計算式：〔（50＋0)－40〕÷4

    0＝10÷40＝0.25】；而請會務公假20小時、工作30小時(同樣

    加班10小時）之工會幹部，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

    )-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亦得出0.25【計算式：〔（3

    0＋20)－40〕÷40＝10÷40＝0.25】等語（本院卷第414頁）。由此

    可見，被告既稱作成救濟命令之目的係為避免雇主將會務公

    假時數視為勞工沒有貢獻時數，則其並非不可選擇命原告將

    「會務公假時數」併計入「生產時數」之救濟方式，相較之

    下，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所採取調整PEP績效獎

    金公式中之「標準時數」，顯非達到其所欲樹立本件之公平

    勞資關係抑或回復受侵害勞工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正常運作

    之必要方法，而有上述瑕疵可指，致有不符比例原則之情形

    ，核屬裁量濫用之違法。又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

    令雖因有上述違法而應撤銷，惟因相關法律對於救濟命令之

    範疇及方法未為規範，裁決會認定原告之上述行為構成不當

    勞動行為時，究應發布何種救濟命令以迅速排除該不當勞動

    行為，回復受侵害勞工之領受PEP績效獎金相關權益及集體

    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裁決會仍享有本於本件具體個案之公

    平勞資關係所必要、相當之裁量原則，另為適法及妥當的救

    濟命令之裁量權限，其裁量並未達減縮至零之程度，本院自

    無從代裁決會為救濟命令。是以，原告主張如本院認應改採

    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較妥，亦請本

    院依法調整云云，係於法無據，並非可採。

　⒋此外，原告於本院訴訟中具狀陳稱：原裁決附表二所列參加

    人理監事，其中殷世明屬倉運人員，其月倉運PEP績效獎金

    金額計算方式為「同仁計算獎金基礎金額（即月薪×l2×8.33

    %）×KPI得分」，而該獎金評核指標主要包含出勤時數、工

    作配合度、工作態度，以及工作效率等面向，由主管綜合考

    量後提案當月KPI得分，並經由再上層主管審核以決定同仁K

    PI分數；陳蓁蓁因負責供應規劃，為間接人員，領季獎金，

    季獎金發給與實際生產時數無關等語（本院卷第397至398頁

    ），並提出季獎金指標資料以佐其說（本院卷第407頁）。

    又參加人亦於本院訴訟中具狀陳稱：殷世明的薪資明細中，

    有「月PEP」項目，但殷世明並不清楚其「月PEP」項目計算

    方式與其他人員之PEP績效獎金有何不同；陳蓁蓁的薪資明

    細中，並無「月PEP」項目，但有「季PEP獎金」項目及金額

    ，陳蓁蓁並不清楚其薪資明細「季PEP獎金」計算方式與其

    他人員之PEP績效獎金有何不同等情（本院卷第421頁）。由

    此可知，陳蓁蓁所領得之季獎金並非按月依「PEP績效獎金

    計算辦法」計算得出，則原告自無重新計算並補發給陳蓁蓁

    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之問題，況且既然

    殷世明迄至本院審理時仍不清楚其「月PEP」項目計算方式

    究與其他人之PEP績效獎金有何差異，陳蓁蓁亦不清楚其薪

    資明細「季PEP獎金」計算方式究為何，衡情其等自無可能

    於裁決程序中就月PEP績效獎金為放棄或反對受救濟之表示

    。由此可見，裁決會在作成本件救濟命令之前，顯未就參加

    人理監事所擔任的工作內容逐一為調查，且未詳細區辨原裁

    決附表二所示參加人理監事所領績效獎金之具體評核標準未

    盡相同，並非可一體適用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以計算其等

    之績效獎金，以致原裁決並未將不適用PEP績效獎金計算辦

    法之參加人理監事予以明示排除在救濟命令之外，以使其救

    濟命令之內容更臻具體、確定及可能，俾供原告日後之履行

    。基上，益徵裁決會於裁決程序並未詳實調查，即以查無其

    他任何參加人理監事有反對受救濟之意思表示為由，決定逕

    命原告依裁決會所作上述救濟命令之方式，據以重新計算並

    發給原裁決附表二所列之參加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

    月間PEP績效獎金，實屬恣意之裁量。

七、綜上所述，原裁決決定主文第1項、第2項，經核於法並無不

    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被告依勞資爭

    議處理法第51條第2項規定作成之原裁決主文第3項部分，係

    有上述違誤，原告請求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

    如主文所示。又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部分既經撤銷，回復

    至參加人向被告申請裁決之程序時被告尚未依職權作成救濟

    命令之狀態，應由被告依本院判決見解，另為內容具體、確

    定、可能並合義務性裁量之適法救濟命令，自不待言。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

    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淑婷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弘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1年度訴字第1012號
112年7月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台灣百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謝長安（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  律師
            葛百鈴  律師
            吳宗奇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許銘春（部長）
訴訟代理人  徐婉蘭  律師
參  加  人  台灣百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工會
代  表  人  邱泰亮(理事長)
訴訟代理人  郭家祺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110年勞裁字第40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裁決決定主文第三項部分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參加人於民國110年11月8日（被告收文日）主張原告於109年變更生產力獎金辦法以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因此導致原告減少發給參加人理事長邱泰亮（下稱邱君）109年生產力獎金及110年2月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P績效獎金等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向被告提起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申請。嗣經被告所屬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裁決會）110年5月27日110年勞裁字第40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下稱原裁決）：「一、確認相對人（即原告，下同）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二、確認相對人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發給申請人（即參加人，下同）代表人邱泰亮各月份如附表一所列PEP績效獎金金額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三、相對人應於本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依『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計算PEP績效獎金時，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並發給附表二所列之申請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並將前開發給證明送交勞動部存查。四、申請人其他裁決申請駁回。」原告不服原裁決關於主文第1項、第2項及第3項部分，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1項規定，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規定提出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請求，準用工會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參加人應於知悉之次日起90日內提出裁決申請。原裁決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形同讓未於法定90日申請裁決期間內提出裁決申請之其他參加人理監事，藉由該救濟命令之發布達到相同目的，等同架空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2項除斥期間規定之功能，應予撤銷。
　㈡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04號判決意旨，工會對於個別勞工因參加工會活動而受到不利益待遇，究有何工會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若無，即無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或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申請權，同條項第3款、第4款亦同。本件依據參加人主張，係因邱君之PEP績效獎金金額減少，而主張原告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從參加人裁決申請書觀之，參加人並未具體敘明其有何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工會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亦無具體敘明有何工會活動受到影響，其申請法律上顯無理由。
　㈢原裁決主文第3項部分，顯係就當事人未請求裁決、辯論之事項而為裁決，有違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⒈參照本院104年度訴更二字第45號判決，裁決決定之救濟命令，並非毫無限制，而應遵守相關法律原則，否則即與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本件裁決時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辦法所規定之正當法律程序，除要求裁決委員於調查終結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將當事人所為聲明或陳述之要點記載於調查報告，將調查報告送交裁決會外，尚有要求裁決會作成裁決決定前，應通知當事人以言詞陳述意見進行詢問程序，則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程序實已至少具備準司法機關之性質。
　⒉參加人自始僅針對邱君之每月PEP績效獎金為請求，從而縱使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3月之期間，按月隨工資發給邱君的每月PEP績效獎金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並請求被告作成「相對人發給申請人代表人邱君之每月PEP績效獎金，在工會理事長任期內（即109年2月27日起至113年2月26日止），應不得低於109年10月份以前之平均金額」之救濟命令。然被告之救濟命令亦僅得於糾正此部分之支配介入的效果，或為回復正常的集體勞資關係秩序而加以發布救濟命令，然並非得逸脫當事人請求裁決事項而為救濟命令之發布。
　⒊被告所援引之旭ダイヤモンド工業事件，日本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昭和61年6月10日判決，係該工會已針對其工會會員請求救濟時，始得在勞工無積極反對之情況下加以請求。本件不僅係參加人之其他理監事並未同時提出裁決申請，參加人更從未曾針對其他理監事之部分請求被告做成相關之救濟命令（蓋每位工會理監事狀況請會務假狀況未必相同，自應先經原告與參加人在裁決程序進行攻防，裁決庭亦應就此部分為調查後，由原告與參加人於裁決詢問程序為陳述），原告亦無從在裁決調查及詢問程序，針對參加人之其他理監事之PEP績效獎金發放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或應為如何之救濟命令陳述意見並為辯論，原裁決顯已有違正當法律程序。被告逾越參加人之請求裁決事項之範圍而作成救濟命令，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逕命原告將參加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並發給包含殷世明在內之原裁決附表二所列之申請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未能給予原告與參加人在裁決程序進行攻防，逕就未受當事人請求裁決辯論之事項而為裁決，有違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㈣原裁決主文第1項、第2項認定原告構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確有違誤：
　⒈原告係因應11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嚴重之缺工危機，為鼓勵所有作業員積極投入生產以彌補短缺之人力，針對國內生產線之作業員部分，原告公司即將原先之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調整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其中「特定比例」之詳細計算方式如下：若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標準時數，即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惟若上班生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則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5』」。上開計算公式所增加之「+『（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部分，係在獎勵產能貢獻度更大的員工，此處唯一之標準乃客觀上個人投入生產時數之指標，且完全一體適用於原告全部之生產作業員，亦即包含邱君和其他所有非工會會員之作業員。
　⒉就PEP績效獎金辦法部分，係原告用以提高及獎勵作業員投入生產之誘因制度，以彌補人力短缺之問題，並使作業員投入之產能貢獻可以直接反映在其PEP績效獎金之上，且原告與參加人間先前亦無達成變更獎金計算方式必須先與工會協商之任何協議，自無先與工會協商之必要，亦為參加人所自承，顯見PEP績效獎金確係專屬於原告營業決策之事項，應尊重原告經營管理之利益衡量。並不構成對於勞工擔任工會職務，而為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亦無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活動。況PEP績效獎金本來就是依照各該員工之績效而發給，參加人自承邱君於108年10月份因個人心肌梗塞裝置血管支架而無法加班，此更與原告之PEP績效獎金之計算方式調整無關，參加人不得請求原告應給予邱君如同請求裁決事項第2項之與其貢獻度顯不相當之PEP績效獎金。
　⒊此外，原裁決所引用之日本シェーリング救済命令取消東京地方法院平成2年3月8日，其案例事實乃將「出勤率80%」作為調整薪資之要件，因該案例係將會務公假納入調整薪資之考慮因素，而薪資乃基本勞動條件，故可能構成工會法第35條。反觀本件，邱君縱使請再多會務公假，其每月所受領之薪資並不會因此受到影響，已符合工會法就工會理監事為辦理會務予以會務公假之立法意旨相符。然工會法所規範之會務公假亦應僅限於此有關工資給付之部分，亦即會務公假之保障並不及於其他非工資之獎金，蓋會務假並非要使「請會務假實質上工作量、表現較少、貢獻度較低的勞工，得以此等績效表現，取得比其他勞工相同甚至更好的獎金福利、業務發展與升遷機會」。換言之，PEP績效獎金僅是在反映各該勞工對原告公司之實質貢獻，蓋原告主要之獲利係依靠勞工投入工時、產出商品進而販售，則未投入工時於生產活動一事，自然應該反映在PEP績效獎金。從而，被告裁決決定所引用之日本シェーリング救済命令取消東京地方法院平成2年3月8日，與本件事實迥然不同，自不應比附援引。
　㈤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僅記載「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原告雖認為救濟命令尚未清楚，然為了避免遭受裁罰，採取原公式中被除數與除數中之「標準時數」，皆扣除「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之計算方式。則依此計算方式理解原裁決主文第3項，將使有請會務公假之工會幹部相較於其他未請公務假之員工，受有不合理之更優越待遇，形成同工不同酬之不平等待遇，此與工會法之目的有違。顯見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已逾越樹立公平勞資關係之必要性及相當性，而嚴重偏頗有請會務公假之工會幹部。　
　㈥況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後，除邱君外，幾乎所有參加人理監事所獲得之PEP績效獎金皆有所增加（除林文琪外），可證明PEP績效獎金辦法修正並未導致參加人理監事因請會務假處理工會會務，而受到不利之待遇。且係優於依110年變更前之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所計算出之PEP績效獎金，該8名工會幹部亦取得各自之獎金明細而知悉上情，且其等並未曾有向原告為放棄上述利益之意思表示，是原裁決救濟命令不得逕命原告針對上述10位工會幹部重新依救濟命令計算PEP績效獎金，否則有逸脫當事人請求裁決事項而為救濟命令發布之違誤。
　㈦聲明求為判決：原裁決決定主文第1項、第2項及第3項部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工會的存在是為團結勞工，乃工會法第1條明文揭櫫之立法目的，同法第35條第1項之各款規定，也是在維護勞工的團結權，所以工會與其會員（勞工）間的利益，本即有所重疊，難以區隔。以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即知工會也是直接受害，因此，勞工及工會均應有申請人資格。
　㈡原裁決主文第1項認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⒈工會法第36條第2項規定明定會務假為公假，依勞工請假規則第8條及第9條規定，應給予公假者，雇主應照給工資且不得扣發全勤獎金，期使企業工會之理、監事有申請公假辦理工會會務之意願，進而促進企業工會之組織及發展。原告從110年2月起，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標準公式中之「月KPI」，系爭計算公式所增之加扣項部分，就所設定的「標準時數」，並未扣除會務公假時數，必將使請會務假的理、監事陷於難達「標準時數」而實質薪資收入減少之不利狀態，有害渠等請會務假去處理工會事務之意願，有違工會法第36條第2項賦予會務假為公假之立法目的。
　⒉為保障勞工集體勞動權，雇主在考勤上本即應將會務公假時數納入考量，以免對請會務假處理工會會務之理監事產生實質薪資減少之不利對待，有害渠等處理工會會務之意願，不利工會之組織與發展。被告裁決會作出主文第3項救濟命令，就是為了衡平原告在考勤上未將會務公假時數納入考量之不利對待。原裁決認定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及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自無被撤銷之理由。
　⒊原告對PEP績效獎金之計算方式修正，就其變更後所設定的「標準時數」未扣除會務公假時數，已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故其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發給邱君各月份如附表一所列PEP績效獎金金額之行為，自亦屬不當勞動行為。原裁決主文第2項認原告上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認事用法亦無違誤。
　㈢原裁決之救濟命令並未逾越裁量權：
　⒈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1項、第2項規定，裁決會「得」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處分（即救濟命令），且前提是裁決會肯認申請人之請求裁決事項成立，若裁決會駁回請求裁決事項，自無作成救濟命令之理。再者，勞資爭議處理法對於裁決救濟命令之方式，未設有限制，裁決會享有廣泛之裁量權，不受當事人請求之拘束，亦無「辯論程序」之規定。故假設在被告裁決會肯認申請人請求裁決事項成立之情況下，其是否核發救濟命令？或核發何種內容之救濟命令？仍須個別裁量。非謂被告裁決會一旦肯認申請人之請求裁決事項成立，即「應」按申請人之請求核發救濟命令。
　⒉參加人之請求裁決事項第5項為「相對人發給申請人代表人邱君之每月PEP績效獎金以及年度生產力獎金，在工會理事長任期内（即109年2月27日起至113年2月26日止），應不得低於109年10月份以前之平均金額」，屬救濟命令之請求，對裁決會並無拘束力，僅屬建議性質，裁決會乃參考日本旭ダイヤモンド工業事件，日本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昭和61年6月10日判決，考量於本件中，邱君以參加人代表人身分表明救濟之意，參加人理事林麗娟亦擔任參加人代理人，復查無其他任何參加人理監事有反對受救濟之意思表示，爰作成原裁決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自無被撤銷之理。
　⒊至原告宣稱，除參加人理事長外，其他理監事並未要求補給PEP績效獎金差額，原裁決之救濟命令有過度裁量云云。惟原裁決主文第3項發布之救濟命令，係在回復主文第1項之勞資關係，不問參加人有無提出主文第2項的裁決申請，均不影響該救濟命令的內容。
　⒋另從原告在裁決程序中提出之理監事會務假時數，加入理事長邱君在同一時期（109年3月至111年2月）的會務假時數，將二者彙整後整理統計分析後，可證明110年2月原告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後，除吳福祥、呂杏娟、林文琪及邱君的會務假時數有增長外，其餘8名理監事的會務假時數都下滑，導致全年度請會務假的時數更加集中於邱君一人身上；全體理監事會務假時數加總也較前一年度減少，顯不利於工會組織之發展與運作。故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所發布之救濟命令確有其必要。　
  ⒌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所謂「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扣除」，是指原告制定之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中公式「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其中的兩處「標準時數」都要扣除「公假時數」。該救濟命令之所以採調整「標準時數」而非採調整「生產時數」，係認為即便如原告聲稱會務假不能代表生產時數，但至少在標準時數的設定中也應將會務假時數排除，方不至於產生不利待遇。如本院認該救濟命令恐造成請會務假勞工可能得到「優於」其他勞工之PEP績效獎金；而認應改採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較妥，亦請依法調整。蓋若改採不變動標準時數，而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算法，以原告舉例而言，以每周標準工時40小時而言，一名工作50小時的員工（即加班10小時），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得出0.25【計算式：〔（50＋0)－40〕÷40＝10÷40＝0.25】。而請會務公假20小時、工作30小時(同樣加班10小時）之工會幹部，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亦得出0.25【計算式：〔（30＋20)－40〕÷40＝10÷40＝0.25】。本案確有以救濟命令去調整PEP績效獎金公式之必要，始能避免雇主將會務公假時數視為勞工沒有貢獻時數，導致適用PEP績效獎金辦法的勞工因實質薪資減少而降低參與工會會務之意願。
　⒍工會法之目的在保障勞工不因參與工會而受不利益之待遇，故原告110年變更後之PEP績效獎金計算法，即便對大部分勞工而言可能優於110年變更前之計算法，但如其會導致參與工會的勞工因會務假時數而受有實質薪資受損之不利益待遇時，仍受工會法第35條的規範。仍以一名請會務公假20小時、工作30小時(同樣加班10小時）之工會幹部為例，如未將會務公假時數加計入生產時數，就「（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就會得出負數-0.25之結果【計算式:（30－40)÷40＝-10÷40＝-0.25】。而且會務假時數越多者，用該計算式得出的數據就會越差，導致實質薪資收入也變得越差。倘該工會幹部要得到同樣的0.25數字，就必須要另外再多加班至等同其會務公假時數的20小時。其結果將導致工會幹部請會務假來投入工會事務之意願降低，有害工會會務之進行。
　㈣為此，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參加人陳述略以：
　㈠裁決會係具專業及獨立性之專家委員會，就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決定應有判斷餘地，法院審查時應予以尊重。本件於裁決程序中，歷經調查會議5次、詢問會議1次，並有傳喚證人，勞資雙方均已充分攻擊防禦及辯論、裁決會亦詳盡調查後做出裁決，並無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規違誤之情形，原告之訴難認有理由。
　㈡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辧法，原告並無須先經過參加人同意。參加人工會理事長與其他理監事辧理會務，是以有實際會務辧理需要時，才向原告申請會務公假，而且需檢附證明。本次PEP績效獎金計算方法變更後造成獎金會隨會務公假時數而減少，參加人工會的理事長及理監事也不能因此放著會務不管，為了工會能正常運作，仍然依實際需要去申請會務公假。在論理上，由於不利益待遇也是對於工會之侵害行為，蓋不利益待遇將使工會會員減少參與工會活動的意思，結果上將對於工會之組織與活動將產生重大影響，故應肯定工會亦得為不利益待遇之申請人，故參加人應有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申請權。
　㈢原告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⒈雇主基於勞務提供程度之差異或實際出勤之日數，訂定考核標準及方式，雖非不可，惟不得將法律上保障之假別納入其中，而為較差之評價並予不利之待遇。對此，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36條第2項及勞工請假規則第8條與第9條規範，勞工依法令規定應給予公假者，工資照給且雇主不得扣發全勤獎金，於會務公假期間，雇主乃是免除請會務假之勞工的工作義務而續付工資，並非是給付其因辦理會務之對價，而有工資照給之規範，以防止勞工因懼於工資遭減損而不願承擔員工代表之職務，並保障勞工不因申請會務公假以參與工會活動而受到不利之待遇。而所謂不利之待遇，至少包含有關勞動關係之締結維持，或勞動條件之給與，為與勞動關係或條件直接相關且可由雇主發動主導以致勞工遭受不利益者而言。
　⒉既然工會會務假基於保障工會活動及辦理日常會務之目的而受法律所保障，故縱使雇主基於其企業管理權限可得制定員工之績效考核標準，在標準之制定中，亦應考慮到工會幹部辦理會務而請會務假之法律保障而有所相應之處理，不可僅將其視為一般缺勤並進而予以不利益待遇。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在「個人分數」的指標上僅考量個人投入生產時數（實際時數），並無其他額外因素，則若工會理監事申請會務假，將必然導致生產時數較無申請會務假之員工為少的結果，則在生產時數低致「『（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得出負數結果下，員工將得出更差之獎金績效分數。
　⒊再者，原告將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日數列為未出勤日數之計算方式，將使會務公假期間之缺勤，相較於過往之績效標準，受到更不利之評價。而將造成參加人代表人以及其他理監事，在辦理會務向雇主請會務公假時，更產生可能會因此薪資獎金減少之心理壓力，而相較於自104年以來之績效標準更致使其降低參與工會會務意願及產生寧願少辦理會務之後果，豈非容任雇主以操作報酬給付之方式，來左右勞工參與工會之意願，從而使工會法第36條第2項對於企業工會會務公假保障之立法目的喪失，而形同虛文。故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顯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㈣原裁決之救濟命令並無逾越裁量：
　⒈裁決會已認定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並據以計算並發給邱君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P績效獎金之行為，分別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則原告自不宜繼續執行該新版PEP績效獎金計算辧法，以免對於工會之組織與活動將繼續產生不當之影響，因此，裁決會命原告應於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依「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計算PEP績效獎金時，將參加人工會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發給其附表二所列之參加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並將前開發給證明送交被告存查，均屬保障及回復勞工權益之必要處置措施，既符合救濟命令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2項立法目的，亦具公平性合理性。
　⒉雖工會理監事並未同時提出裁決申請，但考量不利益待遇也是對於工會之侵害行為，蓋不利益待遇將使工會會員減少參與工會活動的意思，結果上將對於工會之組織與活動將產生重大影響，故於工會基於其固有救濟利益申請救濟時，即使涉及個別勞工勞動契約上之權益，只要該勞工未積極地為放棄權利的意思表示，裁決會為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對工會的支配介入效果，必要時仍得命雇主回復個別勞工之權益。於本件中，邱君以工會代表人身分表明救濟之意，參加人理事林麗娟亦擔任代理人，顯無積極放棄救濟之意思，復查無其他任何參加人理監事有反對受救濟之意思表示，故本件救濟命令之內容，應屬適當。
　⒊依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的意旨，計算公式中分子及分母要素中的「標準時數」，同時都需「將參加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並非只有做為分母要素中的標準時數須將會務公假時數扣除，顯然已有充分考量公平原則等語。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列爭執事項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參加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書（原裁決卷第1至6頁）、原裁決（本院卷107第至158頁）等影本在卷可稽，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㈠參加人請求裁決事項是否已逾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2項規定之90日申請期間？㈡原裁決認事用法是否有誤？㈢原告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㈣若成立不當勞動行為，則原裁決之救濟命令是否有裁量濫用之違法？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規定：「（第1項）勞工因工會法第35條第2項規定所生爭議，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第2項）前項裁決之申請，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2項規定之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90日內為之。」第5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及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39條、第40條、第41條第1項、第43條至第47條規定。（第2項）前項處分並得令當事人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此為有關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之規定，其立法目的旨在確實保障勞工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避免雇主以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行使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除對於具體個案認定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外，尚藉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方式，以為快速有效之救濟命令，俾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查參加人係於110年11月8日（被告收文日）向被告為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主張原告於109年變更生產力獎金辦法以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因此導致原告減少發給參加人理事長邱君109年生產力獎金及110年2月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P績效獎金等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且陳稱：原告變更PEP績效獎金之計算公式，並未先公告周知，參加人直至110年9月1日臺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時，由原告代理人即人事經理周芸竹具體說明PEP績效獎金變更之計算公式始知悉等情，此有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書暨附件、上開勞資爭議調解記錄及周芸竹出具之說明書（獎金勞資爭議資方主張）在卷可稽（見原裁決卷第1至15頁）。而原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因對其而言，PEP績效獎金是基於自己的權限給予的優惠獎金，一切調整都是基於營運的考量，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時並没有公告，是參加人理事長拿到薪資單時發現獎金數字大幅下降才感覺有變更，故其就參加人於110年11月5日提起本件裁決申請並未逾90日法定期間乙事不再爭執等語（本院卷第444至445頁之筆錄）。基此，原裁決認定參加人知悉原告每月PEP績效獎金變更之時點，應以110年9月1日為準，參加人於110年11月8日提出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並未逾90日申請期間之規定，係於法有據，應堪認定屬實，合先敘明。
　㈡次按「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一、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工會法第3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本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所稱其他不利之待遇，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亦有明定。依此可知，工會法第35條係為保障勞工之團結權，及保護團體協商功能之發揮，對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人之行為限制規定；其第1項第1款之規定，係為避免雇主對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為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其他不利之待遇；其第1項第5款之概括性規範，乃為避免雇主以其他不當方式影響、妨礙工會成立、組織或活動，致妨礙工會運作及自主性。再按工會法第35條第1第5款規定：「雇主不得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該禁止支配介入之行為本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雇主之主觀意思已經被置入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只要證明雇主支配介入行為之存在，即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不需再個別證明雇主是否有積極的意思。此由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僅以客觀之事實作為要件，而無如同條項第1款、第3款、第4款以針對勞工參與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之主觀意思要件即明(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63號判決意旨、106年度判字第222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祇要從該勞資關係之脈絡中可以推知雇主對於其行為可能造成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之結果有所認識，即為已足。
　㈢原告雖主張：參加人係因邱君之PEP績效獎金金額減少而申請裁決原告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但並未具體敘明其有何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工會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亦無具體敘明有何工會活動受到影響，其為本件不當勞動裁決申請，法律上顯無理由云云。惟依前揭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1項、第51條第1項規定之文義，得就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規定所生爭議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者，固以受不當勞動行為之「勞工」為限，惟因工會係由勞工所組成之社會團體，勞工參與工會組織及活動，為行使憲法所保障之結社及集會自由暨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之具體表現，可知，工會組織及其活動為勞工之集合體及其集體意志之展現。而工會法有關不當勞動行為禁止之立法目的，旨在避免雇主以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行使上開自由權利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故於參與工會組織或活動之勞工遭受不當勞動行為時，工會亦將因而受有直接之侵害，則基於上開立法目的及舉輕以明重之法理，工會自得類推適用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1項、第51條第1項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106年度判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參與工會組織或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之勞工，受有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不利益待遇，將使工會會員減少參與工會活動，對工會組織與活動將產生重大影響，亦屬對工會之侵害行為，因認工會亦得申請裁決。是以，本件參加人以原告於109年變更生產力獎金辦法以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因此導致原告減少發給參加人理事長邱君109年生產力獎金及110年2月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P績效獎金等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向被告提起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核屬於法有據，為適格之申請人。
　㈣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⒈原告主張：其為因應11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嚴重之缺工危機，自110年2月起對PEP績效獎金之計算方式的修正，係為鼓勵所有作業員積極投入生產以彌補短缺之人力，係完全一體適用於原告全部之生產作業員，且參加人代表人理事長所屬之同一生產線部門之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在原告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後，渠等之月PEP績效獎金平均相較於原先之計算方式亦有所增加，並非針對參加人代表人理事長身分或因參加人代表人請會務假特意量身制定之規範，且原告與參加人間先前亦無達成變更獎金計算方式必須先與工會協商之任何協議，自無先與工會協商之必要，顯見PEP績效獎金確係專屬於原告營業決策之事項，應尊重原告經營管理之利益衡量，而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
　⒉經查，就原告之PEP績效獎金之計算辦法，其公式區分為新制及舊制：前者為月薪x12個月×8.33%+12個月×月KPI；後者則為月薪×13個月×8%＋12個月×月KPI。就本件所爭執之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更改，係原告變更公式中績效計算標準（即月KPI)，由104年以來之PEP績效獎金之KPI，即績效計算方式：「『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於110年2月起修正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一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細譯本件PEP績效獎金計算標準（即月KPI)之變更，為在原本104年以來「『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之公式上，加上『（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之公式，其中之「團體分數」的指標包含PlantKPI、TeamKPI、SafetyKPI等三項指標，而在考量員工個人工作狀況的變項上，其中「個人分數」的指標則依據個人投入生產時數，亦即PEP績效獎金個人分數20%的部分僅考量個人生產時數（實際服勞務時數），並無其他額外因素。再者，關於「特定比例」之計算，又區分「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雇主設定之標準時數」以及「上班生產時數大於雇主設定之標準時數」，若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標準時數，即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若上班生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則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5』」。依照該公式之邏輯，若勞工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雇主設定標準時數時，在公式計算下，因為『（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會得出負數結果，是故若其他條件相同情況下，會相較於104年以來「『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之公式，得出更差之獎金績效分數。反之，上班生產時數大於雇主設定之標準時數則會得到比變更前更多之獎金。
　⒊雖然雇主基於勞務提供程度之差異或實際出勤之日數，訂定考核標準及方式，並非不可，惟不得將法律上保障之假別納入其中，而為較差之評價並予不利之待遇。而按工會法第36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工會之理事、監事於『工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第2項）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前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全日，其他理事或監事得於每月50小時之範圍内，請公假辦理會務。」而依勞工請假規則第8條與第9條之規範，勞工依法令規定應給予公假者，工資照給且雇主不得因勞工請公假而扣發全勤獎金，上開立法均為立法者透過法律之明文保障，賦與企業工會之理、監事申請公假以辦理會務之權利，以促進企業工會之組織與發展。於會務公假期間，雇主乃是免除請會務假之勞工的工作義務而續付工資，並非是給付其因辦理會務之對價，而有工資照給之規範，以防止勞工因懼於工資遭減損而不願承擔員工代表之職務，並保障勞工不因申請會務公假以參與工會活動而受到不利之待遇。且所謂不利之待遇，並非只限於減薪、降調等，尚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規定參照）。依此，既然會務假基於保障工會活動及辦理日常會務之目的而受法律所保障，故縱使雇主基於其企業管理權限可得制定員工之績效考核標準，在標準之制定中，亦應考慮到工會幹部辦理會務而請會務假之法律保障而有所相應之處理，不可僅將其視為一般缺勤並進而予以不利益待遇。換言之，正當的工會活動、罷工權、團體協商權之行使係憲法或工會法所承認之當然權利的行使，以此等事項所致之未服勞務做為計算勞動率之基礎，係對勞動者的前揭權利行使為顯著之限制，影響工會發展，對勞工直接為不利之對待，難認具有合理性。依上開意旨，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在「個人分數」的指標上僅考量個人投入生產時數（實際服勞務時數），並無其他額外因素，若工會理監事申請會務假，將必然導致其等之「生產時數」較無申請會務假之員工為少的結果，則在生產時數低即導致「（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得出負數結果下，員工將得出更差之獎金績效分數。而原告對於勞工個人總分數之評定結果，將關係到勞工PEP績效獎金之領取，若原告因其員工申請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日數列為未出勤日數，而給予績效考核上較差之評價（相較於過往之績效標準），受到更不利之評價，自當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禁止之不利益待遇之不當勞動行為。
　⒋原告尚主張：會務公假之保障並不及於其他非工資之獎金，會務假並非要使請會務假實質工作量、表現較少、貢獻度較低的勞工得以此等績效表現，取得比其他勞工相同甚至更好的福利云云。惟按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查原告既坦稱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是反映各勞工對原告之實質貢獻，投入工時於生產活動多寡會反映在PEP績效獎金多寡，由此可知，PEP績效獎金，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核屬經常性給與，符合前揭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定義。而工會法第36條明文對於給予會務公假之保障，目的並非在要求取得比其他勞工更好的福利，而是要求雇主不能將因請會務假以致未服勞務做為計算其勞動率之基礎。本件原告將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日數列為未出勤服勞務日數之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將使會務假期間之缺勤，相較於過往之績效標準，受到更不利之評價，並將造成參加人代表人以及其他理監事，在辦理會務向雇主請會務公假時，更產生可能會因此PEP績效獎金減少之心理壓力，而相較於自104年以來之績效標準，更致使其等降低參與工會會務之意願，及產生寧願少辦理會務之後果，且若雇主一方面給予勞工會務假，另一方面又以勞工提供之勞務較未申請會務假時少，從而評定員工之貢獻度較低而影響員工之報酬，豈非容任雇主以操作獎金報酬給付之方式，來左右勞工參與工會之意願，從而使工會法第36條第2項對於企業工會會務公假保障之立法目的喪失，故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對行使會務假之工會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造成顯著之限制，其後果將造成原告員工不願意申請會務假以推展參加人之工會活動，核屬對工會組織或活動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之行為，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是以，原告上開主張，係其一己主觀之見解，並非可採。
　⒌酌以參加人提出之「邱君請假紀錄與月PEP對照表」（原裁決卷第7至8頁），其中109年度以及110年度之月PEP績效獎金對照表，參加人代表人邱君之月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於110年2月變更前，數額平均每月皆高於3,000元，但於原告110年2月變更計算方式後，卻突降至每月平均不超過兩千元。再觀之原告所提出之參加人工會理監事會務假時數表（原裁決卷第412頁）可知，參加人理監事吳福祥、呂幸娟、林文琪、林麗娟、邵純麗、殷世明、張淑琴、陳牡丹、陳蓁蓁、黃鈺涵、楊玉芳等11人之各月份所請會務假時數，有不少均為0小時，而參加人代表人110年2月迄次年2月間每月會務假少則32小時，多則有128小時。由此可知，在參加人代表人在擔任工會理事長後，主要負責辦理工會會務，故其會務假時數遠高於其他工會幹部。基此，變更後之月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因為其在月KPI計算之個人分數部分，僅考量個人生產時數，故在參加人代表人會務假時數顯高於其他工會幹部之情況，當然將導致其相對於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在110年2月起有所大幅縮減。而參加人代表人邱君於工作時間內為辦理會務而向被告請公假時，有依勞工請假規則辦理請假手續，此有原告提出之邱君109年1月-111年2月會務假記錄在卷可稽（原裁決卷第115至119頁），是原告對於參加人代表人邱君會務假時數遠高於其他工會幹部乙節，自應知之甚詳，則原告對於邱君因所請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日數被列為未出勤在生產線服勞務之生產日數，會導致其相對於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在110年2月起有所大幅縮減，而受不利益對待乙事，自應有所認識。是以，儘管參加人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較原先之計算方式或有所增加，但因其他工會幹部之會務假時數顯少於參加人代表人之事實，此有原告提出之參加人理監事PEP獎金計算比較表、參加人理監事PEP獎金計算比較明細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363頁、第401至405頁），故仍不得依此即認月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變更與會務假無關而不構成不利益待遇。從而，原告主張變更後之月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不會使勞工擔任工會職務而有不利待遇云云，乃是以偏概全，實無可採。
　⒍至原告主張110年2月起修正之PEP績效計算標準係為因應11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嚴重之缺工危機，而為鼓勵所有作業員積極投入生產以彌補短缺之人力，完全一體適用於原告，並無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意圖云云。惟如前開所述，工會法上不利益待遇之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不以故意為限，只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即為已足。基此，原告自承PEP績效獎金績效標準中個人分數，並不區分會務公假時數而一律以個人投入生產時數作為指標（原裁決卷第15頁、第374至375頁），而在績效標準於110年2月起變更時，進一步擴大績效標準中實際出勤生產之時數對獎金發給之影響，實難謂原告對於110年2月起變更之PEP績效獎金標準，將有可能造成原告員工申請會務公假以推展參加人之工會活動之意願降低，而壓縮到工會辦理會務、工會活動之情形無所認識。是以，原告此部分主張，無足影響上述認定成立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與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的結果。
  ㈤原告發給參加人代表人邱君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期間的PEP績效獎金金額（詳如原裁決附表一所示）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⒈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乃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已如前述。而參加人代表人為參加人主要申請會務假以辦理會務之人，依該獎金之計算方式所給付之PEP績效獎金，難謂不會因此而有減少，並影響到參加人代表人辦理會務參與工會活動之意願。至原告主張參加人代表人係因於108年10月份個人心肌梗塞無法配合加班才導致獎金給付變低云云。然查，
　　觀諸參加人提出之邱君請假紀錄與月PEP對照表（原裁決卷第7至8頁）可知，邱君於109年12月及110年9月各該月所請公假及特休時數合計均為104小時，前者適用舊PEP績效獎金公式計算之月PEP績效金額為2,715元，後者適用變更後PEP績效獎金公式計算之月PEP績效獎金金額則為2,003元，且自108年10月份至110年1月，邱君之月PEP績效獎金金額均未低於110年2月至同年10月各月之月PEP績效獎金金額。由此足徵，邱君之PEP績效獎金給付自110年2月起變低，並非肇因於邱君個人心肌梗塞無法配合加班所致。
　⒉經細譯前開「『（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之公式可知，加班固然會對於PEP績效獎金之影響，使得生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每月160小時）而增加額外的績效，然而，就算未加班，若其他條件相同（亦即無其他請假時數之變異因素影響）之情況下，理應亦只會使得績效持平（亦即生產＜到勤服勞務＞時數與標準時數，二者相減差數等於零，則上開差數乘上特定比例恆等於零（0×特定比例＝0，不會得出正或負數結果），不會導致績效獎金金額變低。再參酌原告所提出之製造部加班時數統計（原裁決卷第380頁），其中2021年2月至12月之總加班時為92,420小時，又按原告所自陳其製造部截至2021年12月有336名員工（原裁決卷第393頁），依此計算原告製造部員工每月每人平均加班時數約為25小時（92,420小時÷11個月÷336人≒25小時），相較於參加人代表人所請之會務假時數，就算參加人代表人每月都加班至製造部門平均加班時數，另酌以參加人代表人邱君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期間所申請會務假之時數依序為48小時、80小時、72小時、40小時、40小時、32小時、64小時、88小時、128小時、96小時、80小時、72小時與48小時（原裁決卷第124至125頁），則依照變更後PEP績效獎金績效計算標準計算其獎金時，仍無法抵銷邱君因請會務假而不能依變更後PEP績效獎金辦法計入生產時數之不利影響。基此可知，造成參加人代表人減少獎金給付之原因，仍應係「（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之公式對於請會務假的額外影響，原告係將法律上所保障之會務假別納入計算PEP績效獎金標準的不利因子（亦即上班時數須扣減會務假時數之差數，才能計入生產時數），而為較差之評價並予不利之待遇。而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既陳稱：此次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只有變更生產線上的作業員PEP績效獎金，倉儲人員的PEP績效獎金沒有變更；對原告而言，PEP績效獎金是基於自己的權限給予的優惠獎金，一開始就沒有公告，一切調整都是基於營運的考量而調整等語（本院卷第444頁之筆錄）。依此可知，原告基於自身營運考量而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後，其對該變更之適用對象、影響層面及效果，均已有所預見。由此益證原告對於110年2月起變更之PEP績效獎金標準，將有可能造成參加人代表人邱君因其為處理工會會務所申請公假時數，無法被納入實際出勤生產之時數，以致其所受領之PEP績效獎金變少之不利益，亦有所認識。從而，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發給參加人代表人邱君各該月份PEP績效獎金依序為1,796元、1,381元、1,215元、915元、1,355元、1,938元、1,887元、2,003元、653元、662元、820元、984元、1,040元（詳如原裁決附表一所示）之行為，應堪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⒊另就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按月計算並隨工資發給參加人代表人邱君的之每月PEP績效獎金，其計算公式在個人分數上僅考量實際「生產時數」，並未排除參加人代表人辦理會務之「會務假時數」，在此計算標準下將對於參加人幹部於往後申請會務假時，產生月PEP績效獎金縮減之不利影響，進而可能導致工會會員參與工會活動之意願降低，並因而壓縮到工會辦理會務、工會活動之情形。是以，堪認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按月隨工資發給參加人代表人邱君的每月PEP績效獎金之行為，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支配介入之不當勞動行為。
　㈥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係有裁量濫用之違誤：
　⒈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2項規定賦予主管機關得發布救濟命令，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權限。考量不當勞動行為態樣眾多，排除其侵害之方式不一而足，難以窮盡列舉，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除於具體個案認定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外，尚藉由賦予裁決會為救濟命令之裁量，課予雇主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義務，矯正雇主涉及勞工權利事項所為之不利決定，以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且為因應不同個案之具體情事及必要性，法律對於救濟命令之範疇及方法未為規範，顯然亦授權主管機關為裁量，衡情茍無裁量違法情事，法院為審查時，亦應予以尊重（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2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原處分或決定經判決撤銷後，機關須重為處分或決定者，應依判決意旨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01條及第21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被告雖有發布救濟命令，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處分權限，但並非漫無限制，仍不得違反強行法規或善良風俗，救濟命令之內容必須具體、確定、可能，應審酌裁決救濟制度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團體爭議權等基本權，以及透過此等保障來形塑應有的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並須符合為樹立公平勞資關係所必要及相當之裁量原則，如其所為救濟命令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行政法院即得依法予以撤銷，另由主管機關依行政法院判決意旨，重為適法之救濟命令。
　⒉查原裁決主文第3項係記載「依『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計算PEP績效獎金時，將參加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並發給附表二所列之參加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並將前開發給證明送交勞動部存查」。然而，原告變更後之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乃是新增「（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公式，已如前述，且依原告在裁決程序中之說明，其中所謂「特定比例」之詳細計算方式又分為：⑴若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標準時數，即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⑵若上班生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則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5』」。而被告於本院訴訟中具狀陳稱：原裁決主文第3項所謂「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扣除」，是指原告制定之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中公式「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的兩處「標準時數」都要扣除「公假時數」等語（本院卷第413頁）。則若依原裁決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上開計算式的兩處「標準時數」中扣除，將使有請會務公假之工會幹部相較於其他未請公務假之員工，受有不合理之更優越待遇。蓋因，PEP績效獎金計算公式為「（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其中位在該公式之分母（除數），若依救濟命令即為「(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則有請公務公假之工會幹部，其分母（除數）因此變小，則分子（被除數）除以分母（除數）所得出之商數會變大，所計算出之PEP績效獎金亦隨之連動而變大。舉例而言，以每周標準工時40小時而言，一名工作50小時的員工（即加班10小時），就「〔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部分，所得為0.25【計算式：〔50－(40－0)〕÷(40－0)＝50－40÷40=10÷40=0.25】，然而僅工作30小時（同樣加班10小時），並請會務公假20小時之工會幹部，其「〔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部分，卻可獲得0.5之結果【計算式：〔30－(40－20)〕÷(40－20)=〔30－20〕÷20＝10÷20＝0.5】，形成同工不同酬之不平等待遇。但工會法之目的僅在保障勞工不因參與工會而受不利益之待遇，以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並非使得工會幹部受有優於一般非工會幹部員工之待遇，由此可見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的適用結果，反而是過度有利於有請會務假之工會幹部，已逾越被告為樹立公平勞資關係的正常運作所必要及相當之程度，核與比例原則有違。
　⒊且被告另陳稱：本案確有以救濟命令去調整PEP績效獎金公式之必要，始能避免雇主將會務公假時數視為勞工沒有貢獻時數，導致適用PEP績效獎金辦法的勞工因實質薪資減少而降低參與工會會務之意願；如本院認該救濟命令恐造成請會務假勞工可能得到「優於」其他勞工之PEP績效獎金，而認應改採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較妥，亦請本院依法調整；蓋若改採不變動標準時數，而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算法，以原告所舉之例而言，若以每周標準工時40小時，一名工作50小時的員工（即加班10小時），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得出0.25【計算式：〔（50＋0)－40〕÷40＝10÷40＝0.25】；而請會務公假20小時、工作30小時(同樣加班10小時）之工會幹部，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亦得出0.25【計算式：〔（30＋20)－40〕÷40＝10÷40＝0.25】等語（本院卷第414頁）。由此可見，被告既稱作成救濟命令之目的係為避免雇主將會務公假時數視為勞工沒有貢獻時數，則其並非不可選擇命原告將「會務公假時數」併計入「生產時數」之救濟方式，相較之下，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所採取調整PEP績效獎金公式中之「標準時數」，顯非達到其所欲樹立本件之公平勞資關係抑或回復受侵害勞工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正常運作之必要方法，而有上述瑕疵可指，致有不符比例原則之情形，核屬裁量濫用之違法。又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雖因有上述違法而應撤銷，惟因相關法律對於救濟命令之範疇及方法未為規範，裁決會認定原告之上述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時，究應發布何種救濟命令以迅速排除該不當勞動行為，回復受侵害勞工之領受PEP績效獎金相關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裁決會仍享有本於本件具體個案之公平勞資關係所必要、相當之裁量原則，另為適法及妥當的救濟命令之裁量權限，其裁量並未達減縮至零之程度，本院自無從代裁決會為救濟命令。是以，原告主張如本院認應改採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較妥，亦請本院依法調整云云，係於法無據，並非可採。
　⒋此外，原告於本院訴訟中具狀陳稱：原裁決附表二所列參加人理監事，其中殷世明屬倉運人員，其月倉運PEP績效獎金金額計算方式為「同仁計算獎金基礎金額（即月薪×l2×8.33%）×KPI得分」，而該獎金評核指標主要包含出勤時數、工作配合度、工作態度，以及工作效率等面向，由主管綜合考量後提案當月KPI得分，並經由再上層主管審核以決定同仁KPI分數；陳蓁蓁因負責供應規劃，為間接人員，領季獎金，季獎金發給與實際生產時數無關等語（本院卷第397至398頁），並提出季獎金指標資料以佐其說（本院卷第407頁）。又參加人亦於本院訴訟中具狀陳稱：殷世明的薪資明細中，有「月PEP」項目，但殷世明並不清楚其「月PEP」項目計算方式與其他人員之PEP績效獎金有何不同；陳蓁蓁的薪資明細中，並無「月PEP」項目，但有「季PEP獎金」項目及金額，陳蓁蓁並不清楚其薪資明細「季PEP獎金」計算方式與其他人員之PEP績效獎金有何不同等情（本院卷第421頁）。由此可知，陳蓁蓁所領得之季獎金並非按月依「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計算得出，則原告自無重新計算並補發給陳蓁蓁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之問題，況且既然殷世明迄至本院審理時仍不清楚其「月PEP」項目計算方式究與其他人之PEP績效獎金有何差異，陳蓁蓁亦不清楚其薪資明細「季PEP獎金」計算方式究為何，衡情其等自無可能於裁決程序中就月PEP績效獎金為放棄或反對受救濟之表示。由此可見，裁決會在作成本件救濟命令之前，顯未就參加人理監事所擔任的工作內容逐一為調查，且未詳細區辨原裁決附表二所示參加人理監事所領績效獎金之具體評核標準未盡相同，並非可一體適用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以計算其等之績效獎金，以致原裁決並未將不適用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參加人理監事予以明示排除在救濟命令之外，以使其救濟命令之內容更臻具體、確定及可能，俾供原告日後之履行。基上，益徵裁決會於裁決程序並未詳實調查，即以查無其他任何參加人理監事有反對受救濟之意思表示為由，決定逕命原告依裁決會所作上述救濟命令之方式，據以重新計算並發給原裁決附表二所列之參加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實屬恣意之裁量。
七、綜上所述，原裁決決定主文第1項、第2項，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被告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2項規定作成之原裁決主文第3項部分，係有上述違誤，原告請求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又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部分既經撤銷，回復至參加人向被告申請裁決之程序時被告尚未依職權作成救濟命令之狀態，應由被告依本院判決見解，另為內容具體、確定、可能並合義務性裁量之適法救濟命令，自不待言。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
    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淑婷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弘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1年度訴字第1012號

112年7月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台灣百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謝長安（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  律師

            葛百鈴  律師

            吳宗奇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許銘春（部長）

訴訟代理人  徐婉蘭  律師

參  加  人  台灣百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工會

代  表  人  邱泰亮(理事長)

訴訟代理人  郭家祺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110年勞裁字第40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裁決決定主文第三項部分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參加人於民國110年11月8日（被告收文日）主張原告於109年變更生產力獎金辦法以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因此導致原告減少發給參加人理事長邱泰亮（下稱邱君）109年生產力獎金及110年2月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P績效獎金等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向被告提起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申請。嗣經被告所屬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裁決會）110年5月27日110年勞裁字第40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下稱原裁決）：「一、確認相對人（即原告，下同）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二、確認相對人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發給申請人（即參加人，下同）代表人邱泰亮各月份如附表一所列PEP績效獎金金額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三、相對人應於本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依『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計算PEP績效獎金時，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並發給附表二所列之申請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並將前開發給證明送交勞動部存查。四、申請人其他裁決申請駁回。」原告不服原裁決關於主文第1項、第2項及第3項部分，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1項規定，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規定提出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請求，準用工會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參加人應於知悉之次日起90日內提出裁決申請。原裁決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形同讓未於法定90日申請裁決期間內提出裁決申請之其他參加人理監事，藉由該救濟命令之發布達到相同目的，等同架空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2項除斥期間規定之功能，應予撤銷。

　㈡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04號判決意旨，工會對於個別勞工因參加工會活動而受到不利益待遇，究有何工會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若無，即無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或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申請權，同條項第3款、第4款亦同。本件依據參加人主張，係因邱君之PEP績效獎金金額減少，而主張原告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從參加人裁決申請書觀之，參加人並未具體敘明其有何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工會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亦無具體敘明有何工會活動受到影響，其申請法律上顯無理由。

　㈢原裁決主文第3項部分，顯係就當事人未請求裁決、辯論之事項而為裁決，有違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⒈參照本院104年度訴更二字第45號判決，裁決決定之救濟命令，並非毫無限制，而應遵守相關法律原則，否則即與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本件裁決時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辦法所規定之正當法律程序，除要求裁決委員於調查終結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將當事人所為聲明或陳述之要點記載於調查報告，將調查報告送交裁決會外，尚有要求裁決會作成裁決決定前，應通知當事人以言詞陳述意見進行詢問程序，則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程序實已至少具備準司法機關之性質。

　⒉參加人自始僅針對邱君之每月PEP績效獎金為請求，從而縱使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3月之期間，按月隨工資發給邱君的每月PEP績效獎金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並請求被告作成「相對人發給申請人代表人邱君之每月PEP績效獎金，在工會理事長任期內（即109年2月27日起至113年2月26日止），應不得低於109年10月份以前之平均金額」之救濟命令。然被告之救濟命令亦僅得於糾正此部分之支配介入的效果，或為回復正常的集體勞資關係秩序而加以發布救濟命令，然並非得逸脫當事人請求裁決事項而為救濟命令之發布。

　⒊被告所援引之旭ダイヤモンド工業事件，日本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昭和61年6月10日判決，係該工會已針對其工會會員請求救濟時，始得在勞工無積極反對之情況下加以請求。本件不僅係參加人之其他理監事並未同時提出裁決申請，參加人更從未曾針對其他理監事之部分請求被告做成相關之救濟命令（蓋每位工會理監事狀況請會務假狀況未必相同，自應先經原告與參加人在裁決程序進行攻防，裁決庭亦應就此部分為調查後，由原告與參加人於裁決詢問程序為陳述），原告亦無從在裁決調查及詢問程序，針對參加人之其他理監事之PEP績效獎金發放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或應為如何之救濟命令陳述意見並為辯論，原裁決顯已有違正當法律程序。被告逾越參加人之請求裁決事項之範圍而作成救濟命令，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逕命原告將參加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並發給包含殷世明在內之原裁決附表二所列之申請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未能給予原告與參加人在裁決程序進行攻防，逕就未受當事人請求裁決辯論之事項而為裁決，有違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㈣原裁決主文第1項、第2項認定原告構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確有違誤：

　⒈原告係因應11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嚴重之缺工危機，為鼓勵所有作業員積極投入生產以彌補短缺之人力，針對國內生產線之作業員部分，原告公司即將原先之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調整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其中「特定比例」之詳細計算方式如下：若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標準時數，即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惟若上班生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則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5』」。上開計算公式所增加之「+『（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部分，係在獎勵產能貢獻度更大的員工，此處唯一之標準乃客觀上個人投入生產時數之指標，且完全一體適用於原告全部之生產作業員，亦即包含邱君和其他所有非工會會員之作業員。

　⒉就PEP績效獎金辦法部分，係原告用以提高及獎勵作業員投入生產之誘因制度，以彌補人力短缺之問題，並使作業員投入之產能貢獻可以直接反映在其PEP績效獎金之上，且原告與參加人間先前亦無達成變更獎金計算方式必須先與工會協商之任何協議，自無先與工會協商之必要，亦為參加人所自承，顯見PEP績效獎金確係專屬於原告營業決策之事項，應尊重原告經營管理之利益衡量。並不構成對於勞工擔任工會職務，而為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亦無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活動。況PEP績效獎金本來就是依照各該員工之績效而發給，參加人自承邱君於108年10月份因個人心肌梗塞裝置血管支架而無法加班，此更與原告之PEP績效獎金之計算方式調整無關，參加人不得請求原告應給予邱君如同請求裁決事項第2項之與其貢獻度顯不相當之PEP績效獎金。

　⒊此外，原裁決所引用之日本シェーリング救済命令取消東京地方法院平成2年3月8日，其案例事實乃將「出勤率80%」作為調整薪資之要件，因該案例係將會務公假納入調整薪資之考慮因素，而薪資乃基本勞動條件，故可能構成工會法第35條。反觀本件，邱君縱使請再多會務公假，其每月所受領之薪資並不會因此受到影響，已符合工會法就工會理監事為辦理會務予以會務公假之立法意旨相符。然工會法所規範之會務公假亦應僅限於此有關工資給付之部分，亦即會務公假之保障並不及於其他非工資之獎金，蓋會務假並非要使「請會務假實質上工作量、表現較少、貢獻度較低的勞工，得以此等績效表現，取得比其他勞工相同甚至更好的獎金福利、業務發展與升遷機會」。換言之，PEP績效獎金僅是在反映各該勞工對原告公司之實質貢獻，蓋原告主要之獲利係依靠勞工投入工時、產出商品進而販售，則未投入工時於生產活動一事，自然應該反映在PEP績效獎金。從而，被告裁決決定所引用之日本シェーリング救済命令取消東京地方法院平成2年3月8日，與本件事實迥然不同，自不應比附援引。

　㈤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僅記載「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原告雖認為救濟命令尚未清楚，然為了避免遭受裁罰，採取原公式中被除數與除數中之「標準時數」，皆扣除「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之計算方式。則依此計算方式理解原裁決主文第3項，將使有請會務公假之工會幹部相較於其他未請公務假之員工，受有不合理之更優越待遇，形成同工不同酬之不平等待遇，此與工會法之目的有違。顯見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已逾越樹立公平勞資關係之必要性及相當性，而嚴重偏頗有請會務公假之工會幹部。　

　㈥況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後，除邱君外，幾乎所有參加人理監事所獲得之PEP績效獎金皆有所增加（除林文琪外），可證明PEP績效獎金辦法修正並未導致參加人理監事因請會務假處理工會會務，而受到不利之待遇。且係優於依110年變更前之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所計算出之PEP績效獎金，該8名工會幹部亦取得各自之獎金明細而知悉上情，且其等並未曾有向原告為放棄上述利益之意思表示，是原裁決救濟命令不得逕命原告針對上述10位工會幹部重新依救濟命令計算PEP績效獎金，否則有逸脫當事人請求裁決事項而為救濟命令發布之違誤。

　㈦聲明求為判決：原裁決決定主文第1項、第2項及第3項部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工會的存在是為團結勞工，乃工會法第1條明文揭櫫之立法目的，同法第35條第1項之各款規定，也是在維護勞工的團結權，所以工會與其會員（勞工）間的利益，本即有所重疊，難以區隔。以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即知工會也是直接受害，因此，勞工及工會均應有申請人資格。

　㈡原裁決主文第1項認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⒈工會法第36條第2項規定明定會務假為公假，依勞工請假規則第8條及第9條規定，應給予公假者，雇主應照給工資且不得扣發全勤獎金，期使企業工會之理、監事有申請公假辦理工會會務之意願，進而促進企業工會之組織及發展。原告從110年2月起，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標準公式中之「月KPI」，系爭計算公式所增之加扣項部分，就所設定的「標準時數」，並未扣除會務公假時數，必將使請會務假的理、監事陷於難達「標準時數」而實質薪資收入減少之不利狀態，有害渠等請會務假去處理工會事務之意願，有違工會法第36條第2項賦予會務假為公假之立法目的。

　⒉為保障勞工集體勞動權，雇主在考勤上本即應將會務公假時數納入考量，以免對請會務假處理工會會務之理監事產生實質薪資減少之不利對待，有害渠等處理工會會務之意願，不利工會之組織與發展。被告裁決會作出主文第3項救濟命令，就是為了衡平原告在考勤上未將會務公假時數納入考量之不利對待。原裁決認定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及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自無被撤銷之理由。

　⒊原告對PEP績效獎金之計算方式修正，就其變更後所設定的「標準時數」未扣除會務公假時數，已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故其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發給邱君各月份如附表一所列PEP績效獎金金額之行為，自亦屬不當勞動行為。原裁決主文第2項認原告上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認事用法亦無違誤。

　㈢原裁決之救濟命令並未逾越裁量權：

　⒈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1項、第2項規定，裁決會「得」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處分（即救濟命令），且前提是裁決會肯認申請人之請求裁決事項成立，若裁決會駁回請求裁決事項，自無作成救濟命令之理。再者，勞資爭議處理法對於裁決救濟命令之方式，未設有限制，裁決會享有廣泛之裁量權，不受當事人請求之拘束，亦無「辯論程序」之規定。故假設在被告裁決會肯認申請人請求裁決事項成立之情況下，其是否核發救濟命令？或核發何種內容之救濟命令？仍須個別裁量。非謂被告裁決會一旦肯認申請人之請求裁決事項成立，即「應」按申請人之請求核發救濟命令。

　⒉參加人之請求裁決事項第5項為「相對人發給申請人代表人邱君之每月PEP績效獎金以及年度生產力獎金，在工會理事長任期内（即109年2月27日起至113年2月26日止），應不得低於109年10月份以前之平均金額」，屬救濟命令之請求，對裁決會並無拘束力，僅屬建議性質，裁決會乃參考日本旭ダイヤモンド工業事件，日本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昭和61年6月10日判決，考量於本件中，邱君以參加人代表人身分表明救濟之意，參加人理事林麗娟亦擔任參加人代理人，復查無其他任何參加人理監事有反對受救濟之意思表示，爰作成原裁決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自無被撤銷之理。

　⒊至原告宣稱，除參加人理事長外，其他理監事並未要求補給PEP績效獎金差額，原裁決之救濟命令有過度裁量云云。惟原裁決主文第3項發布之救濟命令，係在回復主文第1項之勞資關係，不問參加人有無提出主文第2項的裁決申請，均不影響該救濟命令的內容。

　⒋另從原告在裁決程序中提出之理監事會務假時數，加入理事長邱君在同一時期（109年3月至111年2月）的會務假時數，將二者彙整後整理統計分析後，可證明110年2月原告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後，除吳福祥、呂杏娟、林文琪及邱君的會務假時數有增長外，其餘8名理監事的會務假時數都下滑，導致全年度請會務假的時數更加集中於邱君一人身上；全體理監事會務假時數加總也較前一年度減少，顯不利於工會組織之發展與運作。故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所發布之救濟命令確有其必要。　

  ⒌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所謂「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扣除」，是指原告制定之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中公式「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其中的兩處「標準時數」都要扣除「公假時數」。該救濟命令之所以採調整「標準時數」而非採調整「生產時數」，係認為即便如原告聲稱會務假不能代表生產時數，但至少在標準時數的設定中也應將會務假時數排除，方不至於產生不利待遇。如本院認該救濟命令恐造成請會務假勞工可能得到「優於」其他勞工之PEP績效獎金；而認應改採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較妥，亦請依法調整。蓋若改採不變動標準時數，而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算法，以原告舉例而言，以每周標準工時40小時而言，一名工作50小時的員工（即加班10小時），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得出0.25【計算式：〔（50＋0)－40〕÷40＝10÷40＝0.25】。而請會務公假20小時、工作30小時(同樣加班10小時）之工會幹部，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亦得出0.25【計算式：〔（30＋20)－40〕÷40＝10÷40＝0.25】。本案確有以救濟命令去調整PEP績效獎金公式之必要，始能避免雇主將會務公假時數視為勞工沒有貢獻時數，導致適用PEP績效獎金辦法的勞工因實質薪資減少而降低參與工會會務之意願。

　⒍工會法之目的在保障勞工不因參與工會而受不利益之待遇，故原告110年變更後之PEP績效獎金計算法，即便對大部分勞工而言可能優於110年變更前之計算法，但如其會導致參與工會的勞工因會務假時數而受有實質薪資受損之不利益待遇時，仍受工會法第35條的規範。仍以一名請會務公假20小時、工作30小時(同樣加班10小時）之工會幹部為例，如未將會務公假時數加計入生產時數，就「（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就會得出負數-0.25之結果【計算式:（30－40)÷40＝-10÷40＝-0.25】。而且會務假時數越多者，用該計算式得出的數據就會越差，導致實質薪資收入也變得越差。倘該工會幹部要得到同樣的0.25數字，就必須要另外再多加班至等同其會務公假時數的20小時。其結果將導致工會幹部請會務假來投入工會事務之意願降低，有害工會會務之進行。

　㈣為此，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參加人陳述略以：

　㈠裁決會係具專業及獨立性之專家委員會，就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決定應有判斷餘地，法院審查時應予以尊重。本件於裁決程序中，歷經調查會議5次、詢問會議1次，並有傳喚證人，勞資雙方均已充分攻擊防禦及辯論、裁決會亦詳盡調查後做出裁決，並無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規違誤之情形，原告之訴難認有理由。

　㈡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辧法，原告並無須先經過參加人同意。參加人工會理事長與其他理監事辧理會務，是以有實際會務辧理需要時，才向原告申請會務公假，而且需檢附證明。本次PEP績效獎金計算方法變更後造成獎金會隨會務公假時數而減少，參加人工會的理事長及理監事也不能因此放著會務不管，為了工會能正常運作，仍然依實際需要去申請會務公假。在論理上，由於不利益待遇也是對於工會之侵害行為，蓋不利益待遇將使工會會員減少參與工會活動的意思，結果上將對於工會之組織與活動將產生重大影響，故應肯定工會亦得為不利益待遇之申請人，故參加人應有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申請權。

　㈢原告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⒈雇主基於勞務提供程度之差異或實際出勤之日數，訂定考核標準及方式，雖非不可，惟不得將法律上保障之假別納入其中，而為較差之評價並予不利之待遇。對此，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36條第2項及勞工請假規則第8條與第9條規範，勞工依法令規定應給予公假者，工資照給且雇主不得扣發全勤獎金，於會務公假期間，雇主乃是免除請會務假之勞工的工作義務而續付工資，並非是給付其因辦理會務之對價，而有工資照給之規範，以防止勞工因懼於工資遭減損而不願承擔員工代表之職務，並保障勞工不因申請會務公假以參與工會活動而受到不利之待遇。而所謂不利之待遇，至少包含有關勞動關係之締結維持，或勞動條件之給與，為與勞動關係或條件直接相關且可由雇主發動主導以致勞工遭受不利益者而言。

　⒉既然工會會務假基於保障工會活動及辦理日常會務之目的而受法律所保障，故縱使雇主基於其企業管理權限可得制定員工之績效考核標準，在標準之制定中，亦應考慮到工會幹部辦理會務而請會務假之法律保障而有所相應之處理，不可僅將其視為一般缺勤並進而予以不利益待遇。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在「個人分數」的指標上僅考量個人投入生產時數（實際時數），並無其他額外因素，則若工會理監事申請會務假，將必然導致生產時數較無申請會務假之員工為少的結果，則在生產時數低致「『（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得出負數結果下，員工將得出更差之獎金績效分數。

　⒊再者，原告將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日數列為未出勤日數之計算方式，將使會務公假期間之缺勤，相較於過往之績效標準，受到更不利之評價。而將造成參加人代表人以及其他理監事，在辦理會務向雇主請會務公假時，更產生可能會因此薪資獎金減少之心理壓力，而相較於自104年以來之績效標準更致使其降低參與工會會務意願及產生寧願少辦理會務之後果，豈非容任雇主以操作報酬給付之方式，來左右勞工參與工會之意願，從而使工會法第36條第2項對於企業工會會務公假保障之立法目的喪失，而形同虛文。故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顯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㈣原裁決之救濟命令並無逾越裁量：

　⒈裁決會已認定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並據以計算並發給邱君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P績效獎金之行為，分別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則原告自不宜繼續執行該新版PEP績效獎金計算辧法，以免對於工會之組織與活動將繼續產生不當之影響，因此，裁決會命原告應於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依「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計算PEP績效獎金時，將參加人工會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發給其附表二所列之參加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並將前開發給證明送交被告存查，均屬保障及回復勞工權益之必要處置措施，既符合救濟命令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2項立法目的，亦具公平性合理性。

　⒉雖工會理監事並未同時提出裁決申請，但考量不利益待遇也是對於工會之侵害行為，蓋不利益待遇將使工會會員減少參與工會活動的意思，結果上將對於工會之組織與活動將產生重大影響，故於工會基於其固有救濟利益申請救濟時，即使涉及個別勞工勞動契約上之權益，只要該勞工未積極地為放棄權利的意思表示，裁決會為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對工會的支配介入效果，必要時仍得命雇主回復個別勞工之權益。於本件中，邱君以工會代表人身分表明救濟之意，參加人理事林麗娟亦擔任代理人，顯無積極放棄救濟之意思，復查無其他任何參加人理監事有反對受救濟之意思表示，故本件救濟命令之內容，應屬適當。

　⒊依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的意旨，計算公式中分子及分母要素中的「標準時數」，同時都需「將參加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並非只有做為分母要素中的標準時數須將會務公假時數扣除，顯然已有充分考量公平原則等語。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列爭執事項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參加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書（原裁決卷第1至6頁）、原裁決（本院卷107第至158頁）等影本在卷可稽，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㈠參加人請求裁決事項是否已逾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2項規定之90日申請期間？㈡原裁決認事用法是否有誤？㈢原告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㈣若成立不當勞動行為，則原裁決之救濟命令是否有裁量濫用之違法？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規定：「（第1項）勞工因工會法第35條第2項規定所生爭議，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第2項）前項裁決之申請，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2項規定之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90日內為之。」第5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及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39條、第40條、第41條第1項、第43條至第47條規定。（第2項）前項處分並得令當事人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此為有關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之規定，其立法目的旨在確實保障勞工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避免雇主以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行使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除對於具體個案認定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外，尚藉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方式，以為快速有效之救濟命令，俾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查參加人係於110年11月8日（被告收文日）向被告為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主張原告於109年變更生產力獎金辦法以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因此導致原告減少發給參加人理事長邱君109年生產力獎金及110年2月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P績效獎金等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且陳稱：原告變更PEP績效獎金之計算公式，並未先公告周知，參加人直至110年9月1日臺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時，由原告代理人即人事經理周芸竹具體說明PEP績效獎金變更之計算公式始知悉等情，此有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書暨附件、上開勞資爭議調解記錄及周芸竹出具之說明書（獎金勞資爭議資方主張）在卷可稽（見原裁決卷第1至15頁）。而原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因對其而言，PEP績效獎金是基於自己的權限給予的優惠獎金，一切調整都是基於營運的考量，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時並没有公告，是參加人理事長拿到薪資單時發現獎金數字大幅下降才感覺有變更，故其就參加人於110年11月5日提起本件裁決申請並未逾90日法定期間乙事不再爭執等語（本院卷第444至445頁之筆錄）。基此，原裁決認定參加人知悉原告每月PEP績效獎金變更之時點，應以110年9月1日為準，參加人於110年11月8日提出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並未逾90日申請期間之規定，係於法有據，應堪認定屬實，合先敘明。

　㈡次按「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一、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工會法第3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本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所稱其他不利之待遇，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亦有明定。依此可知，工會法第35條係為保障勞工之團結權，及保護團體協商功能之發揮，對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人之行為限制規定；其第1項第1款之規定，係為避免雇主對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為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其他不利之待遇；其第1項第5款之概括性規範，乃為避免雇主以其他不當方式影響、妨礙工會成立、組織或活動，致妨礙工會運作及自主性。再按工會法第35條第1第5款規定：「雇主不得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該禁止支配介入之行為本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雇主之主觀意思已經被置入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只要證明雇主支配介入行為之存在，即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不需再個別證明雇主是否有積極的意思。此由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僅以客觀之事實作為要件，而無如同條項第1款、第3款、第4款以針對勞工參與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之主觀意思要件即明(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63號判決意旨、106年度判字第222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祇要從該勞資關係之脈絡中可以推知雇主對於其行為可能造成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之結果有所認識，即為已足。

　㈢原告雖主張：參加人係因邱君之PEP績效獎金金額減少而申請裁決原告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但並未具體敘明其有何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工會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亦無具體敘明有何工會活動受到影響，其為本件不當勞動裁決申請，法律上顯無理由云云。惟依前揭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1項、第51條第1項規定之文義，得就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規定所生爭議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者，固以受不當勞動行為之「勞工」為限，惟因工會係由勞工所組成之社會團體，勞工參與工會組織及活動，為行使憲法所保障之結社及集會自由暨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之具體表現，可知，工會組織及其活動為勞工之集合體及其集體意志之展現。而工會法有關不當勞動行為禁止之立法目的，旨在避免雇主以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行使上開自由權利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故於參與工會組織或活動之勞工遭受不當勞動行為時，工會亦將因而受有直接之侵害，則基於上開立法目的及舉輕以明重之法理，工會自得類推適用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1項、第51條第1項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106年度判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參與工會組織或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之勞工，受有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不利益待遇，將使工會會員減少參與工會活動，對工會組織與活動將產生重大影響，亦屬對工會之侵害行為，因認工會亦得申請裁決。是以，本件參加人以原告於109年變更生產力獎金辦法以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因此導致原告減少發給參加人理事長邱君109年生產力獎金及110年2月至111年2月期間各月份PEP績效獎金等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向被告提起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核屬於法有據，為適格之申請人。

　㈣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⒈原告主張：其為因應11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嚴重之缺工危機，自110年2月起對PEP績效獎金之計算方式的修正，係為鼓勵所有作業員積極投入生產以彌補短缺之人力，係完全一體適用於原告全部之生產作業員，且參加人代表人理事長所屬之同一生產線部門之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在原告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後，渠等之月PEP績效獎金平均相較於原先之計算方式亦有所增加，並非針對參加人代表人理事長身分或因參加人代表人請會務假特意量身制定之規範，且原告與參加人間先前亦無達成變更獎金計算方式必須先與工會協商之任何協議，自無先與工會協商之必要，顯見PEP績效獎金確係專屬於原告營業決策之事項，應尊重原告經營管理之利益衡量，而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

　⒉經查，就原告之PEP績效獎金之計算辦法，其公式區分為新制及舊制：前者為月薪x12個月×8.33%+12個月×月KPI；後者則為月薪×13個月×8%＋12個月×月KPI。就本件所爭執之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更改，係原告變更公式中績效計算標準（即月KPI)，由104年以來之PEP績效獎金之KPI，即績效計算方式：「『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於110年2月起修正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一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細譯本件PEP績效獎金計算標準（即月KPI)之變更，為在原本104年以來「『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之公式上，加上『（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之公式，其中之「團體分數」的指標包含PlantKPI、TeamKPI、SafetyKPI等三項指標，而在考量員工個人工作狀況的變項上，其中「個人分數」的指標則依據個人投入生產時數，亦即PEP績效獎金個人分數20%的部分僅考量個人生產時數（實際服勞務時數），並無其他額外因素。再者，關於「特定比例」之計算，又區分「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雇主設定之標準時數」以及「上班生產時數大於雇主設定之標準時數」，若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標準時數，即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若上班生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則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5』」。依照該公式之邏輯，若勞工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雇主設定標準時數時，在公式計算下，因為『（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會得出負數結果，是故若其他條件相同情況下，會相較於104年以來「『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之公式，得出更差之獎金績效分數。反之，上班生產時數大於雇主設定之標準時數則會得到比變更前更多之獎金。

　⒊雖然雇主基於勞務提供程度之差異或實際出勤之日數，訂定考核標準及方式，並非不可，惟不得將法律上保障之假別納入其中，而為較差之評價並予不利之待遇。而按工會法第36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工會之理事、監事於『工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第2項）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前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全日，其他理事或監事得於每月50小時之範圍内，請公假辦理會務。」而依勞工請假規則第8條與第9條之規範，勞工依法令規定應給予公假者，工資照給且雇主不得因勞工請公假而扣發全勤獎金，上開立法均為立法者透過法律之明文保障，賦與企業工會之理、監事申請公假以辦理會務之權利，以促進企業工會之組織與發展。於會務公假期間，雇主乃是免除請會務假之勞工的工作義務而續付工資，並非是給付其因辦理會務之對價，而有工資照給之規範，以防止勞工因懼於工資遭減損而不願承擔員工代表之職務，並保障勞工不因申請會務公假以參與工會活動而受到不利之待遇。且所謂不利之待遇，並非只限於減薪、降調等，尚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規定參照）。依此，既然會務假基於保障工會活動及辦理日常會務之目的而受法律所保障，故縱使雇主基於其企業管理權限可得制定員工之績效考核標準，在標準之制定中，亦應考慮到工會幹部辦理會務而請會務假之法律保障而有所相應之處理，不可僅將其視為一般缺勤並進而予以不利益待遇。換言之，正當的工會活動、罷工權、團體協商權之行使係憲法或工會法所承認之當然權利的行使，以此等事項所致之未服勞務做為計算勞動率之基礎，係對勞動者的前揭權利行使為顯著之限制，影響工會發展，對勞工直接為不利之對待，難認具有合理性。依上開意旨，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在「個人分數」的指標上僅考量個人投入生產時數（實際服勞務時數），並無其他額外因素，若工會理監事申請會務假，將必然導致其等之「生產時數」較無申請會務假之員工為少的結果，則在生產時數低即導致「（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得出負數結果下，員工將得出更差之獎金績效分數。而原告對於勞工個人總分數之評定結果，將關係到勞工PEP績效獎金之領取，若原告因其員工申請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日數列為未出勤日數，而給予績效考核上較差之評價（相較於過往之績效標準），受到更不利之評價，自當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禁止之不利益待遇之不當勞動行為。

　⒋原告尚主張：會務公假之保障並不及於其他非工資之獎金，會務假並非要使請會務假實質工作量、表現較少、貢獻度較低的勞工得以此等績效表現，取得比其他勞工相同甚至更好的福利云云。惟按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查原告既坦稱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是反映各勞工對原告之實質貢獻，投入工時於生產活動多寡會反映在PEP績效獎金多寡，由此可知，PEP績效獎金，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核屬經常性給與，符合前揭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定義。而工會法第36條明文對於給予會務公假之保障，目的並非在要求取得比其他勞工更好的福利，而是要求雇主不能將因請會務假以致未服勞務做為計算其勞動率之基礎。本件原告將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日數列為未出勤服勞務日數之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將使會務假期間之缺勤，相較於過往之績效標準，受到更不利之評價，並將造成參加人代表人以及其他理監事，在辦理會務向雇主請會務公假時，更產生可能會因此PEP績效獎金減少之心理壓力，而相較於自104年以來之績效標準，更致使其等降低參與工會會務之意願，及產生寧願少辦理會務之後果，且若雇主一方面給予勞工會務假，另一方面又以勞工提供之勞務較未申請會務假時少，從而評定員工之貢獻度較低而影響員工之報酬，豈非容任雇主以操作獎金報酬給付之方式，來左右勞工參與工會之意願，從而使工會法第36條第2項對於企業工會會務公假保障之立法目的喪失，故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對行使會務假之工會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造成顯著之限制，其後果將造成原告員工不願意申請會務假以推展參加人之工會活動，核屬對工會組織或活動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之行為，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是以，原告上開主張，係其一己主觀之見解，並非可採。

　⒌酌以參加人提出之「邱君請假紀錄與月PEP對照表」（原裁決卷第7至8頁），其中109年度以及110年度之月PEP績效獎金對照表，參加人代表人邱君之月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於110年2月變更前，數額平均每月皆高於3,000元，但於原告110年2月變更計算方式後，卻突降至每月平均不超過兩千元。再觀之原告所提出之參加人工會理監事會務假時數表（原裁決卷第412頁）可知，參加人理監事吳福祥、呂幸娟、林文琪、林麗娟、邵純麗、殷世明、張淑琴、陳牡丹、陳蓁蓁、黃鈺涵、楊玉芳等11人之各月份所請會務假時數，有不少均為0小時，而參加人代表人110年2月迄次年2月間每月會務假少則32小時，多則有128小時。由此可知，在參加人代表人在擔任工會理事長後，主要負責辦理工會會務，故其會務假時數遠高於其他工會幹部。基此，變更後之月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因為其在月KPI計算之個人分數部分，僅考量個人生產時數，故在參加人代表人會務假時數顯高於其他工會幹部之情況，當然將導致其相對於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在110年2月起有所大幅縮減。而參加人代表人邱君於工作時間內為辦理會務而向被告請公假時，有依勞工請假規則辦理請假手續，此有原告提出之邱君109年1月-111年2月會務假記錄在卷可稽（原裁決卷第115至119頁），是原告對於參加人代表人邱君會務假時數遠高於其他工會幹部乙節，自應知之甚詳，則原告對於邱君因所請會務公假之法定假別日數被列為未出勤在生產線服勞務之生產日數，會導致其相對於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在110年2月起有所大幅縮減，而受不利益對待乙事，自應有所認識。是以，儘管參加人其他工會幹部之月PEP績效獎金較原先之計算方式或有所增加，但因其他工會幹部之會務假時數顯少於參加人代表人之事實，此有原告提出之參加人理監事PEP獎金計算比較表、參加人理監事PEP獎金計算比較明細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363頁、第401至405頁），故仍不得依此即認月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變更與會務假無關而不構成不利益待遇。從而，原告主張變更後之月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不會使勞工擔任工會職務而有不利待遇云云，乃是以偏概全，實無可採。

　⒍至原告主張110年2月起修正之PEP績效計算標準係為因應11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嚴重之缺工危機，而為鼓勵所有作業員積極投入生產以彌補短缺之人力，完全一體適用於原告，並無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意圖云云。惟如前開所述，工會法上不利益待遇之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不以故意為限，只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即為已足。基此，原告自承PEP績效獎金績效標準中個人分數，並不區分會務公假時數而一律以個人投入生產時數作為指標（原裁決卷第15頁、第374至375頁），而在績效標準於110年2月起變更時，進一步擴大績效標準中實際出勤生產之時數對獎金發給之影響，實難謂原告對於110年2月起變更之PEP績效獎金標準，將有可能造成原告員工申請會務公假以推展參加人之工會活動之意願降低，而壓縮到工會辦理會務、工會活動之情形無所認識。是以，原告此部分主張，無足影響上述認定成立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與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的結果。

  ㈤原告發給參加人代表人邱君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期間的PEP績效獎金金額（詳如原裁決附表一所示）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⒈原告於110年2月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行為，乃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已如前述。而參加人代表人為參加人主要申請會務假以辦理會務之人，依該獎金之計算方式所給付之PEP績效獎金，難謂不會因此而有減少，並影響到參加人代表人辦理會務參與工會活動之意願。至原告主張參加人代表人係因於108年10月份個人心肌梗塞無法配合加班才導致獎金給付變低云云。然查，

　　觀諸參加人提出之邱君請假紀錄與月PEP對照表（原裁決卷第7至8頁）可知，邱君於109年12月及110年9月各該月所請公假及特休時數合計均為104小時，前者適用舊PEP績效獎金公式計算之月PEP績效金額為2,715元，後者適用變更後PEP績效獎金公式計算之月PEP績效獎金金額則為2,003元，且自108年10月份至110年1月，邱君之月PEP績效獎金金額均未低於110年2月至同年10月各月之月PEP績效獎金金額。由此足徵，邱君之PEP績效獎金給付自110年2月起變低，並非肇因於邱君個人心肌梗塞無法配合加班所致。

　⒉經細譯前開「『（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之公式可知，加班固然會對於PEP績效獎金之影響，使得生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每月160小時）而增加額外的績效，然而，就算未加班，若其他條件相同（亦即無其他請假時數之變異因素影響）之情況下，理應亦只會使得績效持平（亦即生產＜到勤服勞務＞時數與標準時數，二者相減差數等於零，則上開差數乘上特定比例恆等於零（0×特定比例＝0，不會得出正或負數結果），不會導致績效獎金金額變低。再參酌原告所提出之製造部加班時數統計（原裁決卷第380頁），其中2021年2月至12月之總加班時為92,420小時，又按原告所自陳其製造部截至2021年12月有336名員工（原裁決卷第393頁），依此計算原告製造部員工每月每人平均加班時數約為25小時（92,420小時÷11個月÷336人≒25小時），相較於參加人代表人所請之會務假時數，就算參加人代表人每月都加班至製造部門平均加班時數，另酌以參加人代表人邱君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期間所申請會務假之時數依序為48小時、80小時、72小時、40小時、40小時、32小時、64小時、88小時、128小時、96小時、80小時、72小時與48小時（原裁決卷第124至125頁），則依照變更後PEP績效獎金績效計算標準計算其獎金時，仍無法抵銷邱君因請會務假而不能依變更後PEP績效獎金辦法計入生產時數之不利影響。基此可知，造成參加人代表人減少獎金給付之原因，仍應係「（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之公式對於請會務假的額外影響，原告係將法律上所保障之會務假別納入計算PEP績效獎金標準的不利因子（亦即上班時數須扣減會務假時數之差數，才能計入生產時數），而為較差之評價並予不利之待遇。而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既陳稱：此次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只有變更生產線上的作業員PEP績效獎金，倉儲人員的PEP績效獎金沒有變更；對原告而言，PEP績效獎金是基於自己的權限給予的優惠獎金，一開始就沒有公告，一切調整都是基於營運的考量而調整等語（本院卷第444頁之筆錄）。依此可知，原告基於自身營運考量而變更PEP績效獎金計算方式後，其對該變更之適用對象、影響層面及效果，均已有所預見。由此益證原告對於110年2月起變更之PEP績效獎金標準，將有可能造成參加人代表人邱君因其為處理工會會務所申請公假時數，無法被納入實際出勤生產之時數，以致其所受領之PEP績效獎金變少之不利益，亦有所認識。從而，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發給參加人代表人邱君各該月份PEP績效獎金依序為1,796元、1,381元、1,215元、915元、1,355元、1,938元、1,887元、2,003元、653元、662元、820元、984元、1,040元（詳如原裁決附表一所示）之行為，應堪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⒊另就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按月計算並隨工資發給參加人代表人邱君的之每月PEP績效獎金，其計算公式在個人分數上僅考量實際「生產時數」，並未排除參加人代表人辦理會務之「會務假時數」，在此計算標準下將對於參加人幹部於往後申請會務假時，產生月PEP績效獎金縮減之不利影響，進而可能導致工會會員參與工會活動之意願降低，並因而壓縮到工會辦理會務、工會活動之情形。是以，堪認原告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2月之期間，按月隨工資發給參加人代表人邱君的每月PEP績效獎金之行為，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支配介入之不當勞動行為。

　㈥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係有裁量濫用之違誤：

　⒈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2項規定賦予主管機關得發布救濟命令，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權限。考量不當勞動行為態樣眾多，排除其侵害之方式不一而足，難以窮盡列舉，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除於具體個案認定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外，尚藉由賦予裁決會為救濟命令之裁量，課予雇主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義務，矯正雇主涉及勞工權利事項所為之不利決定，以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且為因應不同個案之具體情事及必要性，法律對於救濟命令之範疇及方法未為規範，顯然亦授權主管機關為裁量，衡情茍無裁量違法情事，法院為審查時，亦應予以尊重（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2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原處分或決定經判決撤銷後，機關須重為處分或決定者，應依判決意旨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01條及第21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被告雖有發布救濟命令，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處分權限，但並非漫無限制，仍不得違反強行法規或善良風俗，救濟命令之內容必須具體、確定、可能，應審酌裁決救濟制度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團體爭議權等基本權，以及透過此等保障來形塑應有的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並須符合為樹立公平勞資關係所必要及相當之裁量原則，如其所為救濟命令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行政法院即得依法予以撤銷，另由主管機關依行政法院判決意旨，重為適法之救濟命令。

　⒉查原裁決主文第3項係記載「依『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計算PEP績效獎金時，將參加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除，且據此重新計算並發給附表二所列之參加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並將前開發給證明送交勞動部存查」。然而，原告變更後之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乃是新增「（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公式，已如前述，且依原告在裁決程序中之說明，其中所謂「特定比例」之詳細計算方式又分為：⑴若上班生產時數未大於標準時數，即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⑵若上班生產時數大於標準時數，則為「『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15』」。而被告於本院訴訟中具狀陳稱：原裁決主文第3項所謂「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標準時數中扣扣除」，是指原告制定之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中公式「團體分數×80%」＋「個人分數×20」＋「（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如有加扣項並予以調整）的兩處「標準時數」都要扣除「公假時數」等語（本院卷第413頁）。則若依原裁決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將「申請人理監事之會務公假時數」自上開計算式的兩處「標準時數」中扣除，將使有請會務公假之工會幹部相較於其他未請公務假之員工，受有不合理之更優越待遇。蓋因，PEP績效獎金計算公式為「（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特定比例」，其中位在該公式之分母（除數），若依救濟命令即為「(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則有請公務公假之工會幹部，其分母（除數）因此變小，則分子（被除數）除以分母（除數）所得出之商數會變大，所計算出之PEP績效獎金亦隨之連動而變大。舉例而言，以每周標準工時40小時而言，一名工作50小時的員工（即加班10小時），就「〔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部分，所得為0.25【計算式：〔50－(40－0)〕÷(40－0)＝50－40÷40=10÷40=0.25】，然而僅工作30小時（同樣加班10小時），並請會務公假20小時之工會幹部，其「〔生產時數－（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會務公假時數)」部分，卻可獲得0.5之結果【計算式：〔30－(40－20)〕÷(40－20)=〔30－20〕÷20＝10÷20＝0.5】，形成同工不同酬之不平等待遇。但工會法之目的僅在保障勞工不因參與工會而受不利益之待遇，以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並非使得工會幹部受有優於一般非工會幹部員工之待遇，由此可見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的適用結果，反而是過度有利於有請會務假之工會幹部，已逾越被告為樹立公平勞資關係的正常運作所必要及相當之程度，核與比例原則有違。

　⒊且被告另陳稱：本案確有以救濟命令去調整PEP績效獎金公式之必要，始能避免雇主將會務公假時數視為勞工沒有貢獻時數，導致適用PEP績效獎金辦法的勞工因實質薪資減少而降低參與工會會務之意願；如本院認該救濟命令恐造成請會務假勞工可能得到「優於」其他勞工之PEP績效獎金，而認應改採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較妥，亦請本院依法調整；蓋若改採不變動標準時數，而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算法，以原告所舉之例而言，若以每周標準工時40小時，一名工作50小時的員工（即加班10小時），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得出0.25【計算式：〔（50＋0)－40〕÷40＝10÷40＝0.25】；而請會務公假20小時、工作30小時(同樣加班10小時）之工會幹部，就「〔（生產時數+會務公假時數)-標準時數〕÷標準時數」部分，亦得出0.25【計算式：〔（30＋20)－40〕÷40＝10÷40＝0.25】等語（本院卷第414頁）。由此可見，被告既稱作成救濟命令之目的係為避免雇主將會務公假時數視為勞工沒有貢獻時數，則其並非不可選擇命原告將「會務公假時數」併計入「生產時數」之救濟方式，相較之下，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所採取調整PEP績效獎金公式中之「標準時數」，顯非達到其所欲樹立本件之公平勞資關係抑或回復受侵害勞工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正常運作之必要方法，而有上述瑕疵可指，致有不符比例原則之情形，核屬裁量濫用之違法。又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之救濟命令雖因有上述違法而應撤銷，惟因相關法律對於救濟命令之範疇及方法未為規範，裁決會認定原告之上述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時，究應發布何種救濟命令以迅速排除該不當勞動行為，回復受侵害勞工之領受PEP績效獎金相關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裁決會仍享有本於本件具體個案之公平勞資關係所必要、相當之裁量原則，另為適法及妥當的救濟命令之裁量權限，其裁量並未達減縮至零之程度，本院自無從代裁決會為救濟命令。是以，原告主張如本院認應改採將該公式中的「生產時數」加計「公假時數」較妥，亦請本院依法調整云云，係於法無據，並非可採。

　⒋此外，原告於本院訴訟中具狀陳稱：原裁決附表二所列參加人理監事，其中殷世明屬倉運人員，其月倉運PEP績效獎金金額計算方式為「同仁計算獎金基礎金額（即月薪×l2×8.33%）×KPI得分」，而該獎金評核指標主要包含出勤時數、工作配合度、工作態度，以及工作效率等面向，由主管綜合考量後提案當月KPI得分，並經由再上層主管審核以決定同仁KPI分數；陳蓁蓁因負責供應規劃，為間接人員，領季獎金，季獎金發給與實際生產時數無關等語（本院卷第397至398頁），並提出季獎金指標資料以佐其說（本院卷第407頁）。又參加人亦於本院訴訟中具狀陳稱：殷世明的薪資明細中，有「月PEP」項目，但殷世明並不清楚其「月PEP」項目計算方式與其他人員之PEP績效獎金有何不同；陳蓁蓁的薪資明細中，並無「月PEP」項目，但有「季PEP獎金」項目及金額，陳蓁蓁並不清楚其薪資明細「季PEP獎金」計算方式與其他人員之PEP績效獎金有何不同等情（本院卷第421頁）。由此可知，陳蓁蓁所領得之季獎金並非按月依「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計算得出，則原告自無重新計算並補發給陳蓁蓁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之問題，況且既然殷世明迄至本院審理時仍不清楚其「月PEP」項目計算方式究與其他人之PEP績效獎金有何差異，陳蓁蓁亦不清楚其薪資明細「季PEP獎金」計算方式究為何，衡情其等自無可能於裁決程序中就月PEP績效獎金為放棄或反對受救濟之表示。由此可見，裁決會在作成本件救濟命令之前，顯未就參加人理監事所擔任的工作內容逐一為調查，且未詳細區辨原裁決附表二所示參加人理監事所領績效獎金之具體評核標準未盡相同，並非可一體適用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以計算其等之績效獎金，以致原裁決並未將不適用PEP績效獎金計算辦法之參加人理監事予以明示排除在救濟命令之外，以使其救濟命令之內容更臻具體、確定及可能，俾供原告日後之履行。基上，益徵裁決會於裁決程序並未詳實調查，即以查無其他任何參加人理監事有反對受救濟之意思表示為由，決定逕命原告依裁決會所作上述救濟命令之方式，據以重新計算並發給原裁決附表二所列之參加人理監事110年2月起至111年5月間PEP績效獎金，實屬恣意之裁量。

七、綜上所述，原裁決決定主文第1項、第2項，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被告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2項規定作成之原裁決主文第3項部分，係有上述違誤，原告請求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又原裁決決定主文第3項部分既經撤銷，回復至參加人向被告申請裁決之程序時被告尚未依職權作成救濟命令之狀態，應由被告依本院判決見解，另為內容具體、確定、可能並合義務性裁量之適法救濟命令，自不待言。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

    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淑婷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弘毅







